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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zabeth Maruma Mrema

十年前，在日本名古屋召开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次缔约方大

会（COP 10）期间，推出了《生物多样性融资小书》，大会通过了《2011- 

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

此后，我们走过了漫长的道路。虽然《战略计划》中的 20 个《爱知生

物多样性目标》未能完全实现，但某些方面仍取得了一定进展，其中就包

括生物多样性融资。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生物多样性金融倡议

（BIOFIN）等不断扩大的合作伙伴网络的支持下，许多国家受益，在调动国

内资源、制定并实施创新的金融解决方案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一些国家成

功增加了其国内和国际的生物多样性融资。我们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

失之间复杂联系的了解更加深入，也更懂得把握其产生的机遇来创造融资惠

益。但不幸的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仍在继续恶化，因此我们应再接再厉，砥

砺前行。

融资是重要一环：虽然基于不同的假设、方法和情景所得出生物多样

性融资需求的估值范围千差万别，但所有估算均表明，未来十年内始终存在

巨大的资金缺口，因此未来几年的工作将对地球生物多样性起到举足轻重

的作用。即将召开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将通过

《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制定关键的全球目标和指标，以保护和

修复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落实这一《框架》需要竭尽全力调动各方财政资

源，并激励各私营部门和金融主体作为伙伴加入这一进程。

只有投资自然，才能构建可持续且有韧性的未来。不过很显然，多国

政府因新冠疫情的防控政策影响，面临着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所以，我

们不仅要将保护自然列为重中之重并调动必要的财政资源，更需要提高资

源利用效率，调整激励措施和资金流向，将资金从危害生物多样性的活动

中抽离出来，转而用于能够对生物多样性产生积极成果的活动中，以建立

更具韧性的经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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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投资自然指津》提供了许多真知灼见，指导各方如何在生物多

样性融资的不同方面取得进展。本书囊括了过去十年中相关概念的演变情

况，提供了一个几乎百科全书般的概述，全面介绍了不同来源下的金融解

决方案。我坚信，本书将为生物多样性和金融从业人士提供有益指导，助

力他们设计高效融资策略，推动《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在未来

十年得到全面落实。

伊丽莎白·穆雷玛（Elizabeth Maruma Mrema）

联合国助理秘书长

《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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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émy Rioux

2015 年，《巴黎协定》将承诺为气候工作提供资金作为其三大首要目

标之一，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指明了新方向。现在，我们亟须认识到，我

们也必须为自然提供资金。数据显示，尽管全球50%的GDP依赖于自然，

但全球 GDP 中仅有不到 0.2% 用于维持和保护生态系统。当前的新冠疫情

表明，践踏生物多样性会对人类福祉和地球健康造成威胁。

为此，法国决心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 15)

召开之前，推动生物多样性成为世界政治议程的重点。正如马克龙总统所

说，领导“世纪之战”并在这场“战役”中胜出，需要多管齐下，包括从

融资入手，解决生物多样性丧失和应对气候变化这两个相互交织的挑战。

因此，法国开发署决定，到 2025 年，其 30% 的气候资金将用于自然向好

的投资。这一决定反映出公共开发银行(PDBs)的参与程度不断提高，并积

极利用其应对气候变化的经验，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公共开发银行

可以利用其10%的全球项目投资总额来扩大有利于生物多样性的融资，并

由此产生变革性影响。在 2020 年 11 月举办的共同融资峰会上，全球 450

家公共开发银行签署了一项《联合声明》 1。各银行在《声明》中表明了

对生物多样性融资需求的认识，并“做好准备调整所有资金流，与即将在

COP 15 上通过的《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要求保持一致”。

国际开发性金融俱乐部由26家国家开发银行和区域开发银行组成，也决定

越来越多地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发挥表率作用。

还要指出的是，公共开发银行可以与私营部门合作，将自然因素纳入

投资、生产和消费方式中，以证明既能保护生物多样性又能产生商业回报

的解决方案是可行的，这也是共同融资峰会的讨论重点。我相信，《投资自

然指津》将为我们指明有利于地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何睿欧 (Rémy Rioux)

国际发展金融俱乐部主席

法国开发署首席执行官

1  共同金融（2020）。所有公共开发银行发表的联合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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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ippe Zaouati

近年来，自然已成为可持续金融领域的热门话题，现在正逐渐成为主

流金融议程的关注重点，吸引了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和银行的高度重视。

人们对气候变化问题经历了从逐渐认识到做出承诺再到采取行动的演变过

程，自然问题也同样如此。采取气候行动的势头花费了很多年才逐渐形成，

但自然问题明显十分急迫，因此我们要迅速采取行动，加速前行。

新冠疫情危机暴露出环境、社会、卫生、经济等多重问题，为人类敲

响了警钟。应对这一挑战需要我们建设更具韧性、平等且与自然和谐相处

的社会。转变机构、公司甚至个人的行为需要付出切实的努力。我们必须

明确一点：我们无法通过细微的调整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生物多样性

目标，而是需要进行系统性变革。 

我们的工作从何处入手；我们如何才能迅速采取具体的、变革性的行

动？释放金融部门的力量和灵活性可以发挥催化作用。为此，我们需要解

决金融活动中的两大瓶颈：（i）准确评估和管理风险，（ii）识别新的机会。

商业团队、风险管理，甚至会计部门等金融从业人员，需要将自然视角和

气候视角充分纳入他们的分析。决策时应考虑金融活动对自然造成的影响

（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影响），然后对其进行监测和报告。

金融机构在调动资金、进行创新和履行责任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但仅

靠自己的力量还无法做到，因此推动变革需要公私实体和民间社会携手

合作。本书介绍了此类合作的范例，旨在提高各方的认识，在系统性变

革的大背景下推动具体行动。我们需要重塑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必

须背水一战。

Philippe Zaouati

Mirova公司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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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Tobin and Andrew Mitchell

全球林冠于2010年首次发布《生物多样性融资小书》时，我们还无法

预见书中提及的三大问题最终会得到多少关注。这三个问题分别是：大自

然当下获得了多少投资？大自然未来应获得多少投资？我们如何实现？

当时，生物多样性融资缺口似乎太大而无法弥合。影响力投资还是一

个相对较新的概念，《负责任投资原则》（PRI）也才刚刚制定。但在 2014

年，瑞士瑞信银行、世界自然基金会和麦肯锡联合提出了一个激进的解决

方案：如果投资自然能获得切实的回报，私营部门可以帮助支付自然保护

的费用。但现实问题不是缺乏资金，而是既要保护生物多样性又要为人们

提供可持续生计的投资，其经风险调整后的收益率缺乏竞争力。

随着影响力投资不断发展，人们对利用金融工具解决全球生物多样性

危机的关注度也迅猛增加。许多人发现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事实上，

投资自然是为了长期利润，而不是为了短期经济收益，这正在颠覆传统的

经济模式。将私营部门的融资与政府担保结合等创新方案正在加速生物多

样性投资的发展。

尽管如此，生物多样性融资目前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投资活动要成为

解决生物多样性危机的一个重要部分，就必须克服各种结构性障碍，其中一

个主要障碍就是，目前缺乏“自然数据”，投资者无法比较不同投资交易带

来的环境绩效。气候金融领域有“2摄氏度”的目标和二氧化碳当量这一通

俗易懂的指标。《生物多样性公约》必须在下届全球峰会上努力达成一项与

2015年《巴黎协定》相当的自然协定，并列举一系列明确目标。

需要重新制定规则，指导资产管理公司的经理和财务顾问开展可持续

的投资实践。如今，这些投资规则鼓励追求短期经济回报，完全忽略投资

给环境或社会带来的连带损害。这种投资方式对客户不利，基金经理对客

户负有信托责任。养老金投资于没落的毫无生气的世界有什么用？改变激

励结构以奖励可持续投资是否会促使金融机构转向环境效益更优的自然投

资？随着新生代投资者接管家族生意，他们将管理数万亿美元，那些重点

关注“使命”和代际惠益的投资者将在自然投资领域找到避风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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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这本关于生物多样性和投融资的新书能够丰富《全球林冠小

书》系列丛书。在回答上述提及的三个问题时，我们开展了当前最新的缜

密评估，并展示了自然投资领域过去十年的发展情况。我们想要给不熟悉

这一领域的投资者提供一份简易指南，介绍一些目前正在使用的生物多样

性保护融资机制。

最后，我们希望提请大家注意，目前各国政府正在就达成2021-2030

年间的一些新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进行谈判，以取代爱知生物多样性目

标，我们想让这些国家注意到当前存在很广泛的投资机制可供选择。在编

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十分清楚地认识到：必须完全停止如今危害自然的

投资活动，转向有利于自然保护的领域进行投资，否则有害的融资活动只

会使人类走向毁灭。本书探讨了我们如何开始做出这种转变。

John Tobin-de la Puente

康奈尔大学客座教授

Andrew W. Mitchell

全球林冠创始人，高级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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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近年来，随着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影响日益明显，以及人类对健

康环境的依赖，对话已从“我们应该拯救自然吗？”到“我们如何

支付拯救自然所需的费用？”。如今，政府或商界几乎没有人怀疑自

然的内在价值或对自然进行可持续管理的重要性。阻止生物多样性

丧失的呼声越发高涨，其声浪甚至来源于意想不到的群体。一次又

一次的国际会议在闭幕时总会措辞强硬地呼吁保护自然，公共部门、

企业和民间社会组织之间的对话空前活跃。然而，一旦涉及经济收

益问题，谈话就变得模棱两可，与会者也开始来回翻阅文件并紧张

地转移视线。

《投资自然指津》旨在通过明确列出生物多样性保护融资机制

的选项来推动多方对话。虽然部分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可能需要付

出经济代价，但其他措施可能会在经济和其他方面产生巨大的回报。

本书提供的证据表明，如果我们实施审慎的自然保护措施，也许不

再需要额外的人力和资金投入。

在国际社会考虑如何为未来十年甚至之后更长时间的生物多样

性保护提供资金之际，本书旨在为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

门等提供一些选项供参考，以明确且一致的标准比较当前和未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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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融资机制。为此，本书提出了总体框架，将融资机制分为以下

几类：创造收入、优化产出、调整支出、止损未来和催化融资。为

了便于比较每个类别中的各种融资方案，本书使用图示和表格来列

举通用标准。一个全面的生物多样性融资计划可能包括多个类别中

的选项。

本书的目的不仅在于满足公共部门、企业和民间社会组织的需

求，为制定切实可行的生物多样性金融解决方案提供参考，同时也是

一份现有各种正在执行的生物多样性融资机制的调查，以帮助投资者

了解在进行自然投资时如何切实保护生物圈，并避免南辕北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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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生物多样性？

广义上的生物多样性是指地球上生命的丰富程度。《生物多样性公约》

将生物多样性定义为：“包含所有来源的生物的变异性，包括陆地、海洋和

其他水生生态系统，及其所属的生态复合体；这包括物种内、物种间和生

态系统的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存在于各个层面，即遗传、物种和生态系统

层面，地球上各种各样的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物种即为最佳例证。迄今为

止，科学家已经发现并记录了约180 万种不同的物种（Vié等人，2009），

但这一数字仅是冰山一角；据估算，目前地球上有记录和无记录的在案物

种总数约为800万种，其中75%为昆虫（IPBES，2019）。

生物多样性正在持续下降。地球生命力指数显示，1970年至2016年期

间，动物种群数量平均下降68%（WWF，2020），一些生物种群和位于某

些大陆上的种群的下降幅度更大；在同一时期，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生

物多样性下降了94%。据估计，当前物种灭绝率比自然灭绝率要高出几十甚

至几百倍（IPBES，2019）。除生物多样性外，本书还将讨论另外两个相关

的概念：自然资本和生态系统服务。从事自然保护的相关方和从业者经常错

误地混用这两个概念。因此，为了厘清事实，在此对这些概念进行了界定。

自然资本

在一般术语中，“资本”是指在任何特定时间段内存在于某系统内的物

质存量（Costanza等人，1997）。一些常见的资本形式包括金融资本、生

产性资本和人力资本。根据自然资本联盟的定义，自然资本是指“地球上

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自然资源存量（例如植物、动物、空气、水、土壤和矿

物等）及其产生的能为人类持续地带来利益的服务流量”（自然资本联盟，

n.d.）。就如同投资者利用金融资本来创造利润一样，树木的存量或鱼类的

种群能在未来持续地供给木材或食物。Managi 和 Kumar（2018）估计，

在1992年至2014年间，全球人均自然资本存量价值下降了近40%。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最近对

自然资本估值发表了重要研究。在 2019 年，IPBES 曾就自然资本状况

恶化发出警告：价值 2 350 亿至 5 570 亿美元的作物由于授粉不足面临风

险，在已被评估的物种中，预计约有25%会在未来十年内面临灭绝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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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BES，2019）。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经济学（TEEB）旨在将生物多

样性评估与政策制定和商业实践相结合。该经济学研究建议企业提高其对

生物多样性的依赖和影响的整体认识，以期能（a）识别风险，（b）向消费

者宣传其产品和服务的可持续性（TEEB，2010）。

生态系统服务

生物多样性、健康的生态系统和物种存续都具有内在价值，它们对人

类的实用性价值体现在我们从生态系统获取的产品和服务中，因而用“生

态系统服务”一词来描述最为适宜。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对传粉等基本生态

系统服务带来了负面影响，全球所有传粉物种的灭绝将导致每年农业产出

下降约2 170亿美元（Helmholtz，2008）。

与生产性资本（如改善水质的水处理设施）一样，自然资本提供了至

关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流。生态系统服务是指直接或间接地有益于人类福

祉的生态系统功能（Daly和Farley，2004；Voldoire和Royer，2004）。

具体而言，生态系统服务包括两种自然资本，从生态系统中收获产品，如

木材或鱼类等，以及从自然资本存量中获得的永久性服务，如流域保护或

气候调节。

生物多样性

与多样性匮乏的系统相比，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能够提供更丰富的生

态系统服务流（Hooper 等人，2005；Flombaum 和 Sala，2008）。因

此，提供资金支持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或者支持自然资本存量的生物多

样性，有助于确保世界自然资本存量能够持续、可靠地提供生态系统服务。

从而确保自然资本存量及其提供的生态服务，更具抵御冲击和适应不断变

化的客观环境的能力，而这是应对气候变化带来广泛影响的必要条件（世

界银行，2020）。

与此相反，如果只对单一的生态系统服务投资，可能对未来其他生态

系统服务及其可持续性产生负面影响。当人类干预生态系统，意在最大程

度地促使其提供一种服务时，往往会对生物多样性产生负面影响，削弱系

统恢复能力，且降低生态系统提供其他服务的能力。例如，若用单一种植

的再造林取代天然林，虽然提供了生态系统商品和服务，但是却降低了生

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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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拓展

森林的价值

森林约占地球表面的 30%，却支撑着世界

80% 以上的陆地生物多样性。这些生物多样性

支撑了从地方到全球范围内气候、水、粮食和能

源的安全，以及人类健康等重要生态系统服务

（UNFF，2018）。这些服务既带来全球效益，比

如减少碳排放，又带来了地域效益。超过16亿人

依赖于森林及其生态系统服务，3亿至3.5亿人完

全依赖森林获取庇护和生计。特别是热带森林，

其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在这些森林中，一公顷

土地上可能有超过 480 个树种，而它们拥有超过

50% 的陆地生物多样性，其中 70%～90% 的生

物直接生活在树内或树上（Butler，2019）。

从1990年到2016年，全球有130多万平方

公里森林消失，超过了南非的领土面积（世界银

行，2016）。由于对棕榈油、大豆、木材和牛等

农产品的需求，森林砍伐中的70%以上是由商业

性农业造成的（Lawson，2014）。私人融资可以

通过推行零毁林投资和可持续供应链来缓解这一

趋势，既能促进栖息地保护，又能带来正向的财

务收益。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GIIN）在2019年

的木材基准报告显示，18种可持续木材为基金带

来了 8.6% 或更高的净回报率，而传统林业基金

的平均回报率仅为4.2%。森林管理计划（FMP）

通过发放伐木特许权的管理模式也取得了成功，

例如，FMP在刚果盆地推行了森林管理委员会认

证。与同一地域没有推行该认证的地区相比，推

行认证的地区在2000年至2010年间的森林砍伐

量减少了74%（Tritsch等人，2020）。

气候安全

热带森林对气候有双重降温作用。在没有任

何人为干预的情况下，现存的森林从大气中吸收

了大量的二氧化碳（CO2），发挥“碳汇”的功

能。这项服务每年从大气中去除人类活动产生的

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约 15%，相当于每年每公顷

吸收约 1 吨（或公吨）二氧化碳（Lewis 等人，

2009；IPCC，2007）。然而，我们并没有对此

心怀感恩，反而在摧毁它。砍伐热带森林正在使

这些森林从碳汇变成碳排放源，约占全球温室气

体排放量的10%，成为仅次于化石燃料燃烧的第

二大二氧化碳排放源（UNFF，2018）。地球通

过将陆地上的水蒸发到大气中来冷却地球表面，

并形成云层将阳光反射回太空，其中有三分之一

是通过热带森林提供的（Malhi，2011）。森林

中的水蒸气循环进入气流，进而有助于维持广大

地区的降雨状况。例如，安第斯山脉的降雨为冰

川和高海拔人口提供了水源，而这些降雨就循环

自亚马逊森林低地（Poveda 等人，2008）。

水安全

世界上超过90%的城市和75%的可利用淡水

来源都依赖森林流域来获取清洁的水（McDonald

和Shemie，2014；千年生态系统评估，2005）。

森林作为一种天然的基础设施，或自然塑造而成

的基础设施，能过滤掉水体中的沉积物和富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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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污染。因此，森林砍伐增加了净水所需的成本。

粮食和健康安全

森林以三种方式保障粮食安全：向当地和

原住民社区提供粮食，使人们能够出售产品购

买粮食，以及确保生态环境适宜各种农业耕作

（Pimentel，1997）。 森林为农村地区的人们提

供了多种营养丰富的食物，并在干旱或食物短缺

时提供保障（Arnold 等人，2011）。小规模的

农耕通常依靠森林循环养分和防止土壤侵蚀。在

远离森林的区域和大陆板块地区，森林有助于水

资源的循环，让水蒸气形成降雨。在亚马逊河流

域，风将森林循环蒸腾的水蒸气以 “空中飞舞的

河流”的形式带到巴西南部甚至更远的地方，支

持南美产粮区的农业生产（Vera 等人，2006；

Marengo等人，2004）。

森林不仅是新鲜食物的可持续来源，也是当

地社区和全球制药公司获取野生药物的重要来

源。据估计，来自热带森林的药物和植物贸易每

年约有 1 080 亿美元（Simula，1999）。未受

干扰的热带森林对传染病也能起到调节作用：世

界上 40% 的人口生活在疟疾肆虐的地区，与未

受干扰的林区相比，在森林被严重砍伐的地区，

感染疟疾的风险可增加 300 倍（MacDonald 和

Mordecai，2019）。野生动物肉类的商业贸易

也增加了人类感染由野生动物携带的新型疾病的

机会。加强对生物多样性丰富地区的保护可以降

低人类感染疾病的概率，如减少 SARS（Jones

等人，2008）以及最近的 COVID-19 由野生动

物传染给人类的可能性。

能源安全

热带森林支持地方、区域和全球各层面的

能源安全。超过 20 亿人依靠木材作为主要燃料

来烹饪、取暖和满足其他能源需求（IPBES，

2019）。然而，目前收集薪柴是森林砍伐的主要

驱动因素，尤其是在非洲和东南亚（Griscom等

人，2009）。森林可调节水流和减少区域范围内

河流的沉积，它对水力发电至关重要。例如，鉴

于巴西三分之二以上的电力供应来自水电，森林

覆盖率的任何变化均将影响其降雨模式、地表径

流和大坝沉降，并将严重威胁该国的能源安全

（MacDonald，2016）。

生计保障

世界上超过 10 亿贫困人员的生计和粮食安

全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森林，约 6 000 万原住民

几乎完全依靠森林生存（世界银行，2004）。在

87个国家中，约有3 8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由原

住民管理，约占所有陆地保护地的40%，突显了

原住民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作用，及其对这些

保护地的依赖（Garnett 等人，2018）。此外，

低收入国家有 12% 的人口生活在天然再生热带

森林地区（Erbaugh等人，2020）。其中关键在

于，维护森林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了解森林损

失后的影响。2020 年的一项研究证实，毁林会

影响生计并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其时间跨度可

长达50年（Sugden，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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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何在？

Costanza等人（2014）估计，2011年全球生态系统服务价值（125万

亿至145万亿美元）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50%以上。这些估

值主要关注为人类提供广泛基本生态服务的一系列生物群落。以前的评估估

算了特定生物群落的贡献。例如，Groot等人估计，平均每公顷的公海每年

提供价值490美元的生态系统服务，而平均每公顷的珊瑚礁，每年能提供价

值5万美元的生态系统服务（Groot等人，2012）。

据世界经济论坛的评估， 44 万亿美元的经济价值，即世界 GDP 的一

半以上，都适度或高度依赖于自然。由于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退化，

这些经济价值目前正处于危险之中（WEF和AlphaBeta，2020）。一些国

家对自然的依赖程度高于其他国家，例如，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GDP有三

分之一来自高度依赖自然的部门。根据瑞士再保险瑞再研究院的生物多样

性和生态系统服务（BES）指数，这可能会导致严重的经济困境。无论是

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经济体，全世界五分之一的国家有超过30%的领土因

生物多样性下降面临生态系统崩溃的风险。生态系统高度脆弱和高度依赖

农业领域的国家，如肯尼亚、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风险也更高（Retsa

等人，2020）。尽管我们依赖生态系统服务，但人类仍继续以惊人的速度

破坏生物多样性，导致生物多样性大量且基本不可逆转的损失（Sukhdev，

2008）。在1997年至2011年期间，仅由于土地使用造成的生态系统服务

损失估计为每年4.3万亿至20.2万亿美元（Constanza等人，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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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拓展

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
资金需求

全球的保护地

以往提倡的政策和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资

金需求的估计主要集中在支持保护地管理，以防

止生物多样性丧失。

保护地通过控制或减少人类对陆地和海洋栖

息地的影响来保护现有的生物多样性。目前的全

球保护地网络包含16%的陆地栖息地和7.4%的

海洋，估计每年只得到 243 亿美元的资金支持

（Waldron 等人，2020），只占落实有效管理所

需资金的三分之一左右。严重的资金短缺是一个

主要障碍，阻碍各地有效拓展和管理全球保护地

网络并实现国际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生物多

样性公约》行动目标A2草案建议，“到2030年，

（各国）通过联通性良好且有效的保护地系统和

其他基于区域的有效保护措施，保护和养护地球

上至少30%的陆地和海洋，尤其是针对生物多样

性特别重要的地区”。

Waldron 等人（2020）分析了到 2030 年

实现覆盖全球 30% 陆地和海洋保护地网络的经

济影响及成本收益，并提出了包含六种情景的方

案，平均每年需投资 1 400 亿美元来实现这一目

标。麦肯锡估计，通过建立或养护保护地来增加

全球保护地的覆盖范围——每年将带来 2 900 亿 

至 4 700 亿美元的收益，并在保护管理方面创

造 40 万至 65 万个就业岗位，在生态旅游和可持

续渔业方面创造 3 000 万个就业岗位，且每年减

少 0.9 亿至 2.6 亿吨二氧化碳排放（Claes 等人，

2020）。

本书根据 Waldron 等人（2020）描述的情

景，设定了未来全球保护地需求的较低估计值。

该情景允许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产性景观之间

采取折中方案。反之，较高的估计值需优先考虑

更广泛的生态系统完整性和生存能力的情景。欲

将全球保护地网络扩大到所有陆地和海洋生态系

统的30%，每年需要的成本为1490亿至1920亿

美元（Deutz等人，2020）。

保护地之外

尽管全球保护地在防止生物多样性丧失方面

发挥了关键作用，但如果没有进一步的保护措

施，现有措施将不足以确保地球生物圈的长期

可持续性。例如，只有 10% 的现有保护地结构

完整，即能充分保护其不受农业、采矿、建筑

等人类活动的负面影响（Ward 等人，2020）。

到 2030 年，预计城市面积将扩张 120 万平方公

里，相当于整个南非的面积。这种扩张可能导

致约 29 万平方公里的自然栖息地发生变化，可

能致使全球 40% 的严格保护地退化，并进一步

危及世界 13% 的脊椎动物（Seto 等人，2012；

McDonald等人，2018）。

农田和牧场是生物多样性面临的最大挑战，

该领域占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需求总量的

55%～69%（Deutz 等人，2020）。土地利用

2222



的变更被认为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

统退化的最大驱动力之一。自 1970 年以来，农

业扩张一直是土地利用性质变更的最常见形式

（IPBES，2019）。农业用地的变化不仅基于对

粮食和收入不断增长的需求，还基于粮食的生

产、分配和使用效率低下，其中大部分浪费发生

在农场中和餐桌上。许多不可持续的农业操作发

生在保护地附近或保护地内。

因此，需要采取全面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方法，

包括通过保护区对生物多样性进行直接投资，也

要考虑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主流，以期更好地

管理具有经济效益的陆地和海洋景观，维护生物

多样性的完整性及关键的生态系统服务。这种综

合方法还必须有效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对当地生物

多样性的负面影响，并通过控制水污染和保护城

市地区生物多样性等措施支持绿色城市转型。

到2030年，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的需求

总额预计为每年7 220亿至9 670亿美元（Deutz

等人，2020）。表 1 和图 1 显示，在阻止和扭转

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所需的年度资金中，约76%

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有关。这包括更好地管

理高经济收益的陆地和海洋景观，更严格地控制

入侵物种，以及减缓快速城市化对生物多样性的 

影响。

表1 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年度资金需求

资金需求 目标 年度金额（亿美元）

A. 专项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需求

保护地
将全球保护地网络扩大至所有陆地和海洋生态系 
统的30%

1 490-1 920

海岸生态系统
全球范围内，对关键性沿海生态系统的保护和修 
复，其中包括红树林、海草、盐沼和牡蛎礁

270-370

B. 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资金需求

生产性陆地和海洋景
观的可持续管理

农业用地（农田和牧场）、森林和渔业的全球可 
持续管理

4 380-5 800

入侵物种 全球范围的外来入侵物种管理 360-840

城市环境 在城市环境中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减少水污染 726-732

总计 7 220-9 670

资料来源: Deutz 等人（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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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地1 490亿至1 920亿美元

270亿至370亿美元 海岸生态系统

可持续农田

可持续牧场

城市生物多样性

外来入侵物种管理

可持续式渔业

可持续式林业

专项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需求

1 760亿至2 300亿美元

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资

金需求

5 460亿至7 370亿美元

3 150亿至4 200亿美元

810亿美元

730亿美元

360亿至840亿美元

230亿至470亿美元

190亿至320亿美元

至2030年全球生物多样性年度资金需求估算

图1  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年度

资金需求（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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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拓展

什么是生态系统服务
付费？

生态系统服务付费（PES）是生物多样性保

护最常用的创收机制之一。生态系统服务付费计

划向保护生态系统服务（ES）的土地所有者提

供收益，以阻止他们将土地用于不同目的，如毁

林。它们被用来激励土地使用者妥善管理和保护

其自然环境，从而确保生态系统服务的持续存续

（Pagiola和Platais，2002）。

定义

Wunder（2005）将生态系统服务付费定

义为“一种自愿的交易行为，在此交易中，当且

仅当生态系统服务提供者保障生态系统供给（条

件）时，生态系统服务购买者从生态系统服务提

供者处购买界定清晰的生态系统服务”。其三大

类别为用户出资、政府资助和合规生态系统服

务付费（Salzman 等人，2018）。用户出资的

PES是指生态系统服务的直接受益人（如公司或

个人）向土地所有者提供补偿。政府资助的PES

是指由代表直接受益人的第三方(如政府)提供补

偿。合规PES是指由处理监管罚款或执行严格限

制的各相关方通过补偿第三方参与者来维持生态

系统服务以满足监管要求。

生态系统服务付费不是单一类型的政策或干

预措施，而是一系列举措，涵盖不同层次的生态

系统商品化、不同重要性的财政激励，以及一系

列间接或直接的激励性转移支付（Muradian 等

人，2010）。尽管有关 PES 地理和财务范围的

数据大幅增加，但从经济、社会或生态角度来

看，有关PES有效性的数据却很少。

当今的生态系统服务付费

在过去 20 年中，生态系统服务付费在全球

范围内迅速发展，有超过 550 个正在开展的项

目，年交易额约为 480 亿美元（Salzman 等人，

2018；经合组织，2019）。关于区域内特定的

PES，2015 年流域 PES 的价值约为 240 亿美

元，2016 年生物多样性 / 栖息地 PES 的价值为

25 亿至 84 亿美元，2014 年和 2016 年森林和土

地碳利用 PES 的价值约为 89 亿美元。然而，由

于在报告或实施 PES 方面没有国际标准，仍然

缺乏 PES 如何随时间变化的数据。此外，PES

往往缺乏精准的界定；开展栖息地保护被认为是

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一种替代手段，而生态系统

服务付费和生物多样性付费之间往往没有什么区

别。

PES带来的投资回报通常用于投资自然基础

设施，这些设施是指为人类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

陆地和水体（Deutz 等人，2020 年）。这些对自

然基础设施的投资避免了资金投入建设灰色基础

设施相关的成本，以持续发挥自然基础设施已经

实现的生态功能（参见第4章和第7章）。

展望未来

无论PES如何定义，重要的是了解其作为生

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服务提供的财务机制是

如何运作的。PES的方案需要包括一种产生收入

的方式，一个转移和管理这些资金的制度安排，

以及一种交付机制。然而，PES一词经常被用来

描述融资机制中的所有三个组成部分，而更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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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说，它只是作为交付机制的支付或激励措施。

例如，哥斯达黎加的国家方案通过从包括税收在

内的各种机制获得收入，通过中央国家机构管理

资金，以及通过有条件的财政奖励提供资金。该

国家方案涵盖所有三个组成部分，但生态系统服

务付费实际只是整个过程的最终交付部分。

生物多样性的PES有效地激励了生物多样性

保护。付费是为了能实施可持续土地管理，以维

持健康生态系统。无论是作为创收机制还是交付

机制，PES方案的价值都来源于这样一个实际情

况，即它们可将资金注入急需资金的高优先级生

态系统服务中，例如自然基础设施，或基于自然

的气候解决方案所提供的服务。这里所说的自然

基础设施是指任何提供类似于和/或比人造基础设

施资产更有效的服务的生态系统。一个常见的例

子是河岸森林，它可以提供水过滤服务。基于自

然的气候解决方案是指利用自然资产，譬如利用

森林或健康土壤等生态系统服务来减缓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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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进程回顾

在 1992 年里约地球高峰会议上，通过了三项最重要的全球环境公

约：《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UNCCD)、《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 和《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生物多样性公约》是

一项致力于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的全球条约，是国际社会迄今为

止在全球范围内应对生态环境转变和破碎化带来影响的最野心勃勃的尝试。

它有三个主要目标：保护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地利用其组成部分，以及公

平公正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所产生的惠益。

2010年在日本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次缔约方大会上，各缔

约方商定了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作为对生物多样性破坏速度加快和对被

称为 “第六次灭绝”日益受关注的回应（UNEP和CBD，2011）。会议期

间共商定了 20 项全球生物多样性目标，分为 5 个战略目标：消除导致生物

多样性丧失的根本原因，减轻对生物多样性的压力，从生态系统、物种和

遗传多层面保护生物多样性，提高生物多样性带来的效益，以及为能力建

设提供支持。这些目标将主要在国家或国家以下层面实施，并在区域和全

球范围内采取支持行动。2015 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确认将全球

生物多样性目标的实施与新商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保持一致。

尽管做出了这些努力，国际社会仍未能实现其所有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目标（包括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和迄今为止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可持续

发展目标），且有些情况颇为显著（CBD，2020）。特别是，爱知生物多

样性目标因其含糊不清、缺乏资金、确保执行的政治意愿有限，以及未能

解决可能对生物多样性产生负面影响的个人和企业根深蒂固的做法，而受

到批评（Butchart等人，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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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拓展

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

什么是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

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公

约》第十次缔约方大会制定了《2011-2020年生

物多样性战略计划》，被《生物多样性公约》的

193 个签署国采纳，作为未来生物多样性保护和

政策的参考。其中包括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涵

盖了 5 项战略目标和 20 项具体目标 (UNEP 和

CBD，2011)。

·  战略目标 A：通过将生物多样性纳入政府和

社会主流认识，从根本上解决生物多样性丧

失的原因。

·  战略目标 B：减轻对生物多样性的直接压

力，促进可持续利用。

·  战略目标 C：通过保护生态系统、物种和遗

传多样性，改善生物多样性的状况。

·  战略目标 D：提高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为

人民带来的惠益。

·  战略目标 E：通过参与式规划、知识管理和

能力建设来加强执行。

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进展如何？

到 2020 年，20 个目标无一完全实现。只有

6 个目标得以部分实现（CBD，2020）。在总体

20 个目标中的 60 项内容中，有 7 项已经实现，

38 项取得进展，13 项没有进展或偏离目标。就

国家进展而言，34%的签署国国家生物多样性目

标处于正常轨道，3% 的签署国取得了超过目标

的进展。即便如此，只有23%的国家生物多样性

目标与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保持一致，只有10%

的签署国国家目标与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保持一

致并有望实现目标。

相比之下，51%的签署国没能足够高效地实

现国家目标，11% 的签署国尚未取得进展，1%

的签署国正在偏离其目标。跟踪进展的主要困难

之一是难以在不同地理区域之间进行数据比较，

而且区域差异性极大。例如，目标 5 旨在将森林

损失率减半。实际上在降低热带森林砍伐率方面

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在其他森林生态系统方

面进展甚微，导致《生物多样性公约》得出结

论，目标5进展不足。

取得部分进展的目标列示如下:

·  目标 9：控制外来入侵物种的入侵途径，并

防止其进入和定居。

·  目标 11：保护 17% 的陆地和内陆水域以及

10%的海岸和海洋区域。

·  目标16：签署国生效并运行《关于获取遗传

资源和公平公正分享其利用所产生的惠益的

名古屋议定书》。

·  目标17：提交、制定和实施国家生物多样性

战略计划。

·  目标19：改善和广泛分享与生物多样性有关

的研究、科技支持和技术。

·  目标 20：签署国通过国内支出和国际资金

流动调动了所需的财政资源，以实施其国家

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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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20 对本书尤为重要。该目标指出，到

2020 年，“财政资源的调动……应大幅增加”。

目标 20 还规定，对于资源较少而生物多样性丰

富的国家，例如，世界上许多小岛屿国家，可能

需要额外资金，但与其他目标一样，这一目标的

进展也非常有限。

很少有国家实现了《生物多样性公约》设

定的目标，只有 9% 的国家报告显示它们有望在

2019年实现2020年的目标，尽管许多国家没有

报告相关的数据。

该指标遵循如下图 2 所示的压力 - 状态 - 响

应模型，其中压力定义为当前环境压力，状态定

义为当前环境条件，响应定义为所采取的行动。

图 2 总结了《生物多样性公约》所有签署国

的进展情况，根据签署国目前的国家目标与爱知

生物多样性目标的一致程度对签署国进行了分

组，从左到右显示了从“有望超越”到“远离目

标”的范围，从上到下显示了目标类型。颜色条

表示进度类型，颜色透明度表示政策与明确目标

的相称程度。

图2-对于落实国家目标的进展以及与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一致性的评估

资料来源: 《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2020）。

预计将超越目标

预计将达成目标

取得一定成果，但进展速度不够

无显著变化

逐渐偏离目标

目标相关性较低

目标值较低

目标没有雄心，或者没有解决相关问题

目标与之相称

目标超出了愿景的范围和/或水平

0% 10% 20% 30% 40% 60% 80% 90%50% 7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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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知目标 14

爱知目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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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往直前

尽管国际社会未能完全实现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但尚有可能阻止和

扭转全球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保护关键栖息地，并确保在未来10年实现可

预测的生态系统服务流（CBD，2020）。在对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

目标进行预测时，专家们提请注意，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之间相辅相成，

任何一个目标的失败都可能危及其他目标（Diaz等人，2020）。

在这种情况下，《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五版）

提出了一个世界性的愿景，即“重视、保护、恢复和明智地利用生物多样

性，维持生态系统服务，维护一个健康的地球，并为所有人带来必要的惠

益”。这就是现在所说的“与自然和谐相处”2050年愿景（CBD，2020）。

《展望》描述了实现 2050 年愿景所需的八项转型变革，涵盖土地和森林、

可持续渔业和海洋、可持续淡水、可持续农业、可持续粮食系统、可持续

气候行动、城市和基础设施，以及一体化健康（健康生态系统和健康社区）

（CBD，2020）。显然，为了遏制当前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趋势，实现 2050

年愿景，决策者需要解决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的缺陷，社会各部门须通力合

作，加大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

最新的 2030 年生物多样性行动目标将着眼于全球，并与联合国可持

续发展目标相联系，预计将根据每个国家的独特需求在国家层面落实执行。

与发展目标一样，迫切需要应对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威胁，如入侵物种、

污染、野生动物贩运和不可持续的自然资源开发。

全球生物多样性资金需求应具有针对性，并通过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等机制与国际气候变化目标和努力相关联。此外，应根据需要调整商品和

服务的可持续生产和消费，以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Diza 等人，2020）。

除了可衡量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外，还强调通过可持续性和收益共享来

满足人们的需求，以及通过性别平等、承认原住民的权利和促进所有利益

相关方的参与等，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创造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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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资金历来由公共部门主导，占现有资金的 80%

以上（参见第2章）。然而，考虑到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速度以及生态系统退

化的程度日益加快，仅靠政府和外国援助，不足以解决全球生物多样性资

金缺口。

商业和金融机构不仅依赖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来生产自己的产

品和服务，而且其运营和投资也是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最大驱动因素

（Jahn，2017）。世界经济论坛认为，在商业活动中进行转型变革，例如

向可持续供应链转型，可以在 2030 年前额外释放 10.1 万亿美元的年商业

价值和 3.95 亿个就业机会（WEF 和 AlphaBeta，2020）。私人投资者已

经开始转向可持续投资——在过去两年中，可持续投资资产增长了 34%，

目前总额达到30.7万亿美元（TNC，2019）。

这些趋势敦促政府、生产者和消费者采取行动，以便与自然建立更可持

续的生产关系，特别是农业、渔业和林业。2020年9月，根据2020年后全

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谈判进程，超过75个国家的领导人签署了《领导人

对自然的承诺》，承诺在 2030 年前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趋势。该承诺认

识到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严重性，并承诺签署一份“雄心勃勃的转型”框架，

以消除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负面经济激励，并将保护工作纳入主流，即纳

入多个经济部门的政策中（《领导人对自然的承诺》，2020）。

金融机构的承诺也在增加。例如，包括安联、安盛、ASN 银行和

Mirova在内的26家金融机构已签署《生物多样性融资承诺》，承诺增加对

生物多样性保护影响的权衡和报告。 同样，诸如亚马逊、瑞士信贷、达能

和联合利华等公司，对转向可持续生产和自然向好的产出的承诺也在增长。

全球利益相关方联盟平台，如商业自然联盟(Business for Nature)，已经

成功地使 600 多家公司承诺扭转自然的损失。这些组织有助于促进私营部

门做出承诺，且对促进《生物多样性公约》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和目标的磋商进程非常重要。与此同时，消费者的意识也在不断提高。生

物贸易伦理联盟（UEBT）在 2020 年发布的《生物多样性晴雨表》中指

出，82% 的受访消费者认为，公司“有道德和义务确保他们为人类和生物

多样性带来积极影响”（UEBT，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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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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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资金规模及变化

在我们探索如何扩大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规模的路径之前，首要的任务

是查看目前资金供给的方式。根据Deutz等人（2020）的估算，全球生物

多样性保护融资规模约为每年 1 240 亿至 1 430 亿美元，其中 80%～85%

的资金来自公共部门。在本书前一版（Parker等人，2012）中，全球林冠

曾估算当时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资金为每年 520 亿美元。这意味着相较

2012年，2020年投入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资金显著增加。即便如此，对全球

生物多样性的资金需求估算仍高达每年7 220亿至9 670亿美元。综上，到

2030 年，年度生物多样性保护融资仍面临每年 5 980 亿至 8 240 亿美元的

资金缺口（图3）。

本章陈述的生物多样性融资机制，是指资本流向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那

些渠道。

公共财政

政府预算和税收：在公共预算的基础上，各国还可以使用一系列财政

政策，如税收、费用、关税、特许权使用费、收费和补贴等来增加收入，用

以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并 / 或抑制可能对生物多样性产生负面影响的行

为。本书描述了国家和地方政府能对林业、水、碳、农药和化肥征收的税

收、费用和其他财政措施。据估计，各国政府的国内财政预算是生物多样性

保护的主要资金来源，约为750亿至780亿美元，占总资金的54％～60%

（Deutz等人，2020）。

自然基础设施：自然基础设施包括土地和水资源网络，它们起到修复

和保护生态系统服务的作用，并能取代人造基础设施的功能（Canzonieri

等人，2006）。保护自然基础设施，例如调节水质和水量的河岸森林，有

助于保护广泛具有高保护价值的栖息地，包括河岸地区、草原和沿海栖息

地。目前自然基础设施的大部分投资都与提升水质有关，据估算，共有

270亿美元的资金注入流域保护活动中（Bennet 和Ruef，2016；Deutz

等人，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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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发展援助（ODA）：官方发展援助是政府提供的援助，由各国直

接或通过多边机构推进。该类援助旨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福利，

其中包括优惠资金、赠款和提供技术援助。用于支持生物多样性的官方发

展援助金额从2007年估计的30亿美元增加到目前每年约40亿至100亿美

元（Deutz等人，2020）。

表2 当前全球生物多样性融资情况：公共财政

融资类型 年度金额（亿美元） 类型

政府预算和税收 746-777 国内公共

自然基础设施 269 国内公共

官方发展援助 40-97 国际公共

公共财政融资总额：1 055亿-1 143亿美元

资料来源：Deutz等人（2020）。

私营和公私合营

生物多样性补偿：生物多样性补偿是一种监管机制，用于补偿特定地

区因经济活动产生的负面环境影响，通过恢复、增强和保护其他地区的同

等资源来进行补偿。生物多样性补偿是缓解结构体系（规避、最小化、修

复和补偿）的最后一个要素，用于补偿开发项目对生物多样性造成的不可

避免的损害。生物多样性补偿旨在实现生物多样性的净收益，或至少不造

成生物多样性的净损失。每年通过生物多样性补偿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投

资总额为60亿至90亿美元（Deutz等人，2020）。

可持续供应链：将私营部门转向更可持续的生产实践，需要根据企业

环境、社会和治理目标对现有供应链进行改造（见第 6 章）。在历史进程

中，全球供应链在很大程度上对生物多样性带来了负面影响。这是由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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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性质的改变和不可持续的农业、林业、渔业以及与商品有关的其他加

工做法导致的。向更负责任的供应链管理实践的转变为企业提供了一个契

机，即通过确保重要商品来源地的可持续性，以保障长期收入。经认证的

可持续商品市场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贡献目前还难以估量，但最近的研究

表明，通过这些市场，每年至少有 50 亿至 80 亿美元投入生物多样性保护

活动中（Deutz等人，2020）。

绿色金融产品：绿色金融产品是一系列融资机制的集合，主要包括债

务和股权，用于促进投资资本流入对生物多样性具有积极影响的公司和项

目。本书讨论了绿色债券、绿色贷款、可持续发展相关贷款和私募股权基

金等金融产品的作用。每年通过绿色金融产品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投资总

额估计为40亿至60亿美元（Deutz等人，2020）。

基于自然的气候解决方案和碳市场：碳市场包括碳定价和 / 或碳交易，

通常以碳税或限额 - 交易制度的形式存在。碳税对公司产生的每一单位排

放量收取费用。限额 - 交易制度实施总量控制，对排放总量设定了上限，

但允许系统内的成员拍卖，或从其他成员处购买碳排放量。基于自然的气

候解决方案是指保护、恢复和改良土地管理行动，及增加碳储存，或避免

森林、湿地、草原和农田的温室气体排放。这些举措据此产生碳信用或碳

补偿，并可以通过碳市场机制进行交易。基于自然的气候解决方案可提供

经济高效的解决方案，以期到 2030 年将全球排放量减少 37%（Griscom

等人，2017）。但是通过碳税筹集的资金仅部分被用于生物多样性。同样，

通过总量管制和碳交易筹集的大部分收入来自与生物多样性没有直接关联

的项目，比如可再生能源投资。因此，碳市场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贡献仅 

8亿至14亿美元（Deutz等人，2020）。

慈善事业：慈善事业也是一项资金来源，其中包括私人基金会、商业

相关基金会以及大自然保护协会或世界自然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的捐款。

大型慈善基金会带来的收入来自初始捐赠的永久管理收入（Persson等人，

2009）。估计每年可从慈善机构获取的资金约为20亿至30亿美元（Deutz

等人，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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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当前全球生物多样性融资情况：公私(合作合营)融资

融资类型 年度金额（亿美元） 类型

生物多样性补偿 63-92 公私(合作合营)

基于自然的气候解决方案和
碳市场

8-14 公私(合作合营)

绿色金融产品 38-63 公私(合作合营)

慈善和环保领域非政府组织 17-35 私营

可持续供应链 55-82 私营

公私（合作合营）融资资金总额：181亿-286亿美元

资料来源：Deutz等人（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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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1. 政府预算和税收

2. 自然基础设施

3. 官方发展援助

4. 生物多样性补偿

5. 可持续供应链

6. 绿色金融产品

7. 慈善和环保领域非政府组织

8.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和碳市场

750亿至780亿美元

270亿美元

40亿至100亿美元

60亿至90亿美元

60亿至80亿美元

40亿至60亿美元

20亿至40亿美元

10亿美元

4

8

3

7 6 5

图3

当前全球生物多样性融资

规模和资金需求

图3的图形区域，对应全球

生物多样性年度资金需求，

约9 670亿美元（图2）。

全球生物多样性融资规模

1 430亿美元

全球生物多样性资金缺口

8 240 亿美元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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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资金部署于何处？

全球约 78% 的生物多样性融资来自发达经济体，约 22% 来自新兴或

发展中经济体。然而，在资金使用方面，59% 的生物多样性资金用于发达

国家的生态系统，其余41%用于新兴或发展中经济体。只有美国、欧洲和

中国少数几个主要的政府支出项目占全球生物多样性融资总额的 50%以上

（Luck 等人，2009）。令人惋惜的是，即使在欧盟等高度发达、环境治理

水平相对较高且拥有大量生物多样性资金的经济区，也未能实现2020年生

物多样性目标。

世界上大多数生物多样性较为丰富的国家都需要进一步的财政支持以

实施保护工作。在国际上，在所有生物多样性融资中，只有不到19%的资

金（约为98亿美元）会转移至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并大致均匀地分拨给

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总的来说，事实证明，目前的资金不足以让各国实现其国家生物多样

性目标，而可用于生物多样性的资金尚未对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所在

的中低收入国家产生重大影响。此外，这些国家的人民的福祉和生计对生

态系统服务的依赖程度更高，尤其依赖于农业、林业、渔业和旅游业。关

键是，解决全球生物多样性融资缺口问题不仅意味着满足资金需求，还意

味着需有效地为这些生物多样性热点提供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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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拓展

生物多样性资金的有
效性

全球约60%的生物多样性丧失主要发生在七

个国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巴布亚新几内

亚、中国、印度、澳大利亚和美国（Waldron等

人，2017）。在过去50年中，生物多样性水平有

所下降，但在1996年至2008年间，有七个国家

的生物多样性得到改善，即毛里求斯、塞舌尔、

斐济、萨摩亚、汤加、波兰和乌克兰。生物多样

性保护与保护资金支出呈显著正相关，与GDP增

长和商业农业增长呈显著负相关。事实证明，保

护资金投入低收入国家最为有效。有效的治理能

够减轻农业扩张带来的不利影响，而农业扩张与

国家人口的增长相结合，更容易导致生物多样性

下降。在1996年至2008年间，由于《生物多样

性公约》的 109 个签署国在保护领域的投资，使

得各国的生物多样性损失平均减少了29%。

在已转换用途的优先恢复区，仅恢复该区

内 30% 的土地，就可以减轻多达 75% 的灭绝代

价，并封固多达 5 240 亿吨二氧化碳，有助于对

抗人类近期对自然界的破坏（Strassburg 等人，

2020）。修复工作对未来也有显著的益处。仅恢

复优先地区15%的土地就将在未来几十年内避免

60%的可能的灭绝。在高度优先地区，土地恢复

具有极高的成本效益，其中许多高度优先地区正

同时经历着高速的农业扩张和生物多样性丧失。

此外，Dinerstein 等人（2020）指出，实现生

物多样性保护和气候稳定目标的关键，取决于落

实 20 个国家的 50 个关键生态区的保护工作，这

其中许多与原住民社区所在区域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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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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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生物多样性金融？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生物多样性金融倡议（UNDP BIOFIN）将生物多

样性金融定义为“为生物多样性融资和管理资本以及利用金融和经济机制

支持可持续生物多样性管理的实践。具体包括利用并有效管理经济激励举

措、政策和资本，以实现自然和社会的长期福祉”（UNDP，2018）。生物

多样性金融的目标是在公共和社会资金来源中创造经济激励机制，保护全

球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资本存量，以进一步确保未来生态系统服务的可持续 

流动。

UNDP BIOFIN 倡导的“生物多样性金融解决方案”是一种综合方

法，通过使用特定场景下的生物多样性融资机制，改善生物多样性成果，

减轻生物多样性面临的负面压力。每个生物多样性金融解决方案都基于以

下要素的组合，这些要素可能包括一个或多个金融工具或机制、融资来

源、牵头机构或中介机构、受益人或主要利益相关者以及预期的财务结果

（UNDP，2018）。

单个生物多样性金融解决方案有助于实现多种财务结果。例如，出台

实施新的国家或地区政府层面的“无净损失”要求，可以帮助政府通过生

物多样性补偿等机制为保护创造额外的资源。图4展示了生物多样性金融解

决方案关键要素的概念框架及各要素与生物多样性金融工具或机制的关系

（UNDP，2018）。

图 5 突出了财务结果与生物多样性的联系，描述了通过创造更多收入

且更有效地使用资金，实现积极的、可衡量的生物多样性成果（如修复若

干公顷退化土地）或减少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或负面压力。具有可持续性

的可可产品能够产生收入，通过公共担保可以为其更好地提供资金，而反

过来又可以减少土地退化，或者消除不可持续的可可生产实践带来的负面

压力。通过消除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驱动因素，避免未来不必要的支出并重

新调整现有支出以减轻生物多样性面临的负面压力（UNDP，2018）。避

免化肥和农药有关的成本支出，同时对有害的农业补贴进行改革，可以削

减成本并有益于生物多样性，这为公共和私营部门引入有利的政策性生产 

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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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金融解决方案中各种机制的组合是本书的核心，以下章节

中描述的机制可以结合起来，以实现更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将生物

多样性融资机制纳入金融解决方案需要了解保护方案的标准，还需要进行

规划以保证方案有效、具有规模效应且产生实际影响。在某些情况下，跨

组织协作可以带来更好的成果。例如，金融机构的绿色股权可以与慈善组

织的赠款相结合，形成一种混合金融工具，由此实现两种机制无法单独实

现的保护成果（详见第4章和第5章）。

图4 生物多样性金融解决方案示意图

国家层面或国际层面

监管

市场

财政

政
策
工
具

创造收入

重新调整支出

催化因素 捐赠

债券/股权

风险

金
融
工
具公共和/或私有

达成更优结果

避免未来不必要
的支出

机制/工具资金来源 牵头机构或中介机构 财务结果
受益人&生物
多样性影响

资料来源：根据UNDP BIOFIN修改（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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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各项融资结果间的关系

更优的生物多样
性成果

减轻生物多样性
的压力

促成行动  资金流

重新调整支出

创造收入 实现更好的效果

避免未来不必要的支出

以下综合了各章中介绍的机制和概念，本书使用了 UNDP BIOFIN 生

物多样性金融综合框架，并对可能促进生物多样性金融框架有效实施的催

化因素进行了补充。本框架包括以下内容：

1.  创造收入：通过公共支出、私人投资，或其他能够产生并分配给生物

多样性的财务资源的措施，来增加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资金数量

（见第4章）。

2.  实现更好的效果：通过改进资源管理、提高效率以及更好地协调各方

的激励措施，实现更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见第5章）。

3.  重新调整支出：减少对生物多样性产生负面影响的投资，并将这些资

金流导向对生物多样性产生积极影响的活动（见第6章）。

4.  避免未来不必要的支出：通过战略投资和政策调整，避免未来不必要的

成本支出，这些战略投资和政策调整可以保护当今生物多样性，并减少

长期内的更多支出，以修复或取代失去的生态系统服务（见第7章）。

5.  催化因素：改善政策、行政或投资举措/促成条件，以带来新的、改进

的或规模更大的生物多样性融资（见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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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书所述，许多国家和企业在设计和实施生物多样性相关融资机制

方面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全面列出这些努力对于了解各国当前的生物多

样性融资情况及规划未来的生物多样性金融解决方案至关重要。然而，“试

图在一个国家和企业实施生物多样性金融解决方案之前，若没有事先进行

广泛评估以了解其生物多样性融资水平和需求，则需谨慎行事”（UNDP，

2018）。UNDP BIOFIN已支持超过36个国家制定框架并开展活动，以实

施全面的国家生物多样性融资计划（NBFP），概述其达成国家生物多样性

目标的最佳金融解决方案。

虽然为生物多样性投资制定恰当的政策框架至关重要，但私营部门在

为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筹措并提供资金方面也可以发挥作用。因此，生物

多样性保护将需要所有部门通力协作，为了使投资产生积极影响，每个部

门之间的相互作用必须有助于发展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金融系统（见第8

章和第9章）。

以下章节更详细地描述了总体框架各要素中的生物多样性融资机制，

包括对关键催化因素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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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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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探讨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创造收入的融资机制。下述各项机制表明

政府和私营部门可以利用多种渠道筹集生物多样性保护所需的资金，如债

券、股票、通过监管机制直接支付以及国内外援助等多个选项。

当前进展

国际和国内公共财政过去一直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最大资金来源，未

来依然如此。然而，近年来，人们对生物多样性保护融资的新方法越来越

感兴趣，并开展了越来越多的新式融资活动。这一转变使得人们意识到，

公共、慈善和私营部门融资不再是相互排斥的选项；相反，一种更具协作

性的融资方法正在变得越来越普遍，即利用各方优势，并通过混合融资方

式形成合力。各国政府必须面对的一大结构性挑战是，世界生物多样性存

量及其提供的关键生态系统服务所带来的经济贡献一直被低估，甚至被认

为毫无经济价值。然而，健康栖息地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为当今许多紧迫

的社会环境挑战提供了解决方案。2019年的一项研究表明，浮游植物的碳

捕获潜力（370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相当于亚马逊雨林的 4 倍，这一数量

占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的40%（Chami等人，2019）。迁徙鲸鱼的尿素中

提供的营养物质是浮游植物生存的关键；事实上，鲸鱼本身平均可以封存

33吨二氧化碳当量。从这个角度看，保护鲸鱼是一种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以减轻碳排放的影响。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经济学”（TEEB）项目及

其他类似研究都强调了生态系统服务对于企业生存具有基础性支撑作用，

这提醒政府和私营部门承担因准许对生物多样性产生负面影响的经济活动

而带来的风险。2012 年本书的前传出版（Parker 等人，2012），此后人

们对私人投资的环境和社会影响兴趣激增。贝莱德（BlackRock）和先锋

（Vanguard）等投资管理公司在公私债务、绿色私募基金和可持续公募基

金等私人投资领域向多样性保护的发展表明，投资者对既能带来经济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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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能带来环境回报的金融产品投资兴趣日益浓厚。越来越多的人呼吁采用

更加严格的指标来评估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投资的非财务收益。

虽然投资者主要关注气候风险和可再生能源部门，但现在越来越多的

人开始关注企业对生物多样性的依赖、自然资本风险以及这些风险可能对

整个供应链产生的负面影响。认识到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带来的相关风险

及产生的影响，是推动公私部门合作开发生物多样性融资机制、促进全球

生物多样性资金增长的动力。

历史背景简述

《生物多样性公约》明确规定发达国家有责任为三大目标提供资金支

持，三大目标包括：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以及公平公正地分享利

用遗传资源产生的惠益。

《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必须进行合作提供财政和其他援助，特别是

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这些援助，用于就地和迁地保护，尤其是用于在发展中国

家建立保护设施。重要的是，《公约》第20条第2款还要求发达国家缔约方

应提供“新的和额外的”资金以及技术援助，使发展中国家缔约方能够支付

为实现《公约》目标而实施措施的议定的全额费用。同样清楚的一点是，无

论资金来源如何，目前用于实现“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的资源是不足的。

目前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年度资金流为 1 240 亿至 1 430 亿美元（Deutz 等

人，2020），相较2012年的预计额520亿美元（Parker等人，2012）有

大幅提升。但即便如此，仍无法满足所需资金数额（见第1章）。为了阻止

和扭转当前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趋势，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每年资金需求估计

为7 220亿至9 670亿美元，这意味着现有资金需增加5倍以上才能满足这

一需求。为此，本章旨在强调那些最有希望扩大对生物多样性相关成果的资

金量的生物多样性融资机制，从而解决全球生物多样性需求的棘手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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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表 4 提供了一个概念框架，用于分析生物多样性保护不同的融资机制。

该框架包括以下六项标准：

1.  规模：将筹集多少资金？

2.  时间表：增资的时间周期？

3.  层级：在哪个层级筹资？

4.  付费者：谁将要支付？谁应该支付？

5.  价值：他们为什么要支付？

6.  直接或主流化投资：如何产生收入？

表4 创造收入：原则与标准

原则 充足 及时 可预测 激励

标准 规模
将筹集多少资金？

时间表
增资的时间周期？

层级
资金的筹集方法和
层级是什么？

付费者
资金由受益方还是
污染方提供？

价值
资金是否流向可持
续利用生物多样性
或生态系统服务的
活动？

直接或主流化投资
如何产生收入？

这些标准部分基于《生物多样性公约》中关于提供资金支持的规定。

其中第 20 条第 2 款提到资金应该保持充足、可预测和及时性。以下内容对

这些标准进行了解释，并说明如何使用这些标准来评估各种能够创造收入

的融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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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规模

理解融资创收的第一步是了解某一机制可以筹集多少资金。

选项：

2 000亿美元

资金筹集的规模与资金何时到位以及资金来源的可预测性密切相关。

此处的规模将使用单位为亿美元的一个数值来表示在2030年以前的预估年

度资金流。规模既可以是单一数字（表示 2030 年的最佳资金估值），也可

以是估算范围（表示最低估值和最高估值）。

2. 时间表

时间表描述了某特定融资机制的资金筹措到一定规模所需的时间。

选项：

 

短期
（＜2025年）

中期
（2025-2030年）

长期
（＞2030年）

增加资金来源的另一个关键要素是能够及时提供资金。增资期可以是

短期、中期或长期。本书中提及的任何一种机制都不太可能提供足够资金

来弥补全球生物多样性的资金缺口。因此，必须匹配资金来源和时间框架，

以便在需要时能够提供充足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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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层级

层级描述了资金是由什么部门提供，可以是私营部门和/或（国内或国

际的）公共部门。

选项：

私营部门 国内公共

部门

国际公共

部门

多部门协作

融资机制既可由私营部门、地方和国家政府及国际公共机构实施，也

可以通过涉及上述一方或多方的多部门协作实施。融资的层级对生物多样

性融资的充足性和可预测性产生重要影响。

本书将私人融资定义为主要通过私营部门实施的机制所增加的资金。

私人融资既可以使用自愿投资机制（如绿色债券或环境影响债券），也可以

受国内或国际政策监管（如生物多样性补偿和碳市场）驱动。

公共财政的定义是通过公共机构管理的机制所产生的收入，且该收入

可以在国家或国际层面分配。国家层级机制所筹集的资金最初由地方或国

家政府征税所得；国际层级机制所筹集的资金最初在超国家层面产生，且

包括官方发展援助等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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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付费者

付费者指明了所募集资金是来自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污染者

还是受益者。

选项：

 

污染者 受益者

生物多样性融资机制传统上分为两类：污染者付费或受益者付费。这

一原则背后的基本思想是：人造商品或服务的价格应充分反映总生产成本，

包括因自然环境退化而产生的所有成本。一个组织支付费用以抵消因建造

新的制造工厂造成的生物多样性损失，这是污染者付费机制的一个常见例

子。传统上来讲，污染者付费机制是通过某种形式的政府或国际监管来实

施的。许多创新的污染者付费融资方案已经问世，这些方案属于自愿投资

机制的范畴，其驱动因素包括消费者意识的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或风险缓

解战略。该标准下的另一类机制是“受益者付费”，即资金应由生物多样性

或生态系统服务的受益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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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价值

价值标准是区分募集资金是为了利用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还

是其他（非使用）目的。

选项：

使用价值 非使用价值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对不同人群具有不同的价值。为了量化这

些价值，便于更好地理解，我们通常将其分为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基

于使用价值的机制从参与者那里筹集资金，不论他们是付钱直接使用生态

系统（如直接生态系统服务付费），还是补偿对生态系统造成的退化（如生

态补偿）。基于非使用价值的机制在筹集资金时一般不是为了利用生态系

统，例如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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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直接投资或生物多样性主流化
投资

公共和/或私人投资者可以将资本通过债券、股票、信托基金等投资结

构，投资于能够产生现金流的金融工具和/或项目（如抵消、补偿支付、可

持续产品销售）为投资者带来财务回报，并对生物多样性产生积极影响。

创收机制可以产生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有直接影响的现金流（例如，国家公

园使用费与建立和管理公共区域的费用）或者通过为投资者创造适当的激

励，以能够提供生物多样性协同效益的方式配置资本，使生物多样性投资

成为主流。

选项：

 

生物多样性

直接投资

生物多样性

主流化投资

将生物多样性投资纳入主流的一个例子是使用绿色债券。绿色债券

在很大程度上没有直接针对生物多样性进行投资，而是专注于可再生能

源、房地产和交通部门。事实上，2014 年至 2019 年间绿色债券累计筹集

金额的 50% 已投资于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IRENA，2020）。相比之下，

2019 年绿色债券市场筹集的资金总额（16 亿至 33 亿美元）中，用于生物

多样性保护的资金不足1.0%。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可再生能源等部门的

主流，可以为投资者提供额外的回报并从生物多样性保护中获得成本规避

措施。例如，通过公共财政担保或税收激励，可以激励太阳能光伏项目的

绿色债券投资者将绿色债券收益的一定比例用于湿地和草原保护的自然基

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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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收指南

UNDP BIOFIN发布的“生物多样性金融解决方案目录”介绍了60多

个通用的融资机制和 165 个具体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融资机制。本书指出并

分析了一部分最有希望规模化且过去可能已经成功实施的生物多样性融资

机制。我们特别考虑了政府、非政府组织或私营部门已经使用的机制，或

考虑了其拟议实施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实际可行的替代机制。

生物多样性补偿

生物多样性补偿项目的目标是在开展经济活动，如房地产开发、基础

设施项目或其他可能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的建筑或资源开采项目时，实现

生物多样性的净收益（或者至少为零净损失）（Forest Trends，2018）。

抵消是缓解层次框架的最后一个要素，该框架避免生物多样性遭受净损害。

根据层次结构，开发商可以考虑更换施工位置或采用替代施工方式，最大

限度减少任何不可避免的影响，并在开发后修复受到影响的场地，从而使

负面环境影响最小化（Forest Trends，2018）。如果开发商遵循了这三个

步骤，但带来的环境影响仍导致生物多样性产生净损失，则可以采取购买

补偿的方式，如此一来，针对场外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投资有助于弥补施工

现场的生物多样性损失（Forest Trends，2018）。

生物多样性补偿的实施有以下依据：（a）国内或当地政策要求；（b）

财务绩效标准（例如，贷款人可能要求应用缓解层级）；（c）私营部门自愿

性政策（Deutz 等人，2020）。目前可用的两种实施机制为持证人责任补

偿和第三方补偿。持证人责任补偿将补偿成功与否的责任归为项目实施者。

造成污染的实体与项目实施者签订合同，实施生物多样性补偿，之后项目

实施者便负责整个补偿。在第三方补偿中，补偿项目成功的责任在第三方

（如环境保护组织或补偿银行）。大多数补偿都属于持证人责任补偿。

 

截至 2019 年，共有 42 个国家实施生物多样性补偿政策，其年度补偿

总额估计为 60 亿至 90 亿美元（Deutz 等人，2020）。大多数中低收入国

规模（2030）

1 620亿至1 680亿美元

时间表

   

层级

  

付费者

   

价值

  

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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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未能采取生物多样性补偿政策。相比之下，适用法律法规要求进行抵消

的国家占全球GDP的70%（zu Emargasson等人，2019）。尽管生物多

样性补偿计划具有巨大的增长潜力，但反对者认为这是在给企业发放“污

染许可证”，因为这样就允许企业可以在发展完成后通过付费抵消其影响

（OECD，2013）。其他问题包括生物多样性影响定价和生物多样性补偿购

买相关的挑战、与方案实施相关的技术和能力问题以及治理和执行措施等

（Deutz等人，2020）。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等效性：不同地点面临的负

面社会和环境影响可能大不相同，因此实际开发产生的负面影响可能比补

偿方案预估的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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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讨

美国水生资源补偿
缓解银行

补偿银行允许开发项目在实施之前对于在保

护活动中获得的补偿信贷进行交易（美国环保

局，n.d.）。补偿信用出售给那些需要抵消无法避

免的负面环境影响的客户。已经获批使用缓解补

偿的地区范围因国家而异（世界银行，2020）。

美国水生资源补偿项目是一项针对湿地和水

生资源的补偿银行计划，其目的是确保美国湿地

零净损失，并保持水体清洁，不受有害的化学和

物理碎屑的影响。截至 2016 年，美国水生资源

补偿项目已经出售了价值 32.5 亿美元的补偿信

用额。此类交易的年增长率约为18%，总共保护

了5 233公顷湿地和91 139米溪流（Bennett和

Gallant，2017）。

根据美国陆军工程兵团和环保局的定义，水

生资源计划中的补偿性缓解措施必须包括“湿

地、溪流和其他水生资源的恢复、建立、增强和/

或保护”（美国环保局，n.d.）。

补偿银行要么购买土地，要么与土地所有者

签订合同，把此类活动作为其核心业务的一部

分。作为回报，银行或土地所有者会获得可以在

市场上出售的补偿信用。信用价值取决于保护地

的生态环境和受保护物种的类型。一旦某一区域

的补偿计划确定下来，就要提交该计划，以获得

批准的信用额度。修复工作开始以后，信用也随

之开始出售。

开发商在开发前，需要评估待开发的湿地或

水生资源将遭受的损失，然后计算需要购买的信

用额度以抵消这些损失。开发商随后要与补偿银

行就信用价格进行谈判，价格由补偿信用产生的

地区决定。一旦购买了补偿信用，补偿银行将派

出顾问监控抵消现场，并将情况报告给州政府和

银行机构间审查小组。

抵消并非开发商自愿购买，各州要求开发商

为湿地和水生资源开发购买补偿信用。影响和补

偿的谈判仅在开发商和补偿银行之间进行，但州

政府会批准信用供应以及可供开发商选择的补偿

银行名单。补偿银行内部的机构间审查小组负责

监督银行的各项计划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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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可交易许可

生物多样性可交易许可强制要求开发商为从事对生物多样性有害的建

筑活动的权利付费。可交易许可有两大特征：许可必须可以转让，且产生

的收入必须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OECD，2019a）。可交易许可的一些案

例包括可转让的捕捞配额和可拍卖的狩猎许可。可拍卖许可产生的收入仅

指首次拍卖时产生的收益。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26 个国家中有超过 42

个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现行可交易许可项目（OECD，2020a）。例如，在

加拿大阿尔伯塔省，游钓和狩猎权的可拍卖许可证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创造

了收入。每个许可证的价格介于 75 加元至 7 500 加元（约等于 56 美元至

5 600 美元）之间，筹集的资金中至少 60% 已被指定用于落基山大角羊的

保护项目。

生物多样性可交易许可也可以像限额 - 交易制度那样发挥作用，即政

府根据当年的渔业资源设定适当的捕捞总量，并将捕捞配额分配给渔民。

随后，渔场之间可以相互购买或出售捕捞配额。智利的《渔业法》修正案

规定，对于某些已经充分开发的鱼类，如竹荚鱼等，可以拍卖年度捕捞总

量的 15%。2019 年，至少有 23 个国家实施了至少一项渔业可转让配额计

划（OECD，2020a）。

规模（2030）

N/A

时间表

  

层级

  

付费者

  

价值

 

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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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气候解决方案和碳市场

大多数合规碳市场因监管的要求而诞生，通常以碳税或征费的形式建

立，对可测量的单位温室气体排放进行定价，或是限额与交易机制，即政

府为每个部门设定了允许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上限，然后准许企业在受监管

的市场上交易排放量。根据总量管控与交易机制规定，每个部门的总排放

量是固定的，高排放者可以从低排放者那里购买碳信用额度。企业尽可能

减少碳排放，然后根据其减排成效选择“购买”或“出售”单位碳排放量。

项目包括可再生能源转型、温室气体捕获以及保护作为碳库的栖息地，从

而封存二氧化碳及其等价物。

自愿碳市场是企业实现社会责任目标或努力降低环境和经济风险的

产物，其组成结构与合规碳市场类似。在自愿碳市场中，公司设定自愿

减排目标或购买碳补偿（Forest Trends，无日期）。从 2016 年到 2018

年，需求大幅攀升，自愿碳市场的规模和价值分别增长了 53% 和 49.5%

（Donofrio等人，2019）。

虽然降低排放可以减轻气候变化的影响，从而对生物多样性产生间接

益处，但投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和自然气候解决方案（NCS）

对生物多样性有直接的益处。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将基于自然的

解决方案定义为“保护、可持续管理和恢复自然生态系统和改良生态系统

的行动”（IUCN，2019）。欧洲投资银行出版的《投资自然：为保护和基

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融资》以及欧盟 ThinkNature 平台的《基于自然的解决

方案手册》都提供了具体指南，介绍如何实施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以及如

何估算保护项目的收入潜力（欧洲投资银行，2018；EU Think Nature，

2019）。

自然气候解决方案包括利用生态系统服务中碳减排服务的项目，它们

是在减排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具有积极成果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据

估计，NCS 可提供经济高效的解决方案，到 2030 年可将全球排放量降低

规模（2030）

250亿至400亿美元

时间表

  

层级

    

付费者

  

价值

  

直接或主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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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Griscom 等人，2017）。NCS 的一个案例是森林碳汇项目，主要

通过土壤和森林覆盖吸收更多温室气体排放（Deutz 等人，2020）。保护

具有固碳作用的栖息地，保护海洋和陆地森林，如河岸林、红树林和海草。

当减排战略与气候和生物多样性目标被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时，NCS产生

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减排效果最佳。与仅仅侧重某一种成果的项目相比，

综合保护可以使 NCS 项目产生 95% 的预期生物多样性收益并达成约 80%

的预期碳封存目标（de Lamo等人，2020）。

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增加了对相关监管框架和技术的投入，以进一步促

进NCS的实施。例如，森林碳伙伴基金与大型土地所有者或原住民社区合

作开发森林碳汇项目，然后交由这些利益相关方实施。自2012年以来，森

林碳伙伴基金已经规划了15个项目，并在加利福尼亚碳市场出售相应的信

用额（世界银行，2020）。高科技在指导有效实施投资于基于自然的解决

方案和自然气候解决方案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例如，Pachama、

RESTOR和Silvia Terra等初创企业将卫星图像和人工智能结合起来，来

识别特定的森林项目特征及其碳捕获潜力。这些进展有助于投资者及 NBS

和NCS项目开发商对比森林碳信用额度，并最大限度发挥其对生物多样性

产生的积极影响。

碳信息披露项目是一家总部位于英国的非营利组织，该组织对来自世

界各地的 543 家公司进行了调查，发现其中至少 84% 的公司实施了某种

NCS 来抵消碳排放。尽管碳市场交易仅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 8 亿至

14 亿美元的有限融资，但这一机制的使用显示出积极势头（Deutz 等人，

2020）。在 2016 年至 2018 年间，通过林业和土地利用项目产生的补偿数

量增加了264%（Forest Trends，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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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拓展

REDD+：历史回顾与
发展前景

尽管各国加大了减少森林损失的力度，但

全球森林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失。2019 年，森

林覆盖损失增加了 43%，2001 年至 2015 年间

91% 的损失是由热带森林砍伐造成的（NYDF，

2019）。针对这一趋势，《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UNFCCC）提出了“减少毁林及森林

退化造成的碳排放”（REDD）计划，目的是向

从事森林保护活动的国家提供补偿，为森林保护

工作创造积极的激励措施（Scholz 和 Schmidt，

2008）。

REDD 起初只有减排目标，后来 UNFCCC

将保护、修复和可持续林业目标纳入进来，于是

REDD 升级为 REDD+（Graham，2016）。参

与 REDD+ 计划的国家获得双边和多边资金支

持，用于设计、实施、监测和评估其工作方案。

REDD+ 中的主要活动涉及减少毁林和退化

导致的排放量、保护森林碳储量、实施可持续森

林管理和提高森林碳储量（《2016 年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

REDD+ 规定，国家必须经历三个阶段：准

备、实施和基于结果的融资（Lujan 和 Silva-

Chavez，2018）。准备和实施阶段是补偿获批

前的初始步骤。参与国需制定 REDD+ 战略，并

实施支持这一战略的政策。REDD+ 的资金来源

于多个渠道，如绿色气候基金或 UN-REDD 计

划等公共和私营部门。截至 2018 年，通过准备

阶段的国家中有 88% 完成或建立了森林资源清

查清单，超半数国家的计划中包含一项以上的

REDD+ 活动（FAO，2018）。UNFCCC 根据

四个国家提交的 REDD+ 数据得出结论，该计划

在 2009 年至 2015 年间减少了 62.8 亿吨二氧化

碳（FAO，2018）。

扩展 REDD+ 计划面临若干挑战，如缺乏计

划监测的能力，某些依赖森林的社区的参与有

限，以及私营部门在规划过程中参与有限。今

后，私营部门合作伙伴应评估如何改进其供应

链，以支持国家REDD+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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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自然互换机制 2

1984年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提出“债务自然互换机制”（DFN），

即债权国或实体同意购买并取消债务国的一部分（贴现）债务，同时，债务

国承诺将商定的金额投资于环境保护和/或做出类似的保护承诺。DFN收益

可用作环境基金的初始资本。例如，塞舌尔在2016年与大自然保护协会合

作重组了该国2 160万美元的主权债务。塞舌尔用这些资金偿还了塞舌尔环

境保护和气候适应信托基金的贷款，该基金的目的是协助建立海洋保护区。

此DFN的目的是使塞舌尔能够在2020年前保护其30%的沿海经济区，并

为气候适应工作提供资金（TNC，2020）。

美国一直是DFN市场的最大参与者，共减免了18亿美元债务，占DFN

市场总额的64%，并为21个国家筹集了4亿美元用于保护工作（Sommer

等人，2020）。在若干案例中，有证据表明DFN有助于降低森林砍伐率。其

他高收入国家参与的DFN共互换了10亿美元债务，其中5亿美元用于自然

保护。

主要受交易成本的限制，DFN的发展势头有限。DFN面临的挑战包括

利率和债务重组谈判需要的时间过长（UNDP，2017）。尽管与其他机制

相比，DFN 筹集的资金数目相对较少，但随着中低收入国家加大基础设施

投资，运用 DFN 的机会将日益增多。新的贷款结构可能使用 DFN 来刺激

产生更多可持续基础设施投资。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经济危机，其

影响促使各国重新展开外债谈判，DFN 可能为债务负担沉重的国家提供了

一种债务重组方式，以激励其进行可持续经济活动。

“生物多样性金融倡议”（BIOFIN）建议引入自然绩效债券。这些都是

绿色金融产品，作用机制可能与“债务自然互换机制”相类似，即贷款公

司的债务可以重组，以换取债务方的环保投资承诺。但不同之处在于，只

有绩效结果与自然和气候目标相关时才可以发行和重组自然绩效债券（生

物多样性金融，2020）。

规模（2030）

>3亿至10亿美元

时间表

   

层级

   

付费者

  

价值

  

直接

 

2  政府预算与税收机制的估算涵盖了到2030年生物多样性相关费用及收费的潜力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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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金融产品

各种债务和股权金融产品和服务可用于为项目或公司筹集资金，这些

项目或公司不仅能为投资者带来财务收益，还能够产生对生物多样性有益

的回报。这类绿色金融投资产品的风险回报各不相同，因此投资者在进行

生物多样性保护融资时面临多种选择。就融资和还款计划来看，其结构通

常与传统金融工具类似。股权投资还可以通过各种主题私募基金、孵化器、

风险投资公司和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来配置资本，以产生生物

多样性和财务收益。

绿色金融产品包括绿色债券、绿色贷款（包括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和

绿色贷款）和绿色股权。绿色债券与传统市场债券类似：绿色债券的发行

人在指定期限内偿还本金和利息，但债券发行的收益被指定用于环境项目

或资产。同理，绿色贷款的运作方式与传统贷款类似：银行向借款人提供

绿色贷款，然后借款人在约定的期限内偿还贷款和利息。最后，绿色股权

涉及项目或资产中的公共或私人投资，为投资者带来回报。

绿色金融产品可以引导资金流向与土地、海洋保护和可持续资源管理

相关的项目。绿色金融产品每年仅为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 40 亿至 60 亿美

元（Deutz等人，2020）。截至2020年末，针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金

融产品使用仍然有限，部分原因是难以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收

益进行定价或评估。

尽管存在这些困难，但绿色金融产品的市场发展迅速。为了扩大其环

保贡献，绿色金融产品市场需要出台并实施标准指南，如《欧盟可持续金

融分类方案》，该方案旨在帮助投资者、企业、借款人和项目开发商将投资

引入更为气候友好的活动中（IEEP，2020）。

规模（2030）

310亿至930亿美元

时间表

   

层级

   

付费者

  

价值

  

直接或主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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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金融产品：绿色股权

绿色股权包括公募股权和私募股权，是影响力投资的一个分支。除了

追求财务收益外，绿色股权还寻求社会和环境回报，这也被称为“三重底

线”。公募股权是可持续投资领域中最大的资产类别，占资产管理的 51%。

然而迄今为止，其在生物多样性保护融资方面的记录有限（GSI Alliance，

2018）。2019 年，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年度影响力投资为 20 亿至 30 亿美

元，还不到私募股权影响力投资市场总额的0.5%。可见，生物多样性保护

在这两种类型的投资中份额很小（GSI Alliance，2018）。尽管如此，未来

25年将出现新一代的高净值和超高净值人士，他们将累计拥有30万亿美元

的净资产，预计这一人群将提高对一系列三重底线投资机会的需求（Deutz

等人，2020）。

为了满足这一需求，机构投资者可以投资于由生物多样性友好型交易

股票、共同基金或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等组成的投资组合，并对其进行

筛选，这些投资组合根据财务目标和 ESG 目标进行衡量。在这种情况下，

绿色股权指的是公共市场上的生物多样性融资产品，以及投资者投资这些

产品的方式（详见第7章）。

私募股权基金从经认证的投资者手中筹集资金，并将其投资于公司和 /

或特殊目的机构，以收购选定实体的私募股权。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基金

投资于对生物多样性有积极影响的企业或可带来生物多样性效益的主题资

产，如可持续林业。Mirova 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这家基金管理着一系列致

力于自然资本和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基金，其中包括土地退化中和基金

（LDN）。通过这种方式，Mirova可以为那些将利润与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

以及当地社区的可持续生计等目标结合的项目提供资金。汇丰授粉气候资

产管理公司是汇丰全球资产管理公司与气候变化咨询和投资公司授粉集团于

2020 年 4 月成立的合资公司，旨在建立一系列自然资本基金，并为其第一

只基金募集了10亿美元。这些资金将集中于碳减排、可持续农业和水资源

保护目标。其目标还包括筹集额外的20亿美元资金来产生碳信用，并最终

从机构投资者那里筹集数十亿美元，用于保护自然资本的主流ESG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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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Mirova的自然资本
业务

在 过 去 的 5 ～1 0 年 中 ， 致 力 于 可 持 续 投

资的资产管理公司、法国外贸银行投资管理

公司 (Natixis Investment Managers) 的子公

司 Mirova，在自然资本投资方面已经相当专

业。随着土地退化中和基金的成立以及 Althelia 

Ecosphere公司（更名为Mirova 自然资本）的

收购和整合，Mirova的自然资本平台涵盖了陆地

和海洋等多种可持续投资领域。作为该投资基金

家族的一部分，该公司于2013年推出了Althelia

气候基金（ACF）。该基金设立的目的是投资于

能够减少森林砍伐、减缓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

样性及为农村社区提供可持续生计的项目。ACF

已经资助了10个项目。

其中一个项目是 Althelia 气候基金在秘鲁马

德雷·德·迪奥斯地区投资 700 万美元，为长期

保护 591 119 公顷受威胁的天然林提供资金。此

外，该投资与秘鲁 - 美国债务互换基金“Fondo 

de las Americas”（FONDAM）一起，为保护

项目提供了 200 万美元的资金并提供了以可可为

基础的农林复合项目的专业知识。坦博帕塔国家

保护区和巴瓦加·索内内国家公园坐落在保护区

域内，园内有关键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并提

供水循环调节和碳封存等生态系统服务。与许多

其他森林一样，这些地区也面临着不可持续的土

地使用方式造成的土地用途改变和土地退化的威

胁，例如刀耕火种的农耕方式、低效畜牧系统和

非法采矿等。

因此，Althelia 气候基金的重点是利用农林

业，在该地区生产 “零毁林”可可，改善环境和

农业社区生计。这项投资为 400 个小农户提供了

资金，使他们转向生物多样性友好型农业实践，

并在保护区内实施生物监测、科学研究和调查。

随后成立了小农户合作社来管理 4 000 公顷的可

可树，该合作社致力于促成可可树的最优收获、

加工和商业化。Mirova预计，该项目每年将生产

至少 3 200 吨经认证的“零毁林”有机和公平贸

易可可。此外，该项目通过了核证碳标准和气候

社区生物多样性标准的黄金级别认证，在 7 年投

资期内避免超过400万吨的碳排放。

另一个例子是 Mirova 的巴西生物多样性基

金（ABF），该基金旨在通过提供私人投资来弥

补最近北欧国家减少了对亚马逊基金捐款的空

缺，从而减少亚马逊地区的森林砍伐量。此外，

该基金调用 1 亿美元的混合融资用于可持续发展

活动。这些投资包括对农林业的投资，如 ACF，

也包括对保护区、新的生物多样性服务框架以及

金融和技术的投资。该基金在首次交割时筹集了

1 500万美元（环境融资，202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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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金融产品：绿色债券

绿色债券由政府、公司、政府间机构、金融机构和发展机构等多种公共

和私营部门发行。绿色债券依据国家或国际商定的标准和行业指南进行分类。

专业认证通常由气候债券倡议组织、气候债券标准和国际资本市场协会的绿

色债券原则进行。2007年至2018年间，绿色债券发行量翻了一番，2019

年总额为2 710亿美元（Bloomberg NEF， 2020a）。截至2019年，美国、

中国和法国的绿色债券发行量最高，合计占2019年全球发行量的44%（气

候债券倡议组织，2020）。虽然金融机构仍是大部分绿色债券的发行主体，

但在2019年，非金融公司的绿色债券发行量同比翻了一番，其中能源和建

筑部门的贡献最大。2018年和2019年，主权绿色债券占绿色债券市场发行

量的13%，是土地利用（25%）、可再生能源（25%）和交通（25%）等绿

色项目融资中增长最快的类别之一（气候债券倡议组织，2020）。

尽管绿色债券发行量有所增加，但对生物多样性的贡献却很小。Deutz

等人（2020）估计，2019年，通过绿色债券筹集的总资本中只有0.5%～ 

1.0%的资金被直接或间接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绿色债券市场的规模

预计到2030年将达到1万亿美元，考虑到这一点，环境保护的公共和私营

主体必须利用社会对绿色债券筹资与日俱增的需求，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

资本的主流（Chahine等人，2020）。例如，总部位于美国的水务公司阿肯

色州中部供水公司（Central Arkansas Water）发行了首个市政绿色债券，

其收益将用于购买和养护能够保护清洁水源的森林（Gartner，2020）。

绿色债券作为生物多样性融资机制的前景广阔，因为它们可以填补可

持续土地利用和其他生物多样性项目的空缺。然而，许多生物多样性保护

项目对于绿色债券市场来说规模太小。为了使这些保护项目更加适合绿色

债券，项目开发方必须确保所有利益相关方之间进行协调，并将项目捆绑

到更大的投资机会中（Chahine和Liagre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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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法国主权绿色债券

主权绿色债券占全球绿色债券总量的10%以

上，是绿色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类别绿色债

券发行的主要推动因素之一（气候债券倡议组织，

2019）。法国国库署（AFT）是法国债务和国库

的国家管理机构（AFT，2017）。2017 年 1 月，

AFT发行了首个法国主权绿色债券，法国因此成

为全球第一个发行主权绿色基准债券的国家：法

国国库署为其主权可替代债券（OAT）建立了一

个绿色框架，旨在向投资者提供具有流动性和高

标准的绿色债券（AFT，2017）。绿色OAT框架

为法国未来发行主权绿色债券奠定了基础。

法国国库署发行的绿色 OAT 规模达到了创

纪录的 76 亿美元（约等于 70 亿欧元），期限为

25年（环境融资，2018）。本次发行所筹集的资

金将根据法国各部委计划申请的预选拨款，分配

到以下列出的目标投资领域（AFT，2020）。自

首次发行以后又进行了多次增发，截至 2020 年

4月，募集的总资本增至253亿欧元。截至2020

年9月，这些债券累计筹集了31.3亿欧元用于与

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的活动。

该债券的发行目标是支持以下领域的绿色部

门融资：建筑、生活资源、交通、能源、气候变

化适应和污染（AFT，2020）。

该项目筹集的资金支出将由财政部进行跟踪

和管理。法国国库署制定了绿色主权可替代债券

框架，该框架概述了法国将如何像操作传统债券

那样扩大绿色主权可替代债券发行规模。该框架

旨在发行有助于实现以下国家目标的主权债券：

·  适应气候变化

·  减缓气候变化

·  保护生物多样性

·  减少土壤、空气和水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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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塞舌尔蓝色债券

2018 年，世界银行帮助塞舌尔政府发行了

全球首只蓝色债券。塞舌尔是一个小岛国，渔业

是仅次于旅游业的第二大产业。蓝色债券的目标

包括帮助该国建立可持续的蓝色经济，帮助其向

更可持续的捕捞方式转型，以及保护海洋生物多

样性。

塞舌尔的蓝色债券筹集了 1 500 万美元的私

人投资，由世界银行提供信用担保和优惠贷款支

持，这降低了债券利率，使塞舌尔能够在债券到

期前节省 800 多万美元的利息。该债券的票面

利率为 6.5%，将分三次等额赎回（Jackson，

2019）。在世界银行优惠贷款的支持下，塞舌尔

政府仅需支付2.8%的票面利率。

债券募集的资金将支持塞舌尔海洋生物多样

性保护和可持续经济转型，从而使该国赖以生存

的蓝色经济更加可持续。该债券将为渔业管理活

动提供赠款，此外，还将提供贷款鼓励其它领域

的投资，例如在收获后的后期加工的增值机会和

保护海洋资源的就业岗位等领域加大投资。

单个项目（赠款或贷款）的资金分配将通过

蓝色赠款基金和蓝色投资基金进行，这两个基金

均由塞舌尔环境保护和气候适应信托基金与塞舌

尔开发银行管理（世界银行，2018）。这些资金

将支持其他公共部门资助的可持续渔业项目，促

进《塞舌尔专属经济区海洋空间规划》的实施。

蓝色债券在动员私营部门支持蓝色经济方面

具有巨大潜力。除了塞舌尔蓝色债券，北欧投资

银行等也发行了蓝色债券。如果绿色债券（市场

规模近 2 000 亿美元）筹资的一小部分可以用于

蓝色债券，那么海洋保护工作就能取得重要进展。

2020 年 9 月，中国银行发行了第一个价值

9.5亿美元的蓝色债券，是首次由商业银行发行的

蓝色债券（Davis，2020）。债券筹集的资金将

为海洋保护、可再生能源、可持续水资源和废水

管理项目中与海洋相关的绿色项目提供融资或再

融资。紧接着，2020 年 11 月，中国兴业银行发

行了3年期4.5亿美元的债券，以支持亚洲的海洋

污染防治和可持续蓝色经济发展。许多亚洲国家

经济活动依赖蓝色经济，而这些先例为亚洲地区

发行更多蓝色债券奠定了基础（Davis，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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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自然保护基金绿色 
债券

保护基金（TCF）是一家总部位于弗吉尼亚

州阿灵顿的美国非营利环保组织，专注于“对环

境和经济有意义”的环保举措（TCF，2020）。

保护基金下设一个公益林基金，它发行了美国唯

一专门用于保护公益林的绿色债券。公益林实际

上仍是保护地，在保证森林总体增长的同时，允

许对木材和林业产品进行采伐（TCF，2020）。

其目标是在保留林业就业岗位的同时，停止关键

区域的森林砍伐。

2019年9月，保护基金发行了价值1.5亿美

元的 10 年期绿色债券，专门给公益林基金融资，

由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承销。这些绿

色债券预计将影响五个项目，这些项目总共保护

128 576英亩林地和337英里溪流，封存近3 000

万吨二氧化碳。公益林基金旨在保护 200 万公顷

的高保护价值的森林（TCF，2020）。

绿色债券的收益有助于以保护地役权的形式，

协助推行可持续管理计划。将在保护基金购买的

林地上制定这些计划，然后转让给第三方或政府

机构进行长期管理。第三方只要获得控制权便可

以收割木材和其他林业产品，但前提是必须确保

树木生长速度快于树木砍伐速度。

项目由保护基金首席财务官和总顾问进行评

估，并报由保护收购委员会和保护基金董事会批

准（Sustainalytics，2019）。公益林基金购买

的土地受保护地役权的约束，此要求具有法律约

束力，允许买方转让地产，但严重限制其开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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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贷款、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
和信贷服务

与传统贷款类似，绿色贷款指的是一个实体进行的私人借贷，为绿色项

目、资产或一般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直接资金，这些都是基于环境保护

方面的自愿投资。绿色贷款通常由银行发放，可用于资助特定的可持续发展

项目或与公司的ESG目标一致的项目。这些贷款不像绿色债券那样会进入

资本市场，而且通常期限较短。与国际资本市场协会的《绿色债券原则》类

似，绿色贷款遵循《绿色贷款原则》（GLP）。绿色贷款总额在过去六年中

稳步增长，2019 年发行额达到 896 亿美元。然而，在 2018 年采用《绿色

贷款原则》后，市场中只有 7% 的绿色贷款被正确地标记为“绿色”，这是

因为大多数遵循绿色贷款收益使用要求的借款人没有遵守GLP的核心指南

（Bloomberg NEF，2020b）。与绿色债券类似，仅有一小部分绿色贷款被

用于对生物多样性有益的项目。位于肯尼亚的 Komaza 是一家与小农户合

作的初创企业，它向农民提供绿色贷款，以支持可持续林业。该企业还鼓励

农民自己植树，减轻对天然林的压力。除了对绿色贷款、免费种苗和营运资

金成本的财政支持外，农民还可以从最终收获中获益。Komaza 通过给农

民提供财政支持和新的收入来源（每半英亩土地1 500美元），Komaza能

够减少农民砍伐森林的需求（环境融资，2020b）。

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SLL）在还款方面与绿色贷款类似，但募集资

金的用途和目标有所不同。SLL 可用于公司的总体战略，而不是为可持续

发展目标相关的特定项目融资。贷款条款与贷款人和借款人商定达成的可

持续绩效目标有关。SLL 的主要原则有：（a）贷款与借款人的企业社会责

任状况有关，（b）贷款基于贷款人和借款人之间商定的绩效目标，（c）借

款人报告其在商定目标和其他所需信息方面的进展情况，以及（d）对贷

款及其进展进行外部审查。在全球范围内，2019年，与可持续发展表现挂

钩的贷款达到 1 215 亿美元。与绿色贷款相比，此类贷款形式较新，但在

2019年和2020年，其规模已经超过了绿色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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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M是一家芬兰的纸浆和造纸制造商。该公司使用可再生材料，生产

可回收产品，在芬兰拥有 50 万公顷的森林。2020 年，UPM 公司通过 5年

期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从法国巴黎银行借款 7.5 亿欧元（约 8.28 亿美元），

该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把降息与绩效指标挂钩。这些指标包括森林生物多

样性的净积极影响，以及 2030 年前燃料和电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

少 65%（Hurley，2020）。跨国能源集团 Enel 建立了一个可持续发展表

现挂钩的融资框架，并在 2020 年 10 月推出了其首个 10 亿欧元（约 12 亿

美元）的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和循环信贷服务。该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与

Enel将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从目前的52%提高到2022年的至少60%的目

标挂钩。此外，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还包括投资于环境影响评估、监测系

统、鸟类和鱼类保护计划以及土地修复活动等其它保护目标（Enel 集团，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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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印尼热带景观融资 
基金

印尼热带景观融资基金（TLFF）是一个由多

个利益相关方组成的伙伴关系，包括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UNEP）、世界农用林业中心（ICRAF）

等国际机构和法国巴黎银行、亚洲债务管理香港

有限公司，以及合众集团旗下的 PG 影响力投资

公司等私人机构。该融资基金旨在为印度尼西亚

的项目和公司提供资金，以促进绿色增长和可持

续的农村生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该基金设有

一个贷款平台和赠款基金，用于支持与可持续农

业和可再生能源相关的项目。此外，基金还与法

国轮胎制造商米其林达成了长期承购协议，该协

议是降低投资者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

印尼热带景观融资基金通过两种机制创收以

支持其开展活动。就贷款平台而言，TLFF通过将

中期票据销售给机构投资者，将自己发行的长期

贷款证券化，从而为贷款平台提供收入，而赠款

基金则主要依靠慈善组织的捐款。2018 年 2 月，

TLFF完成了首次交易，发行了9 500万美元的可

持续债券，用于资助天然橡胶生产和退化土地恢

复。资助项目旨在通过支持缓冲区建设来保护武

吉蒂加普卢国家公园（环境融资，2019）。这种

结构以担保和差额息票的形式将优惠资金融入混

合融资结构中，从而降低了投资者承担的已发行

债券风险。预计未来该项目将发行1.2亿美元的第

二期债券。

印尼热带景观融资基金的各创始伙伴负责管

理基金的不同部分。UNEP和ICRAF支持TLFF

秘书处开展工作。秘书处向印尼热带景观融资基

金指导委员会报告，并支持由亚洲债务管理香港

有限公司管理的贷款平台和由联合国项目事务厅

管理的赠款基金。法国巴黎银行负责管理中期债

券，向机构投资者组合并出售债券。

印尼热带景观融资基金运用两种方法来交付

其支持的项目。其贷款平台向可持续农业和可再

生能源领域的项目发放长期贷款，其赠款基金则

提供技术援助和赠款，以支付项目的早期费用。

与天然橡胶生产项目一样，通常这两种融资机制

被结合起来支持项目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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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拓展

可持续海洋经济

海洋每年通过渔业、运输、能源、旅游业

等形式，提供的商品和服务总价值高达 2.5 万亿

美元（WRI，2018）。此外，海洋每年吸收全

球近 25% 的二氧化碳排放，吸收 93% 的气候热

量，这都表明海洋带来了诸多益处（瑞士信贷，

2020a）。然而，人类活动给海洋经济带来了巨

大压力，这将导致海洋中的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

性进一步丧失。全球 20% 的珊瑚礁消失，20%

的红树林遭到破坏，33%的海洋哺乳动物受到威

胁，66% 的海洋正经历人类活动带来的累积压

力，这些都是不负责任的海洋管理导致生物多样

性损失的主要标志（IPBES，2019）。

可持续的海洋管理和渔业投资可以确保海洋

为我们的后代继续提供服务和产品。可持续海洋

经济规划承认收获海洋产品的必要性，但收获时

必须通过保护诸如海洋保护区等海洋生态系统，

且通过政府或公私伙伴关系来有效地保护生物多

样性（CPIC，2019）。就渔业而言，目前全球

只有 7% 的鱼类资源能够维持额外捕捞，而专家

建议将全球捕捞量减少 50%（FAO，2018；瑞

士信贷，2020a）。渔业为数百万家庭提供收入，

是大约 10 亿人的主要蛋白质来源。然而，帮助

渔业进行更可持续管理转型方面的投资严重不

足。该领域的投资缺口估计为 2 000 亿美元。当

前主要是公共部门进行海洋保护投资，但要缩小

这一缺口，私营部门的投资必不可少（Sumaila

等人，2012；OECD，2019c）。

除 了 不 可 持 续 的 捕 捞 方 式 外 ， 估 计 每 年

有 8 0 0 万 吨 塑 料 进 入 海 洋 （ 海 洋 保 护 协 会 ，

2020），对海洋生物构成多重威胁，如塑料吞食

或缠绕造成的死亡，或是向海洋引入外来入侵物

种，破坏生态系统。

国际社会应鼓励制定既有利可图又可持续的

可投资的蓝色经济战略。投资者们早已对此表现

出强烈兴趣：在一项研究中，75%的投资者表示

他们认为可持续蓝色经济具有投资价值，而45%

的资产管理经理表示他们的客户有意愿进行可持

续蓝色经济投资（瑞士信贷，2020a）。一些可

投资的产品已被开发。瑞士信贷与洛克菲勒资产

管理公司合作，于 2020 年 9 月启动了海洋参与

基金，第一个月就募集了2.12亿美元。该基金专

门解决可持续发展目标 14（SDG14 水下生物）

的投资需求问题，而目标 14 是吸引私人资本数

量最少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一。该基金的目标是

积极与投资组合公司合作，引导它们远离危害海

洋的做法，并通过聚焦三个关键主题，即海洋保

护、污染防治和碳转型，来鼓励发展减轻气候变

化影响和减少生物多样性损失的项目（瑞士信

贷，202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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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Mirova的可持续海
洋基金

Mirova 的可持续海洋基金（SOF）是与保

护国际和美国环保协会共同建立的公私合作伙伴

关系，致力于吸引私营部门对可持续海洋经济投

资。可持续海洋基金致力于在发展中国家和小岛

屿国家实施海洋友好做法。具体项目包括扶持渔

业使海洋鱼类资源维持在可持续水平，为对环境

影响小的水产养殖、负责任的海鲜供应链、废水

管理等提供财政激励。美国环保协会估计，如果

未来实施可持续的捕捞方法，渔业每年可增加

510亿美元的利润，增长近115%。

可持续海洋基金最初由欧洲投资银行、安盛

投资管理公司、美洲开发银行和Caprock集团等

多家大型机构承诺支持。此外，美国国际开发署

的发展信贷管理局基金承诺提供 5 000 万美元的

风险分担保障，以吸引更多私人投资加入可持续

海洋基金（见第 5 章）。在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支

持下，可持续海洋基金预计将部署 1 亿美元，其

中 40% 将分配给拉丁美洲国家，30% 分配给非

洲国家，其余 30% 分配给亚洲国家。2020 年

初，该基金实现了这一目标，并在最终交割时提

供了1.32亿美元的承诺资本。

其他聚焦可持续海洋经济和海洋保护的基金

也纷纷涌现，发挥着类似的作用。2020 年，联

合国珊瑚礁多伙伴信托基金启动，目标是在未来

10 年内部署 5 亿美元用于珊瑚礁保护（UNEP，

2020a）。多个基金会和联合国机构为该基金

提供资源，Mirova 等机构为其提供私人投资。

2020 年，法国巴黎银行资产管理公司还推出了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asy ECPI Global 

ESG Blue Economy UCITS ETF），这是全球

第一只蓝色经济交易型开放式基金。该指数基金

的规模达4 080万美元（约3 500万欧元），投资

于 50 家业务涉及沿海生计、能源和资源、渔业

和海产品、减少污染和海运这五大蓝色经济领域

的公司（Segal，2020；环境融资，202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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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票据

结构性票据是证券的一种，它具有债务证券的许多特征，但还具有衍

生性的特点，其投资回报与标的资产、股票或指数的绩效挂钩。一般而言，

结构性票据的目标群体是合格投资者，其受到的监管比公开交易的证券宽

松，这使它们更具可定制性，降低了与构建和发行证券相关的交易成本。

由于结构性票据可以定制以满足多种市场需求，因此受到投资银行和其他

具有复杂的结构化专业知识的金融机构的青睐。例如，瑞士信贷和 Mirova

自然资本合作开发了瑞士信贷自然保护票据，这种创新的结构性票据旨在

向私人银行客户提供Mirova自然资本及其投资项目的风险敞口。这些项目

旨在减少森林砍伐产生的碳排放，促进热带地区的可持续农业和土地利用。

瑞士信贷于 2019 年底推出低碳蓝色经济票据，这是聚焦保护成果的

结构性票据的另一代表。这一票据的标的资产是世界银行债券，其支持的

项目旨在大力加强海洋和沿海资源管理，以促进可持续渔业和水产养殖业，

提高海岸线韧性，建立沿海和海洋保护区，改进固体废物管理以减少水道

和海洋污染。此外，通过投资低碳股票指数，该票据为投资者提供了股票

上行的可持续性。

正如从业人员所知，规模差异是生物多样性金融领域所特有的。私人

银行客户的资金被汇集到特殊目的投资工具中，这些投资工具在基金中扮

演有限合伙人的角色，使客户能够将资金投入原本由于最小投资规模限制

而无法触及的基金中，除此种情况外，规模差异问题通常在不同的背景下

出现。许多情况下，有价值的保护项目无法吸引主流投资资本，因为这些

项目的资本需求小于潜在投资者的最低投资规模。在这种情况下，结构性

票据可以将项目聚合或汇集到能够满足投资者最低规模要求的结构中，从

而弥合规模差异。通过这种方式，结构化票据可以使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

面的盈利性投资成为可能，如果这些多功能金融产品没有这种定制化功能，

那么这些投资就可能不会出现。同时，企业家可以汇集这些项目并管理相

关投资，结构性票据可以为当地企业创造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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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世界自然基金会泰国
分会的 FLR349 农
业生态基金

在泰国，导致森林砍伐的最大驱动因素是单

一玉米种植，这常常会侵占流域地区的森林。小

农户时常会发现自己陷入债务循环，因此非法毁

林开荒似乎是摆脱债务的唯一出路。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世界自然基金会泰国分

会共同管理了 FLR349 农业生态基金，支持农民

从化肥农药密集型单一栽培转型为更可持续的农

场混作。农民将接受培训，学习如何混合种植多

年生树木、果树、蔬菜和草本植物，这种混作系

统可以有效提供碳汇并储水。这样种植的作物不

但多样，品质优良，帮助农民降低了生活成本，

同时还能产生收入。

该基金的资金来源于企业和个人的捐款，这

些企业和个人希望通过支持农户向可持续农业转

型，并产生切实影响。泰国自然资源和环境部向

农民提供合法的土地使用权，该基金在泰国自

然资源和环境部的帮助下支持农民进行可持续

转型。基金计划在未来五年将管理范围扩大到

8 000 公顷，而且随着商业投资的不断增加将继

续扩大范围。从 2017 年到 2019 年，该基金向

670 名小农户提供了包括幼苗在内的直接利益，

还培训了2 000多名可持续农业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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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2030年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费用和收费潜力的估计已包含在以下对政府预算和税收的估计中。

生物多样性相关费用和收费 3

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收费是一种增加收入的机制，也可以用于激励企

业和个人支持保护行为（OECD，2020b）。收费与税收的不同之处在于，

对于前者来说，向公共实体付费以获得某种特定的回报，如进入自然公园

或获得捕鱼权，而税收则是为政府预算提供资金的非自愿支付。经合组织

的环境政策工具（PINE）数据库显示，2012年至2016年间，每年通过生

物多样性相关收费创造了约23亿美元收入。虽然大部分收入不针对具体的

生物多样性目标，但开展的许多活动均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有关，如收取捕

鱼费用和自然公园门票等（OECD，2019a）。通常，从费用和收费中获得

的收入通常专门用于实施相关的生物多样性倡议，以避免将资金用于与保

护无关的目的。

费用和收费也可以表现为政府特许权的形式，即政府允许私人公司经

营公园或保护区，并收取产生的生物多样性费用。

环境政策工具数据库追踪了 48 个国家中的 189 种不同的收费类别

（OECD，2020b）。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生物多样性相关收费机制

所产生的收入该如何报告。目前，只有48个国家提交相关信息，因此现有

数据无法反映生物多样性收费总额。根据环境政策工具数据库，生物多样

性相关收费每年达到 12 亿至 23 亿美元（OECD，2020b）。对 2030 年与

生物多样性有关的费用和收费潜力的估计已包含在下文对政府预算和税收

的估计中。

规模（2030）

18亿至49亿美元

时间表

   

层级

   

付费者

  

价值

  

直接

  

83



政府预算和税收

目前，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保护的最大资金来源是国内政府的财政

支出。国内预算来源于本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用以促进国内生物多

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服务。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这里讨论的许多其他机制

可以在国内使用，但这一机制具体指的是从政府预算中分配资金。在生物

多样性保护方面，这一机制可以建立和维护保护区、从专门用于自然保护

的国家公园中获得税收、资助公共主导的保护项目、执行环境保护法。这

些行为含蓄地承认生物多样性的本质是一种公共产品。

目前国内财政融资规模为每年 750 亿至 780 亿美元，大概占生物多样

性公共支出总额的54%～61%（Deutz等人，2020）。许多发展中国家的

税收收入预计将会增加，其中一部分可能专门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税收

和费用可以保证收入带来积极的社会和环境效益，生物多样性也可从中受

益。罚款、费用、处罚和可交易许可证等机制可以在国内为保护行动融资

（见第 7 章）。尽管政府有多种融资机制，但公共资源仍然有限，而且在应

对其他全球挑战方面存在激烈竞争，如可再生能源、公共卫生和粮食安全

等（UNDP，2018）。

仅靠国内公共预算的增长潜力基本不可能在2030年前填补生物多样性

的融资缺口。

虽然仅靠国内财政预算无法阻止生物多样性退化，但政府可以与金融

机构合作，刺激投资，通过去风险工具调动资源，或者建立有利于激励生

物多样性融资的监管市场框架（OECD，2019a）。公共部门还应重新调整

那些造成生物多样性破坏活动的支出，如减少化石燃料补贴和某些农业的

补贴，也可以促进卫生、教育或公共工程等非核心生物多样性机构的支出，

以此带来积极的生物多样性影响。

规模（2030）

1 030亿至1 550亿美元

时间表

   

层级

   

付费者

  

价值

  

直接或主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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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发展援助

官方发展援助（ODA）是各国政府、开发银行和国际组织以优惠利率

或优惠条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旨在促进其发展。由于环境目标和发

展目标之间有很大的重叠，官方发展援助经常为环境目标提供资金。其中，

一小部分官方发展援助的首要目标是支持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或可持续利用。

经合组织跟踪所有报告的官方发展援助资金流，并且自 1998 年以来专门

跟踪生物多样性方面的官方发展援助。从 2006 年开始，经合组织强制要

求接受官方发展援助的生物多样性活动提交报告，还要求发展援助委员会

成员报告与“里约（生物多样性）标记”一致的生物多样性目标（OECD，

2017）。这些标记将保护生物多样性作为官方发展援助项目的“首要”或

“重要”目标。

与国内预算拨款类似，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援助主要来自各国政府的

一般预算拨款；这部分资金可以作为双边援助，或通过全球环境基金、联

合国等多边机构援助。

大多数（73%）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官方发展援助用于环境保护、林

业、供水和卫生、农业和渔业领域，约三分之一流向非洲国家。官方发展

援助对于在缺乏资金的国家开展生物多样性项目至关重要。如果要改进官

方发展援助的效果，关键挑战包括缺乏可靠标准，导致无法确定复杂援助

方案的生物多样性经费配置，其次，援助带来的生物多样性效益也难以确

认（Stepping 和 Meijer，2018）。每年对生物多样性的官方发展援助达 

40亿至100亿美元（Deutz等人，2020）。虽然过去这种官方发展援助在

实现生物多样性目标时是有针对性的，但未来的效果仍取决于如何使用这

些资金。官方发展援助是必要的，但不足以满足生物多样性保护所需的水

平。因此，官方发展援助最好是发挥催化剂作用，调动其他的融资来源。

官方发展援助可以在降低风险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其他类型的生物多样

性投资开创先河。

规模（2030）

80亿至190亿美元

时间表

   

层级

   

付费者

  

价值

  

直接或主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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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与环保类非政府组织

慈善捐款来自私人基金会、商业相关基金会和环保类非政府组织

（NGO），这些机构本身也受益于慈善事业。一些商业相关基金会通过其企

业社会责任倡议下的捐款为环保做出贡献。许多大型慈善基金会通过一项

永久管理的初始捐赠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资金。福特基金会和其他17家

慈善基金会管理的 4.59 亿美元捐款便是这方面的典范。这为自然栖息地的

可持续管理提供了资源（福特基金会，2018）。

然而，这类捐款取决于商业投资是否成功。相比而言，环保类NGO从

多种渠道获得收入，包括会员费和政府捐款等。慈善机构为保护活动提供

的资金有限，而且这些资金也不太可能充分规模化。美国的慈善资本中仅

有3%用于环境事业（Tazawa，2019）。尽管如此，基金会和NGO正努

力提高知名度、出台战略重点来促进原本无法获得的其他形式的资本投资。

慈善赠款总额难以准确估计，但大体在 20 亿至 40 亿美元之间。亚马

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承诺向自己的地球基金注资 100

亿美元用于应对气候变化，其中 1 000 万美元将用于植树造林（Tett，

2020）。美国环保协会接受了贝佐斯地球基金的首批 1 亿美元捐款，将其

用于完成甲烷监测卫星 MethaneSAT 的发射，用来追踪甲烷污染。此外，

地球基金还捐赠 7.91 亿美元用于基于自然的气候解决方案，大自然保护协

会、世界资源研究所和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等 15 个 NGO 均获得了部分捐

款（Mufson，2020）。这项“绿色捐款承诺”是截至目前慈善组织中数额

最大的一笔环境捐款，可能会影响未来的环保捐赠趋势。

彭博慈善“活力海洋倡议”于 2014 年启动，承诺为巴西、智利和菲

律宾提供 5 300 万美元的初始捐款（彭博慈善基金会，n.d.）。该倡议将与

沿海社区、非营利组织、地方和国家政府、决策者和学术团体合作，推进

循证养护做法，并实施数据驱动的渔业管理政策。2018年，该倡议扩大规

模，涵盖了10个依赖渔业的目标国家，共获得8 600万美元的投资。

规模（2030）

30亿至80亿美元

时间表

   

层级

   

价值

  

直接或主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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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基础设施与生态系统服务
付费

自然基础设施是指向人类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陆地和水体（Deutz 等

人，2020）。生态系统服务付费（PES）项目产生的资金流可用于投资自

然基础设施，这些自然基础设施又可提供一系列生态系统服务，可以提供

比水处理厂等公用事业更可持续的服务（Abel 等人，2017）。并非所有生

态系统服务都能产生经济回报。

实际上，生态系统服务付费代表了可用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各种机制。

这些机制可以像“减少毁林及森林退化造成的碳排放”（REDD+）计划那

样为产生气候减缓效益的保护行动提供资金，也可以资助那些模拟灰色基

础设施提供服务的生态系统服务。河岸森林等生态系统可以调节水质和水

量，这样做可以提供比灰色基础设施投资更具成本效益的替代方案（Deutz

等人，2020）。

根据森林趋势（Forest Trends）发布的《流域状况报告》，Deutz等

人（2020）估计，与流域相关的自然基础设施已经获得 269 亿美元拨款

（Bennett 和 Ruef，2016；Deutz 等人，2020）。在所有已定价值和付费

的生态系统中，保护流域生态系统的付费发展最为成熟，具有较高的交易

价值和广泛的地理分布。

2015年，森林趋势对378个流域项目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139个

项目的资金来自公共补贴，197 个项目的资金来自用户付费或基金，20 个

项目的资金来自环境市场，这其中大部分又来自公共补贴（Bennet 等人，

2015）。其他22个项目由政府资助，这些项目购买水权以保护流域或补充

地下水（Bennett和Ruef，2016）。

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和汇丰银行2020年宣布，他们将成为公开和私人发

行的珊瑚礁信用的首批买家。此信用量化了为改善流入大堡礁的水质而开

展的保护活动具有多大价值（EcoVoice，2020）。美国陆军工程兵团为保

护沿海生态系统免遭洪水侵袭进行了类似的投资，除此之外，当前投资还

表明为保护生物多样性栖息地而进行投资，可以确保生态旅游收入或保护

自然资源，从而给社区带来直接效益（Deutz等人，2020）。

规模（2030）

1 050亿至1 390亿美元

时间表

   

层级

   

付费者

  

价值

  

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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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中国的退耕还林还草
工程

为了应对1997年黄河流域的干旱和1998年

长江流域的特大洪水，中国推出了退耕还林还草

工程（SLCP） （Liu 和 Lan，2015）。该项目引

入了固定的奖励机制，对将坡耕地转变为森林或

草地的农户进行补偿，此举不但能减轻未来洪水

的影响，还能降低对家庭生计的不利影响（Liu

和 Lan，2015）。中国国家林业局负责实施该计

划，资金由财政部管理，各省市和地方政府官员

则负责将计划落实到各家各户（Leshan 等人，

2018）。

自启动以来，该计划在2002年至2020年间

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分别是：（1）试点阶段，

1999 年至 2001 年间在三个省率先试点，覆盖

38.2万公顷土地；（2）全面实施阶段，2002年至

2007年间在25个省全面实施，覆盖1 470万公顷

土地；（3）放缓阶段，2008年至2014年间停止

新的坡地还林项目并将补偿费用减半；（4）新一

轮阶段，该阶段新增 280 万公顷土地，还添加了

新的扶贫目标（Leshan等人，2018）。

每个阶段中生态系统服务付费的形式都有所

差异。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实施的前 3 年使用国

家粮食储备系统中的粮食进行实物支付（Leshan

等人，2018）。2004年后，中国不再面临粮食过

剩的问题，因此转变为现金支付（Leshan等人，

2018）。但一些家庭仍然接受树苗等实物支付。

支付期限为2年、5年或8年，具体要依据家庭是

否种植草地、商业树木或生物多样性友好的“生

态”树木来确定（Leshan等人，2018）。2002

年至2012年间，该工程的粮食补贴、种子基金、

维护费用和专项资金花费了中央政府约 690 亿美

元，其中政府以直接付款的形式向各户发放了总

计520亿美元（Leshan等人，2018）。

早在 2005 年就有研究表明，该工程能够防

止水土流失，并减少改造区域的泥沙径流，从而

带来积极的环境效益（IIED，2012）。此外，中

国的植树造林政策大大降低了自身的温室气体

排放总量。2017 年，全球约 27% 的二氧化碳排

放来自中国，但最近的研究表明，从 2010 年到

2016年，中国不断增长的森林面积吸收了该国高

达 45% 的人为碳排放量（Wang 等人，2020）。

但是仍有研究表明，栽种树木的存活率可能相当

低，这会降低可能带来的积极影响。此外，虽然

单一的经济林可能阻止泥沙径流并起到固碳的

作用，但却不一定具有积极的生物多样性影响

（IIED，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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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哥斯达黎加使用PES
促进森林养护

1996年，哥斯达黎加出台措施，对养护热带

森林的土地所有者进行补偿，并为社区提供激励

措施，以减缓该国快速的森林砍伐速度（Porras

等人，2012）。自 1998 年以来，国家林业融资

基金（FONAFIFO）已成为该项目的中央管理机

构，通过地方办事处管理其执行情况。

该项目有四个主要目标：（1）碳封存，（2）

生物多样性保护，（3）水资源管理，（4）景观美

化（Porras等人，2018）。生态系统服务付费合

同持有者会进行多种养护工作，如森林保护、再

造林、森林再生和农业生态，哥斯达黎加政府根

据其承担的具体工作向合同持有者直接现金支付

（Porras等人，2012）。

项目资金来自燃油税、水税、贷款以及与

私营和半私营公司签订的协议（Porras 等人，

2018）。燃油税的税率为3.5%，每年产生的收入

是固定的，与碳排放量相关，每年平均为该项目

提供1 200万至1 500万美元的资金（Porras等

人，2018；Malavasi 和 Kellenberg，2014）。

该项目还获得 25% 的水费收入，对森林和 / 或水

资源保护感兴趣的私营部门的利益相关者也提供

了资金（Porras等人，2018）。大部分资金来自

政府拨款。

总体而言，该项目取得了成功的环境和社

会效益。自成立以来，项目已与私人土地所有者

签订了 1.65 万份合同，恢复了 125 万公顷林地

（Porras等人，2018；Malavasi和Kellenberg，

2014）。

原住民和当地社区、小规模的土地所有者和

妇女的参与度有所增加，因为他们拥有的财产在

项目实施中被给予优先考虑。未来必须解决资金

问题，还要为那些依赖林地却没有国家注册产权

的社区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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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当前资金规模

如表 5 所示，最新估算表明，2019 年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资金在

1 240 亿至 1 430 亿美元之间，相当于全球 GDP 的 0.12%～0.14%（见 

表 5 和图 6）。近期使用的替代数据和方法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融资有参

考价值。

2020 年 4 月，经合组织发布《全球生物多样性融资综合概览》报告。

报告基于 2015 年至 2017 年的可用数据，估算全球生物多样性融资金额为

每年 780 亿至 910 亿美元。经合发组织的估计数据提供了生物多样性指出

的详细概述，主要数据来自经合发组织债权人报告系统、经合发组织环境

政策文书、信息交换机制《生物多样性公约》门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生

物多样性金融倡议的生物多样性支出报告以及政府职能分类数据集合中的

国内外公共支出。

2020 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生物多样性金融倡议通过计算得知，全

球生物多样性的年度公共投资从 2008 年的 1 000 亿美元增加到 2017 年的

1 400亿美元，年均投资额为1 230亿美元（±10亿美元）。这一估算也侧

重了政府支出，而且还根据2008年至2017年30个国家的生物多样性支出

样本，使用统计模型来预测全球生物多样性支出。因此，截至2020年，得

出的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投资总额与实际支出相比有可能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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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当前和未来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的公共和私人资金规模

增加生物多样性资金流的机制 融资类型
2019年最低值-最高值

（亿美元/年）
2030年最低值-最高值

（亿美元/年）

政府预算与税收 公共 750-780 1 030-1 550

自然基础设施
公共
私人

270 1 050-1 390

可持续供应链 私人 50-80 120-190

生物多样性补偿
公共
私人

60-90 1 620-1 680

官方发展援助 公共 40-100 80-190

绿色金融产品
公共
私人

40-60 310-930

慈善与环保非政府组织 私人 20-30 30-80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与碳市场
公共
私人

8-10 250-400

总计 1 240-1 430 4 490-6 400

注：数值以2019年美元计。具体方法详见附录中Deutz等人（2020）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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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1. 政府预算和税收
2. 自然基础设施
3. 官方发展援助
4. 生物多样性补偿
5. 可持续供应链
6. 绿色金融产品
7. 慈善与环保类非政府组织
8.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与碳市场

750亿至780亿美元
270亿美元
40亿至100亿美元
60亿至90亿美元
60亿至80亿美元
40亿至60亿美元
20亿至40亿美元
10亿美元

全球生物多样性
投入的资金
1 430亿美元

4

8

3

7 6 5

全球生物多样性
资金缺口
8 240 亿美元

图6
当前与未来的全球生物多样性
融资和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资
金缺口

1 2

92



750亿至780亿美元
270亿美元
40亿至100亿美元
60亿至90亿美元
60亿至80亿美元
40亿至60亿美元
20亿至40亿美元
10亿美元

2030

1. 生物多样性补偿
2. 政府预算与税收
3. 自然基础设施
4. 绿色金融产品
5.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与碳市场
6. 官方发展援助
7. 可持续供应链
8. 慈善与环保类非政府组织

1 620亿至1 680亿美元
1 030亿至1 550亿美元
1 050亿至1 390亿美元
310亿至930亿美元
250亿至400亿美元
80亿至190亿美元
120亿至190亿美元
30亿至80亿美元

全球生物多样性
投入的资金
6 400亿美元1

4

8

2

3

6 57

全球生物多样性
资金缺口
3 270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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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资金规模

展望 2030 年，全球每年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资金流可能会增加到

4 490亿至6 400亿美元。若要总支出达到这一规模范围，则必须进行有效

的政策改革并出台激励措施来促进更多私人投资和公私投资流向生物多样性

保护领域。

图6显示，预计在2030年前，全球生物多样性融资具有大规模增长的

潜力，增幅约为 2019 年年度资金流量的 3.6～4.5 倍。该图显示了当前与

未来的生物多样性融资规模。条形的大小标志着各机制的平均融资规模。

尽管全球生物多样性资金有可能增加，但到2030年，全球生物多样性保

护的资金缺口预计每年达到2 730亿至3 270亿美元（Deutz等人，2020）。

这意味着，除非各国政府也承诺加大力度进行生物多样性有害补贴的全球改

革，且私营部门改善针对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金融风险管理方式，否则到

2030年全球生物多样性的资金需求可能无法得到满足（见第6章）。

据估计，目前 87% 的资金来自国内和国际公共财政。到 2030 年，国

内公共预算、官方发展援助和慈善事业中的资金每年可增加到 2 190 亿至

3 210亿美元。这可以通过增强政治意愿、推进政策改革来实现，但改革的

重点要放在增加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上。这一增长将主要来自各国政府预

算，同时也来自其他类别的官方发展援助，他们承诺加倍援助且更加注重

生物多样性资金的使用效率。政府已经有履行类似承诺的先例。《生物多样

性公约》记载，与2006年到2010年相比，从2015年至2018年，生物多

样性双边官方发展援助增加了76%，其中10个缔约方的官方发展援助捐款

翻了一番（CBD，2020a）。

随着生物多样性融资规模的扩大，到 2030 年，更多的资源（50%～ 

51%）可能来自创新的公私合作机制，如生物多样性补偿、自然气候解决

方案和碳市场，以及扩大私营部门投资规模的机制，如可持续供应链和绿

色金融产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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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补偿提供了一种方法，即发展活动对生物多样性造成影响时

必须进行赔偿，所得资金将直接用于保护领域。目前有42个国家制定了生

物多样性补偿政策。然而，其中只有 9 个国家实施了数量较多的补偿项目。

如果这42个国家能够执行并改进这些国家政策和国际标准，那么生物多样

性补偿每年有可能改善并解决 290 万至 1 160 万公顷土地上之前产生的不

利影响，且在2030年前每年将带来420亿至1 680亿美元的保护资金。

对于自然气候解决方案和碳市场、绿色金融产品以及可持续供应链等

机制，最有效的支持形式莫过于运用政府监管和政策来促进私人投资。

如果对自然气候解决方案的投资能够增加 229 亿至 343 亿美元，减少

毁林及森林退化造成的碳排放（REDD+）项目投资增加 27 亿美元，澳大

利亚、加拿大、哥伦比亚和美国的州政府与国家层面的碳市场合规项目投

资增加 12 亿至 20 亿美元，那么自然气候解决方案和碳市场的资金规模每

年可以扩大到250亿至400亿美元。2018年自愿碳市场交易额达到7年来

的最高水平，这说明对用于抵消碳排放的碳信用额度的需求与日俱增。随

着越来越多的公司和政府承诺实现净零目标，对森林、湿地、草原和农业

用地的保护、恢复和改进管理方面的信贷需求应该会持续增加。政府在完

成国家自主贡献（NDC）目标时，将自然气候解决方案纳入总体气候目

标，可以驱动约 229 亿至 343 亿美元的资金。如今，三分之二的国家已将

自然气候解决方案作为一项减缓或适应战略纳入其国家自主贡献中，尽管

自然气候解决方案目前只获得公共气候减缓资金的6%。通过将森林和陆地

碳减排纳入投资主流，中国能源部门的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以

及国际航空业碳抵消与削减机制（CORSIA）的潜在贡献可能增加 250 亿

至 400 亿美元。中国政府承诺在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这个承诺雄心勃

勃且至关重要，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排放量占全球 28%

（Hook，2020）。

绿色金融产品是关键的增长领域之一，具体包括绿色债券、绿色贷款

和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等绿色债务产品。受新兴市场中公共部门（47%）

和私营非金融部门（14%）债券发行量增长的推动，全球债券市场的总

体规模从 2009 年年初的 87 万亿美元增加到 2019 年年中超过 115 万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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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其中，绿色债务只占全球债券市场的极小一部分（＜0.5%）。在2019

年发行的 2 577 亿至 2 710 亿美元的绿色债券中，只有 16 亿至 33 亿美元

（＜0.7%）的投资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而81%的投资用于能源（31%）、

建筑（30%）和交通（20%）部门。到 2030 年，通过在可再生能源、交

通、农业、其他资产等投资领域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以及对生物多

样性领域绿色债务产品法规和国际标准的推动，可以驱动 190 亿至 760 亿

美元（Deutz等人，2020）。

最后，全球供应链对生物多样性的历史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负面的，

这是因为土地用途变化以及与大宗商品相关的农业、森林、渔业等行业的

不可持续的实践驱动的。然而，采用更负责任的供应链管理实践，让我们

能够从可持续大宗商品生产中获得收入，并通过改进可持续发展实践避免

损害（见第 7 章）。到 2030 年，获得认证的可持续大宗商品市场对生物多

样性保护的直接贡献规模预计将增加到每年至少120亿至19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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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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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探讨能够落实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融资机制。随着保护资金的增加，

公共和私营部门需要采取适当的措施，来提高预算执行的成本效益和效率，

实现协同效应，调整激励措施，有利于更公平地分配资源，以填补生物多

样性保护的资金缺口（UNDP，2018）。

当前进展

目前，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的分配较为分散，国际、国内和地方的投

资者与项目经理之间协调程度有限。在多边或双边援助组织的帮助下，保

护的成果由各国政府交付。今后，社会各界应共同努力，确保各国跨部门

的生物多样性支出可以推进国家目标得到实现，并确保提供保护资金的国

家、私人和民间社会能够将其实际资金支付与预算计划之间的差额降至 

最低。

各国政府收到的财政拨款或官方发展援助（ODA）资金可通过赠款、

债务减免或小额信贷等形式提供给保护项目。公共资金也可以从专门用于

保护的公共预算或官方发展援助资金或基金中拨付。保护资金的其他交付

机制可用于分配私人和/或公共预算，用于保护项目、鼓励额外创收或更好

地监测保护资金情况。各国政府、官方发展援助提供者、非政府组织以及

少数私营部门捐赠者和贷款人通过优惠贷款、担保或其他能够促成生物多

样性保护投资的援助形式来撬动更多资本的支持。4 全球环境基金（GEF）

等组织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通过以生物多样性或能力建设成果为条件提

供优惠贷款、赠款和技术援助，在降低保护领域私人投资的风险方面发挥

了关键作用。不管是公共部门的管理者或资金接收者，以及保护融资的其

它来源，都可以使用基于结果的或有条件的支付等融资结构，确保投资达

到预期结果。随着私营部门进一步认识到生物多样性损失带来的相关商业

风险，他们在保护项目中将发挥更大作用，确保资金用于有影响力的方面。

4  催化资本指那些相对于传统投资，接受与其收益不匹配的风险和 / 或在收益方面进行让步的债务、股权、担保等投资，

目的是产生积极影响，带动原本不可能实现的第三方投资（Tideline，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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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背景简述

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的提供历来都与各国的《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战

略与行动计划》（NBSAP）保持一致，未来也将继续。《生物多样性公约》

（CBD）签署国必须制定自己的NBSAP并将其纳入相关的部门或跨部门计

划、方案和政策。迄今为止，已有 191 个签署国制定了至少一项国家生物

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最初提交的行动计划缺乏具体目标和预期结

果，因此对改善各国的预算编制过程影响有限。此外，在已经提交或修订

的170份NBSAP中，只有25个国家的NBSAP起草或实施了资源调动战

略（CBD，2020b）。

《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另一项倡议是在 2004 年第七次缔约方大会上通

过的 CBD 保护区工作计划（PoWPA），旨在为保护工作提供指导。该倡

议帮助各国确认其国家保护区网络中的空缺，并建立具有生态代表性的保

护区网络。共有108个国家提交了保护区行动计划，自2004年以来，该行

动计划推动建立了数千个新的保护区。

如今，我们看到了一种更具协作性的做法，它建立在公私部门的优势

之上，旨在运用创新的融资机制。“混合融资”一词是指“战略性地利用公

共融资，调动额外资金推动可持续发展”（OECD，2019a）。这一融资模

式通常将公共资本和慈善资本与寻求回报的私人资本融合到同一融资中，其

目标是通过降低私人投资者的风险和/或提高其回报率，将使命驱动型资本

用于发展，从而改变投资的风险回报状况，使之恰好满足私人投资者的盈利

要求。事实证明，有助于降低风险的交付机制对生物多样性融资至关重要：

2017年至2019年间发行或启动的融资，有46%的项目、67%的债券或票

据以及12%的基金使用了担保或风险保险（Convergence，2020）。2012

年至2015年间，开发性金融机构使用的混合融资结构筹集了810亿美元的

私人融资（OECD，2018a），其大部分交易集中在可再生能源、金融服务

和农业领域（OECD，2020a）。相比之下，2000年到2018年间，混合融

资仅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筹集了约31亿美元（Convergence，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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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下表提供的框架可用于分析和理解生物多样性融资的不同选项。该框

架使用以下五个标准：

1.   层级：资金在哪个层面交付？

2.   杠杆：这一机制能够促成多少原本不可能的新投资？

3.   主题：可以资助哪些活动？

4.   基于绩效：资金的提供是否与业绩挂钩？

5.   直接或主流化：资金的产生和交付方式是什么？

表6 达成更优结果：原则与标准

原则 有效/效率 目标 适应性

标准 层级
在哪个层面进行生物

多样性融资（国家或

国家以下层面，或项

目层面）？

杠杆
这一机制能催化多少额外的

投资？

主题
什么类型的活动和

投资适合这一特定

机制？

基于绩效
公共资金提供的条件

是否与特定成果或绩

效挂钩？

直接/主流化
资金是直接用于生物多样性

保护，还是通过将生物多样

性在其他部门主流化并产生

生物多样性协同效益？

以下各节对这些标准进行了阐释，还说明了如何利用这些标准来理解

生物多样性融资的交付机制。资金交付的另一个考量因素是每单位成本支

持多少生物多样性，即资金使用效率。这些注意事项，虽然没有直观地用

图标表示，但对每种机制都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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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层级

为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提供资金的行政级别对所有国家而言都

是重要的考量因素。

选项：

国家层面 国家以下层面 项目层面  

国家层面的交付机制通常涉及将财政资源纳入国家预算，并利用政府

现有的财政结构在国家层面执行方案。

国家以下层面的交付机制为地区、区域、省级或其他类似的次国家司

法辖区里的保护协调规划提供资金。

项目层面的交付机制可能不会纳入政府层面，而是向其他公共和私营

实体提供资金，用于特定地点和时间范围内的保护活动。

2. 杠杆

杠杆标准描述了某一交付机制能促成多少私人投资和公私投资，并且

由此能带来多少原本无法实现的融资活动。

选项:

低 中 高

低杠杆的交付机制可能不会吸引额外的私人投资或公共投资用于生物多

样性保护，但可能会支持现有资金进行更好交付，并提升其使用效率和效

力。具有杠杆作用的机制，如政治风险保险或保护私人投资者的还款担保，

有能力将对投资者吸引力很小或没有吸引力的融资交易转变为拥有大量私人

资本的重大融资，从而为生物多样性带来明确和令人信服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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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题

主题标准列举了在某一特定交付机制中适合融资的活动。

选项：

 
保护 可持续利用 能力建设 技术转移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干预可分为以下四个主题：

保护是指以保护生态系统服务及其栖息地配置资本，或为部署资本而

开展活动。

可持续利用聚焦于提供生态系统商品，但与此同时要保障能够持续地提

供生态系统服务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例如农林复合作物、可持续商品等）。

能力建设活动的重点是支持国家和社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

统服务的能力，包括改进保护区治理，支持可持续供应链商品的认证标准

和市场发展等。

技术转让是指提高与生态系统保护、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本与遗传资源

等领域相关的技术知识水平。

104



4. 基于绩效

这一标准解释了资金的提供是否基于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服

务相关的绩效。

选项：

不基于绩效 基于绩效

从某种程度上讲，所有的交付机制都与绩效相关，因为人们对资金投入

的成果会有预期。例如，为支持能力建设活动而提供的赠款就是基于能力能

够建设的预期结果而定。然而，此处讨论的基于绩效的交付意味着资金的交

付取决于已经执行的或预期的生态系统服务和/或生物多样性保护。虽然不

以绩效为基础的预算编制有望通过财政激励产生一些积极结果，但基于绩效

的交付明确地与合同付款条件的要素联系在一起。基于绩效的机制可以推动

在资源分配或支付层面产生预期的成果。这里我们主要探讨基于绩效交付的

两个子集：“基于结果的预算编制”和“按效益付费”（pay-for-success）。

5. 直接或生物多样性主流化

交付机制有潜力促成生物多样性保护直接支出，或为投资者创造恰当

的激励，让他们考虑其项目带来的生物多样性潜在协同效益，从而将生物

多样性保护纳入主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主流需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

纳入机制和项目的设计和实施阶段，以确保投资者从其活动中获得生物多

样性协同效益。

选项：

生物多样性直接投资 生物多样性主流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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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优化指南

无条件赠款

赠款是用现金、货物或服务形式进行的转让，无需进行偿还（OECD，

2009）。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全球公共产品方面所产生的效益难

以进行衡量，因此很大一部分生物多样性融资的资金是（全部或部分）来

自赠款。虽然赠款可用于满足多种生物多样性需求，但其资金可能十分有

限，因此必须针对性地使用赠款。此外，尽管赠款无需偿还，但赠款合同

通常会要求受赠方出示成果证明，或者接受评估和技术援助。

通常，赠款针对的是提供公共产品的活动，这些公共产品不会给受赠

方带来经济回报或负面的回报。赠款有可能在支持其他形式的资金交付方

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赠款也可以为急需进行的能力建设和体制改进提

供资金，而且随着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得到实施，项目管理人员可以借助

赠款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取得实质性进展，同时又无需承担财政风险。

如果把赠款用于提供技术援助，则有助于刺激其他资金流。例如，

2013 年至 2014 年间，全球环境基金（GEF）每投资 1 美元，就能从私营

部门获得约6.3美元的绿色混合融资。该基金支持的土地恢复风险缓解项目

获得了 GEF 1 500 万美元的初始投资，此外还吸引了 1.2 亿美元的联合融

资（GEF，2020）。

层级

杠杆

   

主题

   

直接或主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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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绩效的支付

基于绩效的支付可以激励可持续的土地利用实践，将服务提供商、客

户或其他受益人的利益紧密结合。将基于以下三类条件支付：

针对可核查的每单元生态系统服务或生物多样性提供直接事后付款

（例如固碳费用）；针对生态系统服务或生物多样性代理指标的直接事前付

款（例如养护森林的公顷数）；为落实生态系统保护的政策和措施所进行的

间接支付（例如，能力建设费用或执行禁止木材开采的法律成本）。后两种

方法的相对效率取决于替代措施或政策与这些行动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或

生物多样性水平之间的关系强弱。

基于结果的预算编制可以将付款分配给国家预算的预定目标和预期结

果，以指导基于绩效的支付。这种预算编制是一种更加“先进”的环境保

护预算，可以将资源需求与预期绩效标准联系起来，有助于证明资源需求

的合理性（UNDP， 2018）。

按效益付费（PFS）是基于绩效支付的一个子集，投资者只有在项目

达到某些商定成果后才能获得回报（Fry，2019）。项目的实施成果根据

双方在项目实施之前商定好的关键影响指标进行衡量，项目的受益人（通

常是政府）则根据评估结果给予投资者回报。因此，投资者获得绩效回

报，而受益人在绩效不佳时减少付款（或根本不付款），免受项目失败的影

响（Flanagan 和 Woolworth，2019）。重要的是，PFS 合同可以部分或

完全将绩效不佳的财务风险从公共预算转移给私人投资者，使其承担交易

谈判、构建和记录过程以及雇用服务提供商所产生的前期交易成本。因此，

PFS 安排中的资金流取决于根据合同条款对项目业绩指标进行的客观评估

（Knoll，2019）。

层级

杠杆

   

主题

   

基于绩效

  

直接或主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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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危地马拉的海岸带海
洋生物多样性管理与
基于结果的预算编制

在危地马拉，五个城市的市政府与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生物多样性金融倡议（UNDP BIOFIN）

合作，为海岸带海洋生物多样性管理实施了一项

基于结果的预算编制试点方法。这种方法旨在将

生物多样性的发展和保护成果纳入地方层面的预

算编制过程。

一个高级别的技术指导委员会将危地马拉多

个公共机构的决策者联合起来，通过这一试点的

方法，指导通过成果预算程序进一步将用于沿海

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公共资源分配制度化。为了实

现增加海岸带海洋生物多样性管理预算拨款的预

期目标，市政府和UNDP共同执行了一项干预战

略，重点是开展基于结果预算编制的能力建设，

提高市政府的沿海海洋生物多样性管理意识，并

建立市政府经验交流渠道。通过采用这种“三管

齐下”的方法，五个市政府于 2018 年为沿海海

洋生物多样性管理分配了 29.73 万美元的初步预

算拨款。2019 年，预算拨款增加了 53%，达到

45.63万美元（UNDP，201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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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惠贷款

优惠贷款是债权人以低于市场条件发放的一种贷款形式，目的是向无

力承担市场利率贷款的借款人提供流动性。优惠贷款通常具有优惠的利率

和有力度还款条件，在某些情况下，还可以转换为赠款。如果某保护项目

无法获得商业贷款，则优惠贷款可使借款人在能够产生足够的收入来偿还

债务之前先获得资金（欧洲投资银行，2018）。优惠贷款是环境保护的一

个重要交付工具，因为即使保护项目没有获得足够的收入偿债或是根本没

有产生收入，项目依然可以获得资金支持。因为降低了所需资金总额，降

低了与大量债务相关的风险，这种模式也能增强其他贷款人提供信贷的 

意愿。

优惠贷款可以扩展用于生态系统友好型活动，也可以根据提供的生态

系统服务和保护生物多样性来确定优惠的内容。与担保类似，如果其他贷

款人提供市场利率贷款，则优惠贷款可以有效降低融资的总体利率。优惠

贷款最适合那些能够产生一定财务回报但未达到商业投资门槛的投资项目

（Parker 等人，2009）。因此，优惠贷款可用于支持新兴的生物多样性和

生态系统服务市场中的项目，也可资助需要财政支持的国家进行生态转型。

企业挑战基金也可以发放优惠贷款，补贴生态系统保护领域中那些在保护

活动中具有一定商业可行性的私人投资（UNDP，n.d.）。

国际开发性金融俱乐部指出，与前几年相比，优惠融资在2018年度的

国际组织绿色融资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IDFC，2019）。因此，国家开发

银行、多边开发银行和发展金融机构有可能将这些趋势扩展到生物多样性

保护的投资，目前该领域投资仅占气候相关多边开发银行融资的1%（世界

银行，2019a）。

层级

杠杆

   

主题

   

直接或主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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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级

杠杆

   

主题

   

基于绩效

  

直接或主流化

  

绿色小额信贷

小额信贷是向那些无法享受银行或类似金融机构服务的贫困家庭和社区

或中小企业提供的金融服务（如信贷、储蓄和保险）。小额信贷涉及向团体

或个人提供小额贷款，作为他们建立或扩大企业的营运资本。在某些情况下，

这些贷款也可以帮助借款人积累资产或防范风险（Agrawala 和 Carraro，

2010）。缺乏资金往往是贫穷社区向更可持续生计转型的主要障碍。

小额信贷机构（MFI）在过去十年中取得了巨大发展。截至 2018 年，

1.4亿借款人使用了MFI服务，而2009年这一数字才不足1亿（Guichandut

和Pistelli，2019）。2013年至2018年间，借款金额高达数千亿美元，平均

增长率为11.5%（Guichandut和Pistelli，2019）。大部分小额信贷交易发

生在南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例如，与2019年相比，印度小额信贷行

业在2020年第一季度实现了42.9%的同比增长（经济时报，2019）。

小额信贷目前是提供生物多样性融资最完善的小额融资机制，因此也

是本节讨论的重点。贷款方为可持续转型提供资金，而非直接资助保护行

动，他们希望降低在贷款到期时人们重拾不可持续的活动的可能性。例如，

小额信贷可以帮助那些因建设保护区导致收入受到影响的社区，为它们向

环境友好型经济活动转型提供资金。

小额贷款尚未充分释放为生物多样性和环境创造积极成果的潜力。小

额信贷可以帮助位于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的低收入家庭应对经济波动，如

果没有小额信贷的支援，这些家庭很可能会重新进行那些短期内有利可图

但却不可持续的实践活动。但是小额信贷仍在发展完善，要将其发展重点

放在环境和生物多样性问题上，这往往需要小额信贷机构以外的社会各界

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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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级

杠杆

  

主题

   

直接或主流化

  

私人保护地

私人保护地（PPA）能够补充政府管理的国家和国家以下的保护地网

络，扩展保护地的总体面积，从而为生物多样性管理做出积极贡献。PPA还

可以促进保护地之间的连通性，为迁徙动物物种的迁徙提供便利并促进非迁

徙动物物种和植物的基因流动。此外，PPA可以保护国家和国家以下的保护

地网络中通常未能涵盖的非典型栖息地和微栖息地。最后，PPA可能会调动

传统上与保护地管理并不相关的新型利益相关方（Gloss等人，2019）。

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规定，PPA必须符合保护地的一般保护标准，

包括可识别与持久的保护，并由私营或非政府实体管理。目前，在全球范

围内，尚无关于PPA 数量或范围的可靠数据，这主要是因为许多政府没有

定义、承认或监管PPA。尽管如此，近几十年来，某些国家的PPA仍取得

了显著增长。例如，从2000年到2010年，巴西的PPA数量增加了80%，

其中大部分位于高度濒危的大西洋森林（Mata Atlantica），在欧洲人定居

巴西后，该地区失去了超过90%的森林覆盖（Stolton等人，2014）。

与公共保护地不同，PPA 的管理人员可能面临所有权或管理权方面的

重大挑战。为了给PPA 提供某种程度的可预测性和稳定性，许多国家对其

进行了监管。一些国家将“保护特许权”纳入法律，授予非国家实体专属管

理控制权，用于在以前不受保护管理的国有土地上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科

学研究。在此类情况下，管理人员并非土地所有者，对这种保护机制进行完

善的监管尤为重要（Stolton等人，2014）。通过建立PPA扩大保护地对于

实现《生物多样性公约》目标和生物多样性目标至关重要。2020年的一项

研究表明，如果将关键的公共和私人土地纳入保护地范围，则美国所有的濒

危四足动物物种都可以受到保护（Clancy等人，2020）。但达成这一目标

需要土地所有者之间进行充分协调，特别是在国家以下保护地层面。

PPA 还可用于保护本地社区的财产权，而这些社区反过来又需要资金

在PPA开展保护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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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地役权和土地使用税收减免

保护地役权是私人土地所有者与第三方（如土地信托或政府机构）之

间签订的自愿协议。根据该协议，第三方将从土地所有者处获得一套地产

所有权。这些地役权可能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限制土地所有者开发地产。

一些地役权可能会完全限制任何类型的开发，而另一些则可能允许在限制

建筑规模的情况下进行额外的建设（Rissman等人，2007）。地役权条款

具有法律约束力，通常由土地所有者授予，以换取直接付款或者税收优惠

待遇（Rissman等人，2007；Gloss等人，2019）。最重要的一点是保护

地役权下的权利转让是永久性的。

保护地役权是一种高度灵活的机制，它允许土地所有者和第三方协

商，根据地役权转让哪些使用权和开发权，以及土地所有者保留哪些权利。

因此，即使在同一管辖范围内，地役权也往往各不相同（Rissman 等人，

2007）。在法律规定的保护地役权管辖范围内，保护地役权非常适合用于

生物多样性保护活动。在美国，保护地役权是最有效和应用最为广泛的土

地保护机制之一。美国国家保护地役权数据库绘制了占全美约60%的地役

权地图，共有逾13万地役权，到2020年总计2 470万英亩。

层级

杠杆

  

主题

   

基于绩效

  

直接或主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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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南非保护地的生物多
样性税收激励

南非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家之

一，它将扩展保护地面积视为确保其生物多样

性长期可持续发展、生态系统保持健康的重要

工具。南非政府认识到生物多样性保护对其经

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于是通过了“财政福利

项目的第 37D 条款”（Fiscal Benefits Project 

Section 37D），对私人保护地进行试点，最终

为那些申报保护地的土地所有者提供税收激励

（Stevens，2018）。

2018 年，南非约 75% 的土地归私人所有，

该国政府试图动员土地所有者参与生物多样性保

护。在财政福利项目实施之前，土地所有者全权

负责保护地的管理和维护保护地的相关费用。南

非政府通过出台税收激励政策，为那些愿意在其

地产内申报并管理保护地的人们提供税收减免。

这一政策实施以后，增加了南非用于保护地管理

的现金流，为从事长期保护的私人土地所有者提

供了财政支持，如生态旅游中心、私人野生动物

保护地。据估计，税收激励总共将南非的生物多

样性融资缺口缩减了10%（Stevens，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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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生态旅游

生态旅游是一种旅游形式，吸引游客到自然

区域旅行，以促进自然区域保护，且持续关注附

近社区的需要和对环境潜在的影响，其中许多自

然区域是保护地，有些区域非常偏远（UNEP，

2002）。由于生态旅游高度依赖当地生物多样

性的质量，因此将旅游收入的一部分用于合理的

生物多样性管理，并鼓励游客为野生动物保护捐

款。基于社区的旅游还鼓励当地人在社区层面开

展保护工作，以保障他们可持续的收入模式。生

态旅游区别于传统旅游之处在于，大多数生态旅

游的经营宗旨是让当地受益，因此是否开展生态

旅游取决于当地社区及其领导的默许或公开的支

持。就生物多样性而言，将游客带入以前未受

干扰的栖息地可能会对当地动植物群产生负面影

响，但游客消费可能（至少部分）抵消这些不良

影响，从而使生物多样性直接获益。

尽管会有不利影响，但有证据表明生态旅游促

进了各方参与保护实践（Massingham，2019）。

无论是通过游客行为改变还是出台政策支持，生态

旅游的套餐式管理方式能够影响后续游客参与保护

的方式。

生态旅游也高度依赖于环境。中国和柬埔寨

森林里的生态旅游区域在减少森林砍伐方面取得

了成功，但类似的生态旅游在喜马拉雅山脉地区

没有明显的成效（Brandt等人，2019；Lonn等

人，2019）。在森林砍伐压力较大的地区，生态

旅游往往能够改善森林养护的情况。但是在森林

砍伐率较低的地区，生态旅游将游客带入这些原

始栖息地，这反而可能加剧森林的破坏。无论如

何，生态旅游正在兴起，且具有减缓生物多样性

损失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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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

担保是指在可能产生无法偿还或价值损失的情况下，担保人同意全额

或部分赔偿第三方融资交易损失的协议（Johnston，2019）。开发性金融

机构和特许投资人经常使用这类工具，为本来无法获得私人投资的项目提

供信贷支持。通过使用担保，担保人向贷款或股票发行人提供明确的财务

支持，如果私人投资者最初对风险回报状况并不满意，则担保可以降低后

续交易风险。通过提供担保，交易能够以更优惠的利率吸引资本，使项目

更具可行性。担保可以解决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开发人员面临的挑战，并

且可以提高各方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对私人融资工具的接受程度。最终，

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可能会增加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资金。

对 2017 年至 2019 年间混合融资交易的回顾显示，与其他混合融资工

具相比，担保被应用于 33% 的交易中，而且调动的私人资本投资数量最

多（Convergence，2020）。使用担保可以改善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的风

险收益状况，从而吸引更多私人投资用于保护。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投资被

认为风险过高的情况下，使用专注保护领域的机构提供的担保能够降低投

资的下行风险，从而撬动更多私人资本投资。担保主要用于从金融机构筹

集资金，且 50%的混合融资交易都使用担保向金融机构融资（Johnston，

2019年）。担保也可用于动员资产管理公司、企业和投资基金的投资。

历史上，担保在能源和基础设施领域的应用尤为普遍。即便如此，也

有其他成功的案例研究表明，担保可以被成功地用于农业项目和可持续土

地利用倡议中，并产生积极的生物多样性影响（Guarnaschelli，2018）。

具体而言，信贷和政治环境问题可能会阻碍私人资本流向生物多样性保护

项目，而使用担保则可以降低融资风险，减弱这两个问题带来的影响。

层级

杠杆

主题

   

直接或主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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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USAID 为 Mirova
的气候基金提供贷款
担保

2014 年，为支持联合国遏制森林砍伐的承

诺，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发展信贷管理

局向Mirova的气候基金ACF提供了价值1.338亿 

美元的10年期贷款担保（USAID，2015）。ACF

支持减少毁林及森林退化造成的碳排放（REDD+）

项目和可持续土地利用等环保和可持续利用活动。

USAID通过提供贷款担保，承担了ACF REDD+

投资中 50% 的风险，这进一步降低了 ACF 的其

他风险，如碳价波动。USAID 的支持不仅帮助

Mirova自然资本通过ACF为森林管理做出贡献，

也为基金吸引了大规模私人投资。贷款担保获得批

准后，ACF在第二轮融资中筹集了1.2亿美元，其

中包括来自欧洲投资银行的2 500万欧元（REDD-

Monitor，2016）。

在贷款担保的 10 年期限内，Mirova 预计

ACF REDD+投资将通过热带森林保护项目减少

1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碳排放（USAID，2015）。

如果取得良好成效，USAID提供的贷款担保将为

其他大型机构提供典型示范，即如何利用自身信

誉和资产促成那些本不可能实现的融资活动。实

现这一目标的前期成本可以忽略不计，只有在被

担保方违约的情况下才会产生长期成本。该交易

还说明了可持续金融从业人员如何利用担保来获

得大量私人资本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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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章讨论的机制能够促成资金的有效交付。然而，根据融资机制的差

异，不同的交付机制的效力也不同。一些交付机制使融资机制及其在生物

多样性保护方面的相关投资更具可行性。本章所述的许多交付机制，如基

于绩效的支付或优惠贷款，都有可能激励私营部门的投资。其他交付机制

则能够降低投资风险，从而在短期内吸引更多的私人投资。区分生物多样

性直接投资与生物多样性主流化投资方向下的融资机制和交付机制至关重

要。例如，在将生物多样性投资纳入主流的背景下，交付机制可以通过可

再生能源或农业领域的绿色债券投资，鼓励将投资收益分配给生物多样性

保护措施。

表7 更优的交付方式：哪些有用？用在哪里？

创造收入 政府预算与税收 生物多样性补偿 自然基础设施
绿色金融产品 - 绿
色股权

绿色金融产品 - 绿
色债券

达成更优结果

无条件赠款

基于绩效的支付

优惠贷款

绿色小额信贷

私人保护地

担保

生物多样性直接投资 生物多样性主流化投资

  上表根据生物多样性保护投资的现有表现，展示了本章所述的交付机制如何催化某些融资机制
并与其高效协作。颜色越深，表明该交付机制在相应的融资机制中催化融资的潜力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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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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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支出可能涵盖多个行动，包括采取一系列政策、财政、商业和金融

措施。这些行动将现有资本流导向那些降低生物多样性负面影响或对生物

多样性产生积极影响的活动。公共政策措施包括改革、调整和取消政府对

生物多样性有害的补贴。私营部门措施包括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实践，例

如可持续供应链融资，以及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估。虽然扩大以积极影响生

物多样性为目的的融资规模至关重要（见第5章），但除非政府和企业优先

改革有害补贴，并强化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措施，否则到2030年，仍将无

法填补约5 980亿至8 240亿美元的全球生物多样性融资缺口。

当前进展

每年大约 44 万亿美元的经济价值，即全球 GDP 的一半以上，都适度

或高度依赖于自然及其生态系统服务（WEF，2020a）。建筑业、农业和

食品饮料行业是三个对自然依赖度最高的行业，占全球GDP的15%以上，

而其他对自然中度依赖的行业则占全球 GDP 的 37%（WEF，2020b）。

新冠疫情的出现证明了包括航空和酒店业等其他相关行业可能极易遭受生

物多样性丧失引发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生物多样性丧失可能导致人畜

共患疾病的暴发。企业对生物多样性的依赖加上生态系统的持续退化，使

得生物多样性丧失成为全球经济体面临的主要风险。实际上，世界经济论

坛的《全球风险报告》将生物多样性丧失列为可能性和影响程度最大的五

大全球风险之一（WEF，2020b）。从全球来看，虽然每年投入在生物多

样性保护的资金为1 240亿至1 430亿美元，但自相矛盾的是，政府每年在

补贴上的支出是这一金额的5至7倍，而且其中一些补贴会直接有害于生物

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丧失造成的威胁应促使政府和企业识别有害政策和实践，

并进行相应改革，以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趋势。但这需要公共和私营机

构同时分析其业务对生物多样性的依赖程度，并采取行动减轻其负面外部

性（OECD，201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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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工具被开发用以量化机构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正如各国政府使用 GDP 作为其经济生产的衡量指标一样，这些工具现在

能够通过自然资本核算来更好地理解和衡量自然资本对其国家政策目标的

贡献。例如，从 2014 年到 2016 年，荷兰开发了自然资本图集，以监测该

国境内生态系统服务和自然资本的地理信息（van Bodegraven，2018），

创建了国家自然资本账户系统，以绘制生态系统服务及其社会效益。

在认识到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相互关联的情况下，企业也可以

在各自的影响范围内评估自然资本资产，尤其指其运营和投资决策相关的

自然资本资产。ENCORE 是自然资本金融联盟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

倡议（UNEP FI）共同开发的工具，此工具允许金融机构筛选其投资组

合，识别其中的自然资本风险，并将这些风险纳入其投资风险管理程序

（ENCORE，2020）。另一种工具，生物多样性综合评估工具（IBAT）则

使用世界保护区数据库、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和世界生

物多样性关键区域数据库，来评估生物多样性高价值区域内的活动是否与

自然发生冲突（IBAT，2019）。此外，《自然资本议定书》探讨了企业对

自然资本的依赖问题，最近补充的内容明确涉及了企业对生物多样性的依

赖问题。其中的四步流程帮助企业表述依赖关系、选择恰当分析范围、使

用正确的估值方法以及制定未来举措（自然资本联盟）。

生物多样性指数结合了一系列的测量结果，可作为公司制定基于科学

的目标（SBTs）的基线。例如，公司的生物多样性足迹评估工具“全球

生物多样性得分”使用了平均物种丰富度指数，将公司的经济活动与当地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受到的负面影响联系起来。这些指数可以披露给投

资者或监管机构，详细说明如何收集和分析数据，以及数据的准确性水平

（Lammerant等人，2020；CDC Biodiversité，2020）。尽管现有方法和

工具在日益完善，种类也不断增多，但政策实施和执行情况仍远未达到预

期水平。此外，现有的大多数工具都用于诊断问题，关于有效改革和支出

调整的指导性信息和工具仍然十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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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背景简述

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聚焦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根本原因，并提出潜在的

补救措施，包括需要推动根本性政策转变，引导公共和私营部门消除当前

及未来会造成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驱动因素。其中目标 3 表明，“改善激励机

制，包括取消、淘汰或改进对生物多样性不利的各种补贴机制，以尽量减

少或避免对生物多样性的不利影响”，这些有害补贴和措施应该被“有利

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积极激励措施”取代（CBD，2010a）。

目标 4 描述了公共和私营部门要通过“实现或实施可持续的生产与消费计

划”（CBD，2018）协同改变现有的商业做法。

广泛的共识是，国际社会未能完全实现爱知目标 3。根据《生物多样

性公约》，绝大多数国家在落实目标 3 方面进展不足，国家政策没有发生

重大变化。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国家的行动偏离了目标 3 的实现方向

（CBD，2016）。目标4的评估结果也同样不容乐观，大多数国家都鲜有进

展。社会各界，尤其是跨国公司，日益认识到生物多样性丧失给全球经济

带来的风险。

尽管国际社会未能实现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但在其他方面还是取得

了一些进展。赤道原则是 2003 年推出的大型银行项目融资风险管理框架，

旨在帮助金融机构评估和管理环境和社会风险，已被38个国家的105家金

融机构采用（赤道原则，2020）。2020年9月，总资产3.5万亿美元的26

家金融机构签署了《生物多样性融资承诺》，旨在让金融机构承诺为限制

和扭转自然损失制定行动目标、定期报告进展并促使全球领导人提供支持

（Burberl 和 Verberk，2020）。欧盟最近发布了《欧盟 2030 年生物多样

性战略》，明确要求各成员国关注生物多样性，制定恢复退化生态系统的目

标，保护欧洲30%的陆地和海洋，并将欧盟10%的长期预算用于实现生物

多样性目标。该《战略》还明确呼吁各成员国“逐步取消对生物多样性有

害的补贴”，并禁止发放加剧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捕捞的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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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些进展，一些评论表示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终于开始采取果断

的措施，强化生物多样性风险管理标准，甚至还有评论称私营部门的发展

势头要强于公共部门。但由于体制制度框架薄弱、方法不成熟、数据收集

或使用有限，私营部门在实现上述目标方面进展缓慢。许多人呼吁制定新

的法律和法规，为所有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和激励机制，以主动管理

生物多样性风险，而不仅仅只针对部分可持续发展倡议的“先行者”企业。

为了应对这一能力差距，世界自然基金会、联合国环境署金融倡议、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及全球林冠联合其他赞助商和投资者，成立了自然相关财务

信息披露工作组（TNFD），引导全球资金流向“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和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等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目标领域。气候相关财务信

息披露工作组（TCFD）确立了气候变化相关风险的评估方法，而 TNFD

将以现有的 TCFD 等倡议的工作为基础（TCFD，2020）。TNFD 的工作

将有助于企业了解其面临的生物多样性相关风险规模（全球林冠和 Vivid 

Economics，2020），并为金融机构提供一个报告和监测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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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下表提供了一个框架，用于分析和理解调整对生物多样性有害资金中

的不同选择。框架采用下列五个标准：

1. 规模：可用于调整的资金规模？可以重新调整多少资金？

2. 时间表：在什么时间段调整？

3. 层级：在什么层级进行财务重组？

4. 直接投资/将生物多样性纳入主流：资金将如何重新分配？

5. 减少消极影响/增强积极影响：调整的目的是什么？

表8 调整支出：原则与标准

原则 充足 及时 目标 动机

标准 规模
可用于调整的
资金规模

时间表
调整的时间段

层级
进行调整的相关层
级：私营部门、国
家政府、国际组织
或多部门合作进行
资金重组？

减少消极影响 / 增
强积极影响
调整的目的：减少
生物多样性的负面
影响还是增强其积
极影响？

直接投资/将生物多样性纳入主流
资金调整后是直接投入生物多样性
保护，还是通过投资于其他将生物
多样性纳入主流的资产和部门，以
实现生物多样性的协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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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规模

理解不同选择的第一步是知悉可以调整的财政资源规模，这些资金可

以通过调整实现生物多样性的积极影响或减少对生物多样性的消极影响。

选项：

120亿至200亿美元

规模标准使用数值（以亿美元为单位）来代表2030年前资金调整的规

模。所述的调整规模为大致范围，下限估值表示政策干预较少的情况，而

上限估值则表示有重大政策干预的情况。

2. 时间表

时间表描述了从某一特定机制增加融资所需的时间范围。

选项：

 

短期
（< 2025年）

中期
（2025-2030年）

长期
（> 2030年）

支出调整的另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是及时调整用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

服务的资金。财务资源可以在短期、中期或长期(如上所述)进行重新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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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层级

层级标准是指由私营部门、公共部门（国内或国际）还是公私部门联

合执行财务资源调整。

选项：

私营部门 国内公共部门 国际公共部门 公私部门的跨部门协作

私营部门支出调整被定义为调整资金流动的方向完全由私营部门参与

者实施的机制。同理，公共部门支出调整完全由公共部门实施。

4. 直接投入或将生物多样性纳入
主流

可以将对生物多样性不利的资金流直接调整为对生物多样性产生积极

影响的投资。另一方面，把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主流的调整机制将生物多

样性保护列入诸如可持续农业、可持续基础设施和可再生能源等部门可持

续投资的目标，以产生协同效益。

选项：

生物多样性直接投资 生物多样性主流化投资

生物多样性直接投资能够调整对生物多样性产生负面影响的财务资源，

使其能够对生物多样性产生积极影响，例如，资金不再用于补贴对生物多

样性有害的活动，而是用于直接对生物多样性产生积极影响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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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主流化投资通过在生物多样性友好型部门，或者相对友好

型部门，如在可持续农业和可再生能源部门进行可持续投资和资源分配，

实现生物多样性协同效益。

5. 减少消极影响/增强积极影响

选项:

减少消极影响 增强积极影响

许多融资机制将资金直接用于对生物多样性有害的行业和活动。本章

所述的机制有可能会降低损害生物多样性的支出水平（减少消极影响），或

者增加对生物多样性产生积极影响的资金（增强积极影响）。可持续供应链

和在筹资活动中将生物多样性风险纳入考虑范围等机制，既减少了不利于

生物多样性的负面资金流，同时又能增加有利于生物多样性的正向资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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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调整指南

有害补贴改革

补贴是政府“根据生产者的生产活动水平，或根据其生产、销售或进

口的商品或服务的数量或价值”向生产者提供的无偿财政援助（OECD，

2001）。补贴有多种形式，例如免税、消费扶持、政府的研究资助和降低

投入成本。对生物多样性有害的补贴是指与无补贴的情况相比，有补贴反

而会危害生物多样性的情形（OECD，2003）。

在全球范围内，各国政府利用补贴来支持国内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补

贴旨在提供社会经济效益，满足更宏大的政府目标，如降低农村贫困发生

率或为低收入群体提供负担得起的燃料（OECD，2017b）。然而，许多

补贴因其对环境的有害影响而受到审查，特别是农业、渔业和林业部门的

补贴（OECD，2017b）。国际环境协定大都支持补贴改革。其中两个典

例是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和SDG的第14和15个目标，前者主张逐步取消

所有有害补贴，而后者则被许多国家解释为呼吁进行补贴改革（IPBES，

2019；United Nations，2015）。《欧盟 203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承诺

各成员国“需要与合作伙伴加强合作，逐步取消对生物多样性有害的补贴”

（European Commission Communications，2020）。

并不是所有的补贴都会危害生物多样性，事实上，许多补贴方案经过

修改便可改善生物多样性状况（见第 7 章）。但是有害补贴可能会鼓励土

地用途变更、造成次优土地管理和过度捕捞等低效自然资源管理等行为

（IPBES，2019）。改革有害补贴需要审慎规划，以识别和减轻因为补贴使

某些群体处于不利地位的可能性，并为预计受负面影响最严重的群体提供

支持。尽管出于善意，但补贴可能产生意料之外的结果。生物燃料对土地

用途变更产生的间接影响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为了生产生物燃料，用于

种植生物燃料原料的农田面积扩大，反而增加了总碳排放量。

在如何改革补贴方面，国际共识是补贴应与生产水平脱钩（OECD，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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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产量为基础的补贴支撑了粮食系统的增长，但在许多情况下，此

类补贴资源效率低下，还可能导致土壤退化、鱼类资源枯竭和森林砍伐

（Food and Land Use Coalition，2019）。相反，补贴应该鼓励生物多

样性保护，并允许生产者灵活实施有机农业以及土地和水资源利用综合规

划等环境友好型做法（FAO，2019）。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应该废止鼓励非

法和未报告的商品贸易补贴，这类补贴在渔业中十分普遍。降低投入（如

燃料）和船只升级成本最有可能导致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的捕捞活动

（Martini and Innes，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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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拓展

为什么我们需要改革
对生物多样性有害的
补贴？

发放对生物多样性有害的补贴不仅会使生产

活动危害动植物物种，而且还会形成一种恶性循

环，即人类活动会导致自然资本资产退化，而企

业利润很大程度上依赖这些自然资本。农业生产

依赖昆虫传粉和土壤质量，昆虫和植物多样性对

这两种生态系统服务来说必不可少（PwC and 

WWF，2020）。然而，农业造成了大部分土

地利用变化，是环境退化的首要原因（IPBES，

2019）。补贴会降低自然资源成本、弱化对更可

持续生产方法创新的激励，最终加剧对自然资本

的依赖，这些因素都会助长环境退化。因此，改

革对生物多样性有害的补贴为各国政府提供了机

会，使现有的生产实践在社会和环境效益方面更

具可持续性，并减轻未来与生态系统持续退化相

关的风险。

改革有害补贴还可以通过引入新的、更可持

续的生产实践，从而带来新的经济机遇。丰富的

生物多样性会提供授粉和虫害控制这样的生态系

统服务，关键物种的消失已导致农业生态系统

效益下降了 50%（Dainese 等人，2019）。土

壤微生物多样性有利于土壤健康，防控土传病害

（Sánchez-Moreno，2018）。

这种改革对于严重依赖农业、林业和渔业的

发展中国家至关重要。2019 年，对生物多样性

造成潜在危害的农业、渔业和林业补贴每年预计

高达 2 740 亿至 5 420 亿美元，这比当前生物多

样性融资数额还要高出 2～4 倍。如果在计算时

将化石燃料补贴也纳入考虑范围，则对生物多样

性有害的补贴每年将达到6 700亿至1.02万亿美

元，这比当前的正向融资还要多5～7倍。

到 2030 年，改革所有可能对生物多样性有

害的补贴将是一项艰巨的挑战。然而，如果将工

作重点放在那些最为有害的补贴上，这将大大减

少每年流向生物多样性的负面资金流。如果2030

年前能够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就可以将对生物多

样性危害最大的支出减少 2 740 亿至 6 700 亿美

元，这一数额将使大多数机制的调整潜力相形见

绌（见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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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面资金流
-1.02万亿美元

4 43 3
负面资金流
-1.02万亿美元

正向资金流
1 430亿美元

正向资金流
6 400亿美元

A. B.

4

8

3

7 6 5

1

4

2

3

7 6 58

1 12 2

1 2

图7 
当前和未来全球生物多样性
融资及有害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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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正向资金流
6 400亿美元

负面资金流
-3 500亿美元

C.

8 7 6 5

A.  
2019 年全球生物多样性融资及有害补贴

B. 
2030 年前，大多数有害补贴
都未改革的情景

C.
2030 年前，大多数有害补贴都已
改革的情景

负面资金流

1. 化石燃料补贴
2. 农业生产补贴
3. 渔业生产补贴
4. 林业生产补贴

-4 780
-4 510
-360
-550

-4 780
-4 510
-360
-550

-820
-2 210
-200
-27

总计： -10 200 -10 200 -350

正向资金流

1. 生物多样性补偿
2. 政府预算与税收
3. 自然基础设施
4. 绿色金融产品
5.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与碳市场
6. 官方发展援助
7. 可持续供应链
8. 慈善与环保NGO

90
780
270
60
10

100
80
40

1 680
1 550
1 390
930
400
190
190
80

1 680
1 550
1 390
930
400
190
190
80

总计： 1 430 6 400 6 400

4 3

1
21

（单位：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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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补贴改革：农业

截至2019年，对生物多样性可能有害的农业补贴总额估计为4 510亿

美元，其中对生物多样性危害最大的补贴达 1 000 亿至 2 300 亿美元。由

于土地利用变更、水和土地污染以及土地退化，因此农业部门可能是目前

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首要推动因素（IPBES，2019）。这些影响源于各

种不可持续的高强度农业活动，这类农业活动通常滥用农业投入品、导致

土壤耗竭和森林砍伐。毁林开荒以及毁坏其他自然栖息地，为集约化农业

让路，通常人们会在这些地区建立大豆和油棕种植园、种植单一品种树木

以获得木材和纸浆，或者开辟牧场养殖肉牛等做法，对热带地区的危害极

为显著，因为这些区域的生物多样性尤其丰富。整体上农业部门贡献了近

25%的温室气体排放（IFRI，2019）和80%的全球森林砍伐（Kissinger

等人，2012）。此外，农业用水占人类总用水量的 70%，水污染则主要由

化肥流失、地下水盐碱化和农用化学品污染造成（FAO，2017）。

2019 年，对生物多样性造成潜在危害的农业补贴达到了 2 300 亿至

4 510 亿美元（OECD，2020a）。如果这一趋势继续下去，到 2050 年，

农业将导致陆地生物多样性丧失 70%，淡水生物多样性丧失 40%（Food 

and Land Use Coalition，2019）。如果对这些补贴进行调整，改为发放

对生物多样性产生积极或中性影响的农业补贴，既能保护生物多样性，又

能保护支撑农业部门的生态系统服务，如昆虫授粉。这将提供每年价值

1 530 亿美元的服务，能够维持 100 种最常用作物中的 71 种作物的种植

（PwC and WWF，2020）。

让农业补贴更加环保的最常见方法是将生产与政府援助脱钩，并将焦

点目标从农民利润转移到污染问题上。在欧盟共同农业政策（CAP）中，

农业援助与产量和投入脱钩，这使得 1990 年至 2015 年间欧盟氮肥使用量

下降了20%，一氧化二氮排放量下降了17%（世界银行，2018）。尽管在

具体指标方面取得了进展，但 CAP 仍未能成功阻止农业生物多样性丧失。

同时，由于缺少一致而可靠的信息，衡量进展也很困难（European Court 

规模（2030）

0至2 300亿美元

时间表

   

层级

    

直接或主流化

  

 减少消极影响/增强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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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Auditors，2020）。根据《欧盟 203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在此基础

上，CAP 将分配 40% 的预算用于资助气候韧性农业、高效资源利用和环

保食品系统（European Commission Communications，2020）。

有证据表明，不再聚焦生产，将补贴重点转移也可以提高农业效率。

1986年新西兰取消了所有农业补贴，此后农业部门就业增加，且该国肉类

行业的效率升至世界第二位（CBD，n.d.）。为了确保到2030年改革和调

整对生物多样性最有害的1 000亿至2 300亿美元的农业补贴，各国必须承

诺在未来 10 年内每年至少减少 6.3% 的补贴。这样在 2030 年前，危害生

物多样性的农业补贴将削减至0至2 21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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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吉尔吉斯斯坦改革有
害补贴以改善生物多
样性

农业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关键部门和重要生计

来源，2018年，该部门雇用了全国32%的人口，

产出占该国GDP的14.2%（FAO，2019b）。私

人农场在其中占主导地位（60%），其次是私人

自留地（38%）和国有农场（2%）。粮食和牲畜

养殖构成了大多数生产活动，由农民自给自足，

该国主要的出口商品是烟草和棉花。

吉尔吉斯斯坦为提高农业生产力，发放了若

干补贴，例如农业投入品补贴（如化肥、杀虫剂

和种子）、农业生产者的贷款利率补贴、公用事

业费补贴（水电）、灌溉系统管理和维护成本补

贴、所得税、增值税（VAT）以及有利于生产者

和食品加工商的土地税豁免。据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生物多样性金融倡议（UNDP BIOFIN）统计，

2017年吉尔吉斯斯坦的农业补贴总额达到了3亿

美元。

UNDP BIOFIN 针对政策和机构进行了审

查，结果显示，一些农业补贴导致不恰当的土地

利用，不完善的水资源管理措施，导致生物多样

性退化。这些活动包括过度或不受控制的放牧、

为了开发新的牧场和干草场毁坏高山野生动物栖

息地、将农业用地向其他类型的经济活动转变。

截止本报告完稿前，吉尔吉斯斯坦大约三分之一

的牧场已退化。

以下三个案例表明补贴直接导致了环境的负

外部性。首先，免征增值税助长了农用化学品的

过度使用，从而降低了土壤质量，并导致化肥流

入非农业地区和水体。其次，政府的支持导致高

产种子品种取代了地方作物，从而减少了作物品

种和作物物种的遗传多样性。再次，水费补贴导

致不可持续的用水，耗尽了水资源，也造成了土

壤肥力丧失、内涝、盐碱化和水土流失。

为了应对补贴产生的环境影响，吉尔吉斯斯

坦政府在《2019-2023 年绿色经济发展规划》

中提出，必须审查所有农业补贴，确定其环境影

响程度。一个机构间工作组和UNDP BIOFIN正

在与该国政府开展合作以识别最有害的农业补

贴，并帮助其制定向绿色农村农业转型的支持政

策。目前的重点是用新的政策取代农用化学品的

增值税豁免、补贴贷款和补贴水费的财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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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瑞士改革农业补贴以
改善生物多样性

在瑞士，36% 的物种濒临灭绝，近 50% 的

野生动物栖息地受到威胁。农业是造成瑞士生

物多样性丧失的主要原因之一，农业用地约占

该国土地面积的三分之一，其中大部分地区都

存在水和土地过度使用的情况。为此，瑞士颁

布了《2014-2017 年农业政策》（AP，2014-

2017），以使农业补贴产生更积极的生物多样性影

响（OECD，2017c）。

瑞士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进行农业部门绿

色转型，当时还批准了生态直接付款，为生物多

样性友好型农业活动提供补偿。1996年，一项提

案得到了75%选民的支持，成为瑞士联邦宪法第

104 条的起源，该条款要求瑞士农业满足四大支

柱：粮食生产稳定、能够保护未来土壤和饮用水

资源的耕作方法、负责任的景观管理，以及可持

续农村。1999年的一项附加农业法律规定，直接

付款取决于“生态效益证明”（PEP）。此后，瑞

士农场需要遵守PEP要求，以换取直接付款。

为了更好地使其农业部门与第 104 条的目标

保持一致，瑞士联邦农业局与农民联盟、世界自

然基金会、其他环保NGO和经济组织开展合作，

起草了《2014-2017年农业政策》。此次改革引

入了两个新的PEP框架，其中一个针对“高价值

生物多样性区域”，并将生物多样性标准纳入了

一种新型景观付款机制中。改革还修订了每公顷

土地补贴和牲畜养殖补贴机制，这两者都是农民

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补贴的取消最初遭到了农

民联盟和保守党派的抵制，作为回应，多数自由

党派做出妥协，增加了市场改革，来鼓励更多农

民进行自由贸易。第 104 条的全民投票结果也支

持自由党的观点，投票表示公民希望农业可以引

入更加严格的环境标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要求。

瑞士政府进一步启动了转型支付机制，对损失较

严重的农民进行补偿，并争取更多农民对改革的

支持（OECD，2017c）。

现在还不知道《2014-2017 年农业政策》

会对生物多样性产生何种影响，但目前已经取得

了积极进展。符合“生态补偿区”标准或保留用

于恢复生态系统的土地面积在 2014 年就达到了

《政策》的目标。《政策》的农业支持总额达 145

亿美元，略高于瑞士此前的农业支出，且高于大

多数经合组织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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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补贴改革：渔业与水产养殖
业补贴

截至2019年，对生物多样性有潜在危害的渔业补贴总额估计为360亿

美元，其中 160 亿美元对生物多样性的损害最为严重。联合国粮食和农业

组织（2020）称，在生物可持续水平内的全球鱼类资源比例从 1974 年的

90% 下降到 2017 年的 66%。渔业补贴降低了捕捞作业中的可变成本和固

定成本，可能会导致全球鱼类资源枯竭，使经营者风险外部化，并鼓励过

度投资（OECD，2018d）。经合组织（2018d）发现，对生物多样性造成

最大负面影响的渔业补贴包括燃料补贴、船舶建造和现代化补贴、港口建

设和翻新补贴、价格和市场营销补助、渔业开发项目和国外海洋渔业准入

协议。其中一些补贴会导致过度捕捞行为，某些补贴还会产生额外的间接

影响，如刺激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的捕捞与过度浪费（IPBES，2019）。

水产养殖部门无节制或不可持续的增长也可能导致生产过剩（FAO，

2018）。通过投资赠款等补贴可以人为地提高产量，对附近的生态系统造

成不可逆转的破坏，比如亚洲将红树林大规模转变为养虾场。不加控制的

水产养殖生产还可能导致红树林破坏、土壤盐碱化或酸化、水污染及水文

模式变化等负面影响。

渔业政策必须停止助长过度捕捞、产能过剩以及非法、未报告和无管

制的捕捞（OECD，2018e）。这些部门中超过 50% 的有害补贴来自新兴

市场，因此资助方和国际组织应支持发展中国家进行审慎改革，以实现经

济和环境效益（OECD，2019b）。对生物多样性危害最大的渔业补贴价

值160亿美元，为了保证这些补贴在2030年前得到改革和调整，各国需要

承诺在未来 10 年内每年至少削减 5.1% 的补贴比例。这样的话到 2030 年，

危害生物多样性的渔业补贴将削减至0至200亿美元。

规模（2030）

0至160亿美元

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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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或主流化

  

 减少消极影响/增强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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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补贴改革：化石燃料补贴

截至2019年，化石燃料补贴总额估计为4 780亿美元，其中3 960亿

美元的补贴对生物多样性造成的危害最为严重（OECD，2020a）。四大类

补贴刺激了该行业的生产过剩，分别是：（1）直接资金转移，（2）诱导转

移或价格补贴，（3）税收支出补贴、其他收入损失以及商品和服务定价过

低，（4）风险转移（UNEP，2019）。虽然补贴总量较 2018 年有所下降，

但经合组织的分析表明，44 个发达和新兴经济体对化石燃料的支持同比增

加了38%（OECD，2020a）。此外，2019年全球石油价格的下跌可能是

化石燃料补贴总体下降的主要原因（OECD，2020a）。

化石燃料补贴会对生物多样性产生各种直接和间接的负面影响。直接

影响通常来自化石燃料的开采和运输。但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会对气候和

栖息地产生负面影响，间接影响可能更具破坏性。这些与气候相关的长期

影响很难预测，并且与多种其他因素相关。

印度尼西亚对化石燃料补贴的改革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案例：2013 年，

印尼政府提供了大米补贴，以缓解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UNEP，2019）。

同样，摩洛哥在2014年将资金重新分配用于社会和卫生计划以及可再生能

源等增长部门（UNEP，2019）。G20 和欧盟在化石燃料补贴改革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欧盟还设定了目标，到2025年前结束对煤炭行业等高碳排

放生产的援助（OECD，2019a）。即便如此，不可否认的是，任何化石燃

料补贴改革都可能遭遇重大政治障碍。特别是针对那些旨在为较低收入群

体带来负担得起的天然气和石油的补贴。厄瓜多尔政府在2019年取消汽油

补贴后，汽油价格上涨了25%，这引发了12天的暴力抗议。对生物多样性

危害最大的化石燃料补贴约3 960亿美元，为了确保在2030年前改革和调

整这些补贴，各国需要承诺在未来 10 年内每年至少减少 14.8% 的补贴比

例。这样的话到2030年，危害生物多样性的化石补贴将削减至0至820亿

美元。

规模（2030）

0至3 960亿美元

时间表

   

层级

    

直接或主流化

  

 减少消极影响/增强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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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财政转移支付

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是各级政府间重新分配税收收入的机制，通常是

国家和地区政府将收入转移到地方政府。重新分配给地方政府的资金量取

决于人口、土地面积、GDP、地理位置和发展水平等标准。

生态财政转移支付（EFT）是财政转移的一种，将环境指标纳入财

政转移计算过程，以奖励对保护工作和自然保护地进行投资（UNDP，

2016）。政府间转移支付占经合组织以外的地方支出的近 60%，占经合组

织内部支出的三分之一（UNDP，2016）。在大多数情况下，尽管环境因

素能给地方管辖范围带来实际好处，但实际上却并未考虑这些因素。EFT

可以通过补偿环保投资的机会成本来推进保护行动。如果没有 EFT，地方

政府更有可能利用财政转移支付投资于传统农业、工业和建筑业等活动，

以最大限度实现短期创收，而不是追求环境效益。

迄今为止，尽管完善的生态财政转移计划并不多见，但马来西亚、巴

西、葡萄牙和法国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这证明 EFT 这一概念是可行

的。当资助标准取决于保护区的统计数据时，EFT 就会变得特别必要。利

用 EFT 来支持保护地可以保护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其保护的细致程度是

国家级规划无法比拟的，尽管国家可能并不认为这些微生境具有这么高的

价值，但仍有可能进一步保护对地方而言具有重要生态价值的微生境。

规模（2030）

N/A

时间表

   

层级

    

直接或主流化

  

 减少消极影响/增强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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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拓展

巴西、印度尼西亚和
印度的生态财政转移
支付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巴西一直是全

球生态财政转移支付（EFT）领域的领导者之

一。ICMS（商品流通税和生态服务，或 ICMS

生态）是一项创新机制，致力于将环境指标核算

纳入国家向各州的财政转移中。该机制基于通用

的 ICMS 税，类似于增值税。ICMS 生态的资金

被用于补偿土地使用受到的限制和鼓励环境保护

（Cassola，2010）。巴西的巴拉那州在 1989

年开始使用 EFT。向市政当局转移的资金等级

由一个指数确定，该指数反映保护地的规模、市

政当局的规模、保护区的管理类别和保护区质量

（Loft 等人，2016）。此指数和转移机制跟踪记

录了生物多样性、水资源质量以及保护地的管理

和对社区的贡献。该方案在巴拉那州受到好评，

应用并受益于生物多样性指数的城市数量在八年

内增加了 179%。在同一时期，保护地的范围扩

大了165%（Cassola，2010）。

印度在确定联邦税收分配的公式中包括森林

覆盖率。2014年，印度财政委员会宣布，森林覆

盖率的财政转移权重为 7.5%，这由印度林业局

每年两次的调查确定（Busch and Mukherjee，

2018）。在2015年至2016年间，即改革后的第

一年，基于森林覆盖率被转移支付到各邦的资金

约57亿美元（Reserve Bank of India，2016）。

这为保护现有森林和恢复退化森林提供了相

当大的财政激励。到目前为止，这对印度的森林

覆盖率没有显著影响，但需要在更长的一段时间

内进行更严格的分析，以揭示任何实质性的影响

（Busch and Mukherjee，2018）。

印度尼西亚此前也建立了财政转移支付框

架，但在 2019 年 8 月才开始将环境指标纳入分

配计算过程。印尼的 EFT 在省级生态财政转移

（TAPE）计划下运作，该计划将资金从省级转移

到各地区，地区级生态财政转移（TAKE）则将

资金从各地区转移到村一级。TAPE 资金根据两

套标准进行分配。第一套标准根据该地区的森林

覆盖总水平提供资金，第二套标准根据森林覆盖

的变化水平提供额外资金（Keift and Efriyanti，

2020）。2019 年，印度尼西亚的财政转移支付

达到 560 亿美元，这笔资金为各区域创造了重要

的激励机制，从而有助于未来几年维持和提高森

林覆盖率（Keift and Efriyanti，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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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

私营部门可以将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纳入其业务运营，从而在生物多

样性保护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在金融服务业和非金融行业实施环境和社

会风险管理有助于实现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4。该目标关注企业在保护生物

多样性方面的责任。农业、渔业、林业和化石燃料部门每年获得的潜在有

害补贴高达 6 700 亿至 1.02 万亿美元。据估计，在 2019 年，世界上最大

的 50 家银行向造成严重生物多样性危害的行业投资了逾 2.6 万亿美元，平

均每家银行投资约520亿美元（Portfolio Earth，2020）。一项针对1 800

家公司的审查发现，其中超过 13% 的公司对环境造成的损害超过了其获

得的利润，近 33% 的公司造成的环境损害相当于其利润的四分之一（fDi 

Intelligence，2020）。

一些公司高度依赖的生产活动可能造成生物多样性退化或者对自然产

生重大负面影响，而生物多样性投资风险管理可以减少这些公司的投资或

贷款组合敞口。这样做能够避免未来因栖息地丧失而产生的成本，特别是

在生物多样性退化对企业和社会的实际威胁变得更加紧迫的情况下。此外，

到 2030 年，这将创造 10 万亿美元收入和 3.95 亿个就业机会（WEF and 

AlphaBeta，2020）。对于金融部门而言，这意味着将生物多样性风险分

析纳入ESG投资和贷款实践的主流。对于提供商品和服务的公司而言，这

意味着对其供应链和生产实践进行评估，以提高可持续性和效率。虽然目

前还没有像反映气候变化风险的碳排放量一样成型的生物多样性风险指数

或指标，但生物多样性综合评估工具交叉引用了三个业界认可度最高的生

物多样性数据库，为量化企业对生物多样性的支持迈出了第一步。

主要投资者和贷款机构所制定的标准可能会影响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

但这最终还是取决于企业是否实践供应链转型。供应链由组织、人员、活

动和资源组成，正是这些要素促成了全球商品和服务相关的生产、消费及

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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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供应链

随着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逐渐意识到可持续供应链的必要性，一系列

用于商业模式转型的融资工具涌现。私营金融机构、多边开发银行和发展

金融机构可以提供优惠融资，以鼓励供应链上的生产者开展更可持续的生

产活动。政府可以出台禁止有害供应链的法律来推动转变。例如，英国政

府在2020年8月提出了一项新法律，禁止公司销售从非法砍伐森林的土地

上收获的产品。世界可可基金会与荷兰可持续贸易倡议组织（IDH）召集西

非最大的可可和巧克力公司与加纳和科特迪瓦政府开展合作，共同促成了

可可与森林倡议，使各公司进行良性竞争，终止可可供应链中的森林砍伐

和森林退化。

供应链金融指的是为企业的营运资本需求提供流动性以支持贸易交易

的金融产品（BSR，2017）。BSR是一家非营利组织，聚集了250家成员

企业，讨论企业责任问题。为了实现可持续贸易规范，该组织确定了三种

金融解决方案：（1）可持续应付账款融资，（2）可持续贸易贷款，（3）智

能合约解决方案（BSR，2017）。可持续应付账款融资指买方将其ESG绩

效标准纳入供应链金融方案，以便供应商因可持续发展表现强劲而获得奖

励和/或实际利益（BSR，2017）。可持续贸易贷款用于支付商品和服务供

应商采购可持续来源、生产或转化的原材料的费用。最后，智能合同解决

方案利用区块链技术在买家和卖家之间提供自动生效的合约，提高了供应

链的透明度和可追溯性。金融机构也可以为供应商提供优惠融资，使其参

与更可持续的生产实践。例如，总部位于伦敦和里约热内卢的可持续投资

管理公司创建了负责任商品基金，为那些承诺不在巴西塞拉多草原或稀树

草原开荒的大豆种植户提供信贷额度补贴（Kingsbury，2019）。

投资者也可以为供应链积极转变做出贡献。巴克莱银行的生物多样性

景观对与不可持续的牛、棕榈油、大豆、木材生产和供应链相关的生物多

样性高风险的跨国公司进行了评估（Ogundiya等人，2020）。

规模（2030）

120亿至190亿美元

时间表

   

层级

   

直接或主流化

  

 减少消极影响/增强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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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拓展

可持续供应链承诺对
林业部门的影响

2014年至2018年间，全球每年损失的森林

总面积相当于一个英国的面积（NYDF，2019）。

过去五年中出现了新的森林砍伐热点地区。拉丁

美洲的森林砍伐速度快速增长，2018 年 5 月至

2019年6月间，仅巴西亚马逊河流域的树木覆盖

损失就增加了88%（NYDF，2019），非洲森林

也日益受到威胁。农业和林业的商业化扩张是当

前森林砍伐的主要驱动因素，2008年至2010年

间，大规模商品林业导致40%的热带森林遭到砍

伐（FAO，2020）。从表面来看，农业利润的增

加可以使森林的土地用途变化显得合理，但如果

将森林提供的所有生态系统服务完整地包括在内，

财务合理性就不再站得住脚。

企业和国家正在加大努力，采用尽量减小对

森林有害影响的生产活动。类似举措包括政府实

施生产合规标准，私营部门独立提高其生产过程

的可持续标准。2010 年消费品论坛宣布到 2020

年实现零净森林砍伐。2014 年《纽约森林宣言》

（NYDF）是一份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宣言，由包

括 200 名来自公私部门的签署人做出承诺，承诺

到 2020 年消除农产大宗商品供应链中的森林砍

伐现象（Thomson and Rogerson，2020）。

不幸的是，全球林冠的《森林 500 强》年度报告

显示，2019 年这一领域几乎没有取得进展，一

些公司甚至还下调了森林砍伐承诺（Thomson 

and Rogerson，2020）。

这种停滞不前的状况表明，公共和私营组织

需要更好地履行减少森林砍伐的承诺，以及将多

方利益相关方参与的方法引入可持续供应链。

政府还应减少消费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生产

的商品，以遏制森林砍伐。森林趋势指出，2014

年，欧盟、中国、印度、俄罗斯和美国是对生物

多样性影响最显著的大宗商品的几大买家，因此

可以出台扶持政策和国家级别框架来减少此类需

求（Lawson，2014）。截至 2019 年，对生物

多样性有害的林业补贴总额估计为 550 亿美元，

其中 280 亿美元的补贴会对生物多样性造成严重

危害。为了确保在 2030 年前对这些补贴进行改

革和调整，各国需要承诺在未来 10 年内每年至

少减少6.3%的补贴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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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拓展

获取和惠益分享

《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的第三个目标是

“公平公正地分享遗传资源利用所产生的惠益”。 

2014 年，《〈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获取遗传资

源和公平公正分享其利用所产生惠益的名古屋议

定书》正式生效并为落实《公约》的第三大目标

提供了一个全球框架。该《议定书》仅在取得当

地社区同意并签署事先知情同意书后，才允许获

取受保护的生物遗传资源，从而实现生物多样性

保护（CBD，n.d.）。对于具有商品生产潜力的

一些动植物物种，特别是在生物医学领域，CBD

提出应促进社区和感兴趣的利益相关方平等分享

这些资源。《名古屋议定书》提高了遗传资源及其

传统知识的使用者和提供者的法律确定性和透明

度，这些遗传资源包括所有生物及其组成部分。

获取和惠益分享（ABS）这一概念由CBD提出，

《名古屋议定书》对其又做了进一步阐释。ABS

通过平衡遗传资源使用者和提供者的利益，将生

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与学术和商业价值

追求结合起来。许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将

ABS视为一个现实的机会，是从生物多样性中创

造价值、支持国内研究、创造有利于人民福祉和

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的创新价值链。

2014 年，欧盟正式制定了 ABS 立法，要求

遗传资源及其传统知识被“用于遗传特性和/或生

物化学成分研发”时，应按照双方商定的条件与

当地社区共享这些资产（EU No 511，2014）。

通过数字序列信息可以使ABS扩展到更广泛

的生物医学、农业和医疗用途，这将有助于提供

更多的基因组测序数据供公众使用（Land 等人，

2020）。然而，为了充分发挥 ABS 的潜力并利

用其实质的影响，资源提供国需要建立有效的监

管框架，制定国家定价战略，并与遗传资源和相

关传统知识的用户协商达成可执行的 ABS 合同。

2020 年初，全球 124 个国家认识到这一可持续

发展机遇，批准了《名古屋议定书》。目前，许

多国家的ABS战略和法规正在制定或修订中。

生物多样性保护目前是 ABS 框架的一部分，

但在未来的ABS政策谈判中可能会取消。在这种

情况下，未来所有协议都将涉及遗传资源交换而

非生物多样性。然而，在ABS政策下，生物多样

性的损失并没有得到缓解，因为尽管许多国家担

负 ABS 义务，却仍然从不同的栖息地开采资源。

批评者认为，生物多样性保护需要各方进行跨学

科谈判，而ABS本身并不是管理这些谈判的适当

机制或框架（Laird等人，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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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投资风险管理

为了将生物多样性投资风险管理纳入业务范围，金融服务公司应在其

风险分析流程中考虑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成本。这样做可以确保投资者在评

估其投资组合时将生物多样性纳入主流，从而最大限度降低与自然环境恶

化相关的风险。金融机构可以通过采用诸如积极筛选和消极筛选、采用相

关规范和标准、企业参与、撤资和ESG整合等多种手段，在其投资组合中

实践生物多样性风险管理。

积极筛选和消极筛选使用一组标准来评估投资组合的收入模型和相关

的生产实践。如果公司在积极筛选中表现突出，即其核心业务有利于生物

多样性，则这些实践将被纳入投资者的投资组合（Braverman，2019）。

生物多样性风险的消极筛选则相反，不利于生物多样性的业务会被排除在

投资组合外。两种筛选既可以独立实施，也可以综合起来反映生物多样性

风险在 ESG 中所占的权重（Schroeders，2017）。采用规范和标准可以

促进实施更严格的可持续标准以获得资金。公司可以出台内部政策，政府

法规也可以要求公司采取行动（PRI，2018）。无论是哪种情况，企业和

被投资公司在实现生物多样性绩效指标方面必须保持透明度，并展示出参

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愿，向投资者阐明其面临的生物多样性风险和机遇

（PRI，2020a）。

金融机构还可以直接邀请高管或董事会成员参与风险管理，以取得更

好的环境效益。在极端情况下，如果公司不遵守生物多样性目标，投资者

和贷款人可以考虑从这些公司撤资（Maiden，2019）。最后，ESG 整合

要求金融机构根据其分析金融、市场和运营风险的方式，利用公司ESG成

果的可用信息，做出投资或贷款决策（Deutz等人，2020）。

举例来说，ESG 管理可以解决非法野生动物贸易问题，非法野生动物

贸易不但会危害生物多样性，也是许多人畜共患疾病，如 COVID-19 等

疾病暴发的根源之一。非法贩运者利用私营金融部门提供的服务，如购买

规模（2030）

N/A

时间表

   

层级

   

直接或主流化

  

 减少消极影响/增强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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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来洗钱。完整的风险评估和缓解措施可以预防这一问题。虽然生物多

样性投资风险管理尚未成为ESG风险管理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但各公司

已经逐渐了解生物多样性退化与其投资公司财务绩效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

并对此做出回应。在高风险行业和公司有重大敞口的投资者和贷款机构必

须重新评估他们的投资，如果这些公司的自然资本基础继续下降，则需重

新考量这些行业和公司产生回报或偿还债务的能力。生物多样性大量丧失

和生态系统崩溃可能导致信用、流动性、市场和运营方面的风险增加。为

了使这些风险管理工具有效，企业必须设定有意义的投资组合目标，以平

衡投资回报与生物多样性丧失带来的重大风险以及对客户的信托责任。进

一步应用这些风险管理工具需要获取连贯一致的资产和公司层面的生物多

样性数据，这些数据有助于标准化投资者预期，也有助于更好地识别投资

组合中的生物多样性风险（PRI，202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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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零售银行的生物多样
性保护目标

ASN 银行（ASN）是荷兰的一家零售银行，

专注于社会责任和可持续投资。ASN将生物多样

性作为其可持续发展政策的一个分支，并制定了

到 2030 年其投资产生生物多样性净正效应的目

标。为实现这一目标，ASN 与咨询集团 CREM

和PRé Sustainability合作，共同创建了金融机

构生物多样性足迹（BFFI）方法，以衡量其投

资组合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CREM and PRé 

Consultants，2016）。

BFFI 框架通过绘制公司业务在部门和地理

层面的影响来分析公司投资对生物多样性的影

响。绘制过程使用了第三方数据库的信息。这些

部门的环境影响通过使用环境供应应用数据库在

其运作的地理位置进行交叉参照。通过这一过程，

BFFI 能够估算公司施加的“环境压力”。该信息

还被用于生命周期分析模型，以量化环境压力与

陆地、淡水和海水生物多样性所受影响之间的关

系（CREM and PRé Consultants，2016）。

定量影响分析还辅以定性评估，通过使用生命周

期分析方法确定实际足迹与计算足迹存在偏差的

区域。

为了将 BFFI 方法推广到其他机构，ASN 建

立了生物多样性会计金融合作伙伴关系（PBAF），

金融机构能够计算自身运营过程中产生的生物多

样性影响。此外，ASN还在推动BFFI生物多样性

足迹计算过程实现自动化，以促进这一方法得到

更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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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拓展

通过投资风险管理将
生物多样性纳入主流

遗留的低效生产实践增加了企业面临的风

险，因为这些实践的适应性和可调整性相对较

差。尤其是当面临转型风险，或企业在向更可持

续的供应链转型方面投资不足的风险影响了业

务连续性时。例如，污染治理、采购和 / 或废物

管理等方面的法规发生变化，可能导致转型风险

高的公司遭受重大物质损失（DNB and PBL， 

2020）。反过来讲，转型风险越高，声誉风险就

越高，负面的环境影响可能会影响投资者或公众

的情绪（DNB and PBL，2020）。将生物多样

性风险管理纳入标准化 ESG 实践需要相关数据

来了解生物多样性丧失带来的重大风险，以及迫

使企业采用渐进风险管理实践的文化转变。

企业可以使用重要性地图或其他 ESG 风险

管理流程等工具来解释生物多样性财务风险。例

如，可持续会计准则委员会的重要性地图为投资

者和贷款人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以根据特定标

准评估某一行业的总体 ESG 风险。重要性地图

虽然有用，但可能会低估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风

险，因为它们将 ESG 风险汇总为单一结论，这

可能会模糊投资产生的生态影响。为了突出生物

多样性本身的影响，新框架可以根据公司对自然

的依赖程度赋予生物多样性影响更高权重，也可

以只关注生物多样性。未来将标准化企业对生物

多样性影响相关的关键绩效指标和数据收集，这

可以促进生物多样性的财务风险管理进一步纳入

主流。在 ESG 管理中考虑实体生物多样性风险

时，经济体和人也会面临转型风险，但物理风险

因素越大，转型就越迫切。此外，推迟转型会增

加物理风险，而物理风险的增加又会进一步加剧

转型风险（Colas等人，2019）。

荷兰中央银行对生物多样性丧失风险敞口的

分析强调了更好的数据和清晰的方法可以促进生

物多样性风险评估更快纳入主流。在荷兰金融机

构的投资中，36% 的投资依赖于一个或多个生

态系统服务（DNB and  PBL，2020）。荷兰央

行的模型突出了生物多样性丧失引发的物理、转

型和声誉风险（DNB and PBL，2020）。荷兰

央行通过评估国家金融机构面临的生态系统服务

（如授粉）风险敞口来计算物理风险（DNB and 

PBL，2020）。转型风险和声誉风险取决于公司

造成的生物多样性负面影响（DNB and PBL，

2020）。随着企业对公司层面生物多样性风险报

告机制更加完善，该模型将进行进一步的迭代和

改进，但在此之前，这个生物多样性风险计算方

法仍然足够为其他金融机构提供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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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拓展

零森林砍伐投资

金融机构可以与接受其投资或贷款的公司合

作，刺激这些公司做出改变，降低森林砍伐等活

动带来的生物多样性风险。2020 年，代表 17.7

万亿美元资产的 254 名投资者签署了一份声明，

要求公司披露特定商品的零毁林政策和相关承

诺，评估并减少森林砍伐相关的运营和供应链风

险，建立透明的监测系统，并编制汇报森林砍伐

情况的年度报告（PRI，2020b）。

由于森林砍伐速度日益加快且森林火灾发生

频率增加，英杰华集团、汇丰环球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以及法通投资管理公司等大批机构投资者

都签署了这一声明。这些投资者规模庞大、全

球分布较广，拥有很强的影响力来推动其他公

司在可持续生产和供应链方面做出选择（PRI，

2020b）。例如，拥有 4.6 万亿美元的 34 家资产

管理公司在巴西实施了 120 天的工作禁令，以应

对亚马逊热带森林的砍伐率每年增加 34% 的趋

势，并试图向政府施压，要求政府在森林养护上

担负更大责任（Thind，2020）。

可持续政策透明工具箱（SPOTT）是一个

免费的在线平台，在瑞士信贷银行等机构的帮助

下，由ZSL开发，用于支持可持续商品生产和贸

易，瑞士信贷银行担任该平台的技术顾问。通过

追踪 100 多个行业特定指标的透明度，SPOTT

鼓励企业采取良好实践，包括 200 多个世界上最

大的商品生产者和贸易商。投资者和买家等关键

影响者使用 SPOTT 评估来指导利益相关方的参

与，管理 ESG 风险并促进透明度提升，包括管

理多个行业中可能与森林砍伐相关的投资风险。

虽然投资者的风险管理意识有所提高，但资

产管理行业在其投资组合中管理生物多样性风险

和影响的方式尚未发生重大变化。ShareAction

机构的总部位于英国，主要就环境和社会问题为

投资经理提供咨询，该组织的一项调查显示，全

球 75 家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中没有一家制定专

门的生物多样性政策，其中只有11%的公司制定

了相关政策，要求投资组合公司最大程度降低对

生物多样性的影响（Cooper，2020）。2019年

进行的一项关于当前零毁林承诺的研究发现，如

果：（a）将生物多样性纳入风险管理做法的毁林

风险商品的全球市场份额增加，（b）关注点不再

仅局限于巴西亚马逊雨林等特定生物群系受到的

影响，（c）承诺不再只关注“净毁林”，而是侧

重于“总体”森林目标，（d）为实现承诺而设定

更加明确的目标和期限，那么可以积极推动全球

承诺的实现（Garrett等人，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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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拓展

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
投资

基础设施建设会加剧环境污染、阻断动物迁

徙路线、改变水文状况以及让偷猎者更容易进入

受保护的栖息地，这些都会导致生物多样性丧

失（WWF，n.d.）。在不考虑生态系统影响的

情况下建设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项目也可能对生

物多样性产生负面影响。最近一项研究表明，位

于北美、西欧和东南亚的 886 个保护区、749

个对陆地、淡水和海洋生态系统的存续和运转

做出巨大贡献的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以及 40 个

不同的野外区域，在其边界内部共建设了 2 206

个全面运行的陆上风电、水电和太阳能发电设

施（Rehbein 等人，2020）。可再生能源基础

设施所需材料的开采区域与 8% 的保护区、7%

的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以及 16% 的荒野相重叠

（Sonter等人，2020）。

未来几十年，对“一带一路”倡议等大型基

础设施项目的投资将会增加，可再生能源投资也

会扩大，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因此需要更多

的保障措施来防止生物多样性丧失（Narain 等，

2020）。可再生能源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每年将

需要 3.2 万亿美元为低碳能源转型提供资金，支

持基础设施市场增长的金融服务公司必须将生物

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影响纳入其投资尽职调查

过程。合规顾问 / 监察专员（CAO）在 2017 年

发布的监查报告中提醒国际金融公司（IFC）未

能出台足够的标准来评估其投资所产生的环境和

社会影响（CAO，2017）。2000 年至 2014 年

间，CAO 接到的有效投诉中有 26% 的投诉表示

IFC 项目导致了土地污染和生物多样性负面影响

（CAO，2017）。这些结果说明环境尽职调查和

监测对基础设施投资至关重要。必须实施有意义

的投资监测并惩罚导致负面环境影响的行为，否

则低碳基础设施的积极影响可能被生态系统损失

的负面影响所抵消。

IUCN 与法国电力集团、葡萄牙电力集团和

壳牌集团开展合作，为可再生能源项目开发最

佳实践，私营金融服务公司可以效仿 IUCN 的这

种模式。各机构共同制定了生物多样性风险框

架、缓解措施等级部门指南以及监管和保障建

议（IUCN， 2019a）。资本动力公司对加州太阳

能项目的投资充分执行了缓解措施等级框架，确

保当地植被和土地得到维护，没有使用园林绿化

机械，而是选择放牧的方式。因此，一个 7.3 万

英亩的牧场得以持续开放，6 200 英亩的土地也

得以保留，当地濒危物种得到了保护。资本动

力公司在开发土地进行可再生能源商业化的过程

中，避免了生物多样性可能遭受的潜在负面影响

（Infrastructure Investor，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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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拓展

法国的ESG与生物多
样性保护

2015年，法国通过的《绿色增长能源转型法

案》第173条彻底改革了ESG投资报告，该法案

要求法国机构投资者和保险公司报告以下三点内

容：（a）总体ESG政策，（b）用于ESG监测和

评估的资源，（c）投资风险状况的气候风险分析

结果（WWF France and AXA，2019）。法国

政府使用“遵守或解释”的方式，即投资者要么

遵守第 173 条的要求，要么解释不遵守第 173 条

的原因。

到目前为止，第 173 条提出的新要求已经产

生了显著效果。法国的许多金融机构现在一致认

为，第 173 条十分必要，可以帮助法国投资者

思考其投资带来的环境风险。2018 年，该法律

鼓励创建自然资本和生物多样性资产类别，以推

进法国投资者在生物多样性问题上形成协同效应

（Finance for Tomorrow，2018）。2019 年，

法国政府对第 173 条进行了扩充，要求投资者报

告考虑“保护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的多样性，特

别是针对零净人工化和使用可再生能源的目标”

（法国能源法典，2019）。

法国大型资产管理公司在应对生物多样性挑

战方面展现的领导力也是上述监管取得成功的关

键。法国安盛投资管理公司、法国巴黎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Sycomore 资产管理公司和 Mirova

做出承诺，将共同开发一种全球工具，以量化投

资组合所产生的生物多样性影响。这些公司还

与I Care & Consult公司以及冰山数据实验室开

展合作，共同创建这一工具（Mirova，2020；

Milburn，2020）。工具正在构建中，将涵盖公

司产品的全生命周期，分析从原材料采购到产品

寿命结束的各个步骤，并适用于主要市场指数上

列出的各种资产类别和公司（Mirova，2020b）。

2016 年，法国出台的《萨宾第二法案》进一步

强化了报告要求，该法律要求大型金融机构（包

括法国开发署）实施防止腐败和非法资金流动的

机制（OECD，2018b），包括设立举报热线和

处罚规则及制裁名册。该法案进一步设立了一个

新的反腐机构，可以对不符合反腐要求的公司处

以最高 100 万欧元的罚款。法国政府承诺要将生

物多样性项目的官方发展援助增加两倍，考虑到

这一点，《萨宾第二法案》提供了一种自上而下

的方法，这对于改进生物多样性融资的交付至关

重要。

153



当前融资规模

当前可能对生物多样性产生危害的补贴规模每年预计达到 6 700 亿

至 1.02 万亿美元，其中化石燃料行业接受的补贴最多（每年 3 960 亿至

4 780亿美元），其次是农业（每年2 300亿至4 510亿美元）。尽管看上去

数额巨大，但这些补贴估值还没有将环境污染和全球变暖所产生的额外社

会成本考虑在内，否则估值可能比现在高得多（OECD，2019a）。这些补

贴的发放形式多样，包括直接转移支付、消费激励机制、价格支持、消除

风险和税收减免。表9列举了各类有害补贴的估值。

表9 2019年有害补贴数量

补贴类型
对生物多样性危害最大
的补贴（亿美元/年）

可能危害生物多样性
的补贴（亿美元/年）

化石燃料生产补贴 3 959 4 780

农业生产补贴 2 300 4 510

渔业生产补贴 159 361

林业生产补贴 280 550

总计 6 698 10 201

至于对生物多样性有害的供应链行动的资金规模，2019年全球产品贸

易估计为 9.67 万亿美元（WTO，2019），供应链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历

来都是负面的。幸运的是，越来越多的企业认同可持续供应链的理念。据

估计，可持续农业、可持续渔业、可持续海鲜和可持续棕榈油产生的年市

场收入中，至少有1%的资金，即55亿至82亿美元，会拿来重新投资于生

物多样性保护（Deutz等人，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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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融资规模

即使每年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资金流增加 4 490 亿至 6 400 亿美元，

除非做出重大努力，对生物多样性有害的补贴进行改革，并改善金融部门

的投资风险管理做法，否则仍无法在2030年前成功填补全球生物多样性的

融资缺口。若 2030 年前生物多样性有害补贴没有改革，资金没有重新调

整，那么2030年全球生物多样性融资缺口将达到每年2 730亿至3 270亿

美元。通过改革和重新调整价值2 740亿至6 700亿美元有害的农业、渔业

和林业补贴，以及改革价值3 960亿至4 780亿美元有潜在危害的化石燃料

补贴，可以弥补这一资金缺口。如果仅考虑改革危害最大的补贴，表10列

举了危害最大的补贴数额以及可能流向哪些部门。

表10 2030年有害补贴的数量（假设仅改革危害最大的补贴）

补贴类型
对生物多样性危害最大
的补贴（亿美元/年）

可能危害生物多样性
的补贴（亿美元/年）

2019-2030年
的年度削减目标

化石燃料生产补贴 0 821 14.8%

农业生产补贴 0 2 210 6.3%

渔业生产补贴 0 202 5.1%

林业生产补贴 0 269 6.3%

总计 0 3 502

来源：Deutz等人，2020

到2030年，可持续供应链也有可能在全球贸易中占据更大份额。据估

计，到2030年，经认证的可持续农业、林业、海鲜和棕榈油产品的价值将

达到124亿至180亿美元（Deutz等人，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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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各国政府和企业的监管框架和政治经济优先事项各不相同，因此本文

提及的调整支出机制在各国的实际执行效力也有所差异。为了填补全球生

物多样性资金缺口，公共和私营部门都需要严格评估对生物多样性有害的

支出，并采取符合政治经济情况的改革方案。尽管与本书中描述的其他金

融解决方案相比，调整现有的负面支出以获得积极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

最有可能填补融资缺口，但在过去10年中，这一领域的进展最少。

调整支出将需要跨境协调，以确定、减少和调整损害生态系统和野生

动物的支出。有损于生物多样性做法的驱动因素很少在一个国家内独立存

在，这往往是国际贸易、需求和市场竞争的综合结果。公共部门在制定国

家框架时可以明确承诺逐步取消生物多样性有害补贴，并要求企业报告其

产生的生物多样性总体影响，从而在调整支出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私营部

门可以在企业内部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价值，从而将生物多样性标

准纳入风险管理和供应链管理决策，以补充公共部门的工作。这就要求所

有部门必须内化其对生物多样性的依赖，认识到遗传资源的价值，并加强

监测和评估。确定和重新调整所有领域的生物多样性有害支出十分困难，

但仍有必要做出承诺，改进生物多样性资金调整机制，以完全填补全球生

物多样性的融资缺口。即使在2030年前仅仅调整最有害的支出，世界也能

取得巨大进展，最终实现生物多样性的长期可持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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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损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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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未来更多支出的概念一般适用于短期或中期的特定干预措施或投

资，能够在未来节约大量成本或防止重大损失。措施包括投资于绿色基础

设施、减少入侵物种等预防性行动，以及取消或修改现有会产生不良效果

的税收。

当前进展

1997 年至 2011 年间，全球生态系统服务每年损失 4.3 万亿至 20.2 万

亿美元，而生态系统健康的前期投资有助于减少这一损失（Costanza 等

人，2014）。土地用途的改变、土地退化和其他对生物多样性有害的活动

对全球供应链、粮食系统和公共卫生等人类系统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WEF，2020c）。为了防止未来可能发生的大流行病和生态系统崩溃，公

私部门必须采取措施，避免未来与生物多样性丧失有关的支出（IPBES，

2019年）。因此，将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纳入常规财务与金融分析主

流的呼声越来越高。在过去20年中，每年与气候相关的案件数量，包括要

求在投资者材料中强制披露气候风险的诉讼数量，从个位数增加到150多起

（Burgess，2020）。

各国政府可以引入税务创收工具来减少生物多样性的损失，例如对依赖

自然资源的有害生产行为以及对消费有害生物多样性的产品征税，以避免未来

更多的支出。经合组织PINE数据库中的估算表明，59个国家实施了与生物

多样性有关的税收政策，每年产生77亿美元的税收收入（OECD，2020b）。

目前，政府通过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以节约未来支出。例如实施边境管制，

阻止引入外来入侵物种，并对船舶征收相关费用和收费，这些有针对性的精准

干预措施可以防止未来因管理大规模入侵物种所产生的高昂成本。

公共和私人投资者也可以在保护方面开展政策、保险和基础设施领域的

前期投资，旨在保护生态系统服务效益和自然栖息地。在这组政策工具中，

政府还可以在林业和农业等自然资源部门引入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补贴。经

合组织 PINE 数据库估计，迄今已有 25 个国家实施了总计 176 项与环境相

关的补贴（OECD，2020）。私营部门开始投资环境资产保护领域，以避

免未来可能影响股东收益的成本支出。如人类活动导致了荒漠化等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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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化，这又会导致或加剧自然灾害。其他创新机制，如各国中央政府和地方

政府以及相关的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合作伙伴可以通过环境影响债券对绿色

基础设施进行投资，以避免与生物多样性影响有关的未来成本支出。

一些政府部门和私营机构已采取预防措施，以减少未来生物多样性的损

失，但还应加大力度并调整措施，以适应更广泛的情况。在措施的实施过程

中，各国政府应积极号召当地社区参与其保护战略的制定，以确保相关活动

降低因社区主动性不足而产生的风险。原住民群体和当地社区居民能够帮助

我们了解周围环境。基于社区开展保护工作可以增加保护活动的影响和持续

时间，同时防止生活在生物多样性地区的群体因丧失文化认同而产生的成

本。事实上，新冠疫情暴发后可能需要实施经济复苏计划，社区应参与到可

持续经济转型中，促进经济放缓后复苏计划的实施，这预计可以创造 3.95

亿个与可持续经济转型相关的就业机会（WEF，2020d）。

历史背景简述

全球 56 个国家实施了生物多样性相关税收政策，旨在提高自然资

源的使用成本，处罚有害排放，其中大部分税收工具集中在美国和欧洲

（OECD，2020b）。对自然区域征收使用费的做法十分普遍，如收取国家

公园门票和发放狩猎许可证。过去40年中，征收自然区域使用费的国家从

11个增加到48个（OECD，2020b）。这些是各国政府为降低未来处理环

境退化的成本而采用的一些最广泛的措施。

各国内部和国际社会上对于征收生物多样性相关的税收所采取的形式

不尽相同，对征收自然资源使用税的呼声越来越高。2016 年，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呼吁对航运和航空征收碳税（Guardian Environment Network，

2016）。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丹麦就实施了化肥和农药税，木材税和水

税一直以来都被用于控制不可持续的资源消耗（UNDP，2020a；UNDP，

2020b）。2016 年，美国率先使用环境影响债券，该债券为私营部门为避

免未来成本支出采取的措施提供融资，此后这类债券一直用于暴雨和林业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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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下表所列框架可用于分析为避免未来生物多样性支出所实施的各项机

制。框架使用以下四个标准：

1. 层级：在哪个层级可以避免生物多样性支出？

2. 直接或主流化：如何避免成本支出？

3. 潜力：在未来可以避免多少不必要的生物多样性支出？

4. 基于绩效：在避免成本支出实现之前还是之后？

下文具体介绍了这四个标准，以及如何使用这些标准来理解避免未来

生物多样性支出的机制。

表11 避免未来的支出：原则与标准

原则 有效/效率 目标 适应性

标准 层级
哪个层级可以避免生物多
样性支出？（私营部门、
国家公共部门、国际公共
部门、公私协作）

避免支出的潜力
在未来可以避免多少不必
要的生物多样性支出？

基于绩效
在避免成本支出实现
之前还是之后？

直接/主流化
支出是由生物多样性保护
活动直接避免还是通过其
他部门纳入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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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层级

层级标准描述了由私营部门、公共部门（国家或国际）或公私部门协

作的机制是否可以避免支出。

选项:

私营部门 国家公共部门 国际公共部门 公私部门协作

私营部门避免未来支出所使用的机制主要由私营部门实体来实施，而

公共部门所使用的机制则是由公共实体实施。国际公共部门的规避机制是

由双边或多边官方发展援助提供者实施。最后，公私部门协作得出的解决

方案是不同部门通力合作的结果。规避机制通常在私营和/或公共部门机构

的授权下实施。

2. 直接投资或将生物多样性纳入
主流

避免未来支出的机制通常以直接投资的形式出现，以创造积极的生物

多样性成果。而其他机制则通过投资于能够产生生物多样性协同效益的环

境友好型政策或活动，从而间接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主流。

选项：

生物多样性直接投资 生物多样性主流化投资

生物多样性直接投资将资金投入指定保护活动中，直接带来生物多样

性积极成果，以避免未来的支出。例如，防治外来入侵物种所收取的费用

和收费常常用于资助那些遏制外来物种引进或扩散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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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主流化措施可通过实施并不以生物多样性保护为首要目的

的政策或可持续投资，减少未来生物多样性保护支出。例如，城市范围内

的绿色基础设施资产表面上看不像生物多样性保护投资，但事实上，某些

类型的绿色基础设施资产可以为城市中的传粉昆虫创造微型栖息地，或者

可以更好地调节水文流量。

3. 避免潜在支出

避免未来生物多样性潜在支出这一标准描述了某一机制能够在多大程

度上减少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投资需求。

选项：

低 中 高

某些规避机制仅能小幅缩减生物多样性的必要支出，拥有较低的潜力，

但可能会在其他方面为生物多样性带来间接的有利影响。例如针对缺乏需

求弹性的商品所实施的税收政策，这意味着政府试图将有害活动对未来的

影响降至最低，但获得的回报却很少。中等潜力的机制，如环境影响债券，

能够避免部分未来的成本。

具有较高规避潜力的机制，如环境保险或防治入侵物种的费用和收费，

可以避免未来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上的大量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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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于绩效

这一标准阐明了资金拨付是否基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及生态系统服务的

绩效和成果。

选项：

不基于绩效 基于绩效

从某种程度上讲，所有交付机制都与绩效相关，即资金会有一个预期

的成果（例如，支持能力建设活动的赠款是根据能力提升的预期结果拨

付）。然而，本文中基于绩效的交付意味着，资金的拨付取决于生态系统服

务水平，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影响相关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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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未来支出的指南

避免未来生物多样性支出的税收
政策

为了遏制对生物多样性有害的经济活动中的过度生产或过度消费，政

府可以引入税收制度，提高从事这些生产消费活动的成本。与生物多样性

有关的税收具有“双重红利”，既可以为未来的保护活动提供收入来源，还

可以调节对环境有害的生产和消费量（UNDP，2018）。这是因为生物多

样性保护相关的税收可以从外部性创造者那里创收，使政府得以解决负外

部性的成本问题。既可以针对开采生态系统资源的行为征税，也可减少与

开采无关的其他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林业税和水资源税是直接针对自然资源征税的例子。喀麦隆引入林业

税，为政府在该国森林实施更严格的木材生产分区奠定了基础，同时能够

更好地管理此前经营不善的林业部门（World Bank，2009）。事实上，增

加生产成本限制了木材开采活动，政府可以适当吸纳资金，然后将其用于

可持续林业管理。林业税方案允许企业在采伐前或采伐后交税，或提供税

收优惠以激励可持续生产实践（UNDP，2018）。立木伐木费、特许经

营费或地区税以及特许权使用费都涉及公司通过“立木采伐”（Lange，

2004）、合同（FAO and ITTO，2011）或土地使用权付费（Mbugua，

2003）在采伐前向政府支付公共土地使用费。出口税或对加工产品征收的

其他类型费用，是对林业行业征收的采伐后税费，这使那些非法伐木行为

猖獗的政府有机会获得其他的林业收入（UNDP，2018）。

在节水方面，政府可以根据家庭或工业用水量征收水资源税，为可持

续的流域管理提供资金。在水务设施公有的国家中，水费可视为税收，其

中一部分资金可专门用于生态系统服务项目，如墨西哥的水文环境服务项

目（UNDP，202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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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杀虫剂和化肥征税可以限制与资源开采无关但仍能对生物多样性产

生影响的生产或消费行为。虽然农药和化学制品在农业中发挥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但其有毒成分会对附近的水源和动物物种产生不良影响，还可能

会传播疾病（UNDP，2018）。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引入了税收和支持政

策，以帮助农民最大限度地减少农药使用，以促进可持续农业。

在旅游部门，税费可以为有利于自然的旅游基础设施筹集资金，还

可以促进对更可持续的旅游形式的投资。新西兰的生态税将国际旅行税

的税收收入分别用于建设可持续旅游基础设施和保护自然区域（OECD，

2018c），厄瓜多尔和哥斯达黎加征收的航空和船舶入境费为各自国家的保

护项目提供资金。

政府在建立税收结构时，必须审慎，避免意想不到的不利后果。尽管

政府能够综合运用各种税收政策，但还是要确保其税收结构不要过于复杂，

以免影响其合规性和有效性。这一问题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其复杂的

税收制度限制了政府从核心经济活动中创收的能力（UNDP，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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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哥斯达黎加征收3.5%
的碳排放税

在多数热带国家，森林砍伐是最大的碳排

放源。1940 年到 1987 年间，哥斯达黎加的森

林覆盖率从此前占领土面积的 86% 降至 21%

（Dwyer，2019）。哥斯达黎加实施针对所有碳

氢化合物征收 3.5% 的税法，部分资助了该国的

生态系统服务付费项目，该项目致力于重新造林。

这是哥斯达黎加力争到 2021 年前实现碳中和目

标的核心政策（Irfan，2018）。

税收结构除达成既定目标外还产生了额外

效益。首先，化石燃料使用减少，这意味着碳排

放总量减少，给哥斯达黎加当地环境带来巨大好

处。其次，每年税收增加2 650万美元，占2018

年政府总收入的 11%（FONAFIFO，2019；

Dwyer，2019）。再次，所有税收收入用于资

助哥斯达黎加国家森林基金（FONAFIFO），该

基金为个人和企业提供重新造林的激励措施和

森林砍伐的抑制措施。1997 年到 2018 年间，

FONAFIFO向覆盖全国近四分之一的土地和100

万公顷的热带森林的土地所有者支付了 5 亿美元

的生态系统服务付费。这些款项用于支持一系列

活动，如鼓励土地所有者开展农林复合经营、保

护现有森林、在退化土地上重新造林等，并为此

支付费用。截至 2013 年，碳税等政策帮助哥斯

达黎加的森林覆盖率恢复到占国土总面积的53%

（Barbier等人，2020）。

哥斯达黎加不是唯一一个征收碳排放税的拉

美国家。2016 年，哥伦比亚开始针对每吨碳排

放征收 5 美元的税，2017 年碳税收入达 1.48 亿

美元（Barbier 等人，2020）。哥伦比亚将四分

之一的碳税收入用于直接保护和减缓气候变化

的工作，另外 5% 则投入保护区（Barbier 等人，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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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拓展

欧盟、印度、斯里兰
卡和塞舌尔将农药与
化肥政策与其环境目
标挂钩

过度使用化肥会导致一些负面的环境影响，

其中最常见的是土壤质量下降和水污染。为了减

少这些损害，多个国家正在出台政策，以确保化

肥使用对周围环境无害或危害最小。欧盟的共同

农业政策（CAP）设立了九个目标，其中三个

目标聚焦于气候缓解和适应、自然资源管理和生

物多样性保护。1990 年至 2014 年间，CAP 成

功地减少了化肥使用量，当地水质得以改善。最

近的立法加强了对化肥使用的限制（European 

Commission，2019a）。在最新的 CAP 修订

版中，农民将获得一个关于营养的农场可持续

工具，该工具就营养物质的使用提出建议和警

报，以避免温室气体排放和营养物质漏损。第

2016/0084 号法规（EC）将对所有可能的营养

物质的投入实施严格的标准，包括化肥和生物刺

激素（European Commission，2019b）。根

据欧盟的农药使用工作计划草案，欧盟计划到

2030 年将农药使用量减半，并将化肥使用量减

少 20%，以实现生物多样性向好的目标（The 

Western Producer，2020）。

欧盟的政策直接针对气候变化或生物多样性

目标，但其他国家的农药使用的政策则是针对粮

食安全目标。例如，在塞舌尔，70%以上的食品

依赖进口，且进口食品大多是加工食品和缺乏营

养的食品，这导致该国肥胖率居高不下（FAO，

2015）。此后，塞舌尔出台的农业政策鼓励扩大

生产，减少对进口食品的依赖，但这一政策却导

致过度使用农药。氮、钾和磷的使用量从2006年

的 8.5 千克 / 公顷飙升至 2015 年的 79 千克 / 公顷

（FAO，2020）。为了应对这些污染问题，塞舌尔

制定颁布了《塞舌尔国家农业投资计划》，将重点

放在六个投资领域，包括“增加和可持续利用农

业用地”及“更恰当地使用化肥和化学制品”。

印度和斯里兰卡的化肥补贴也是基于粮食安

全目标，两国都对进口化肥给予成本补贴。斯里

兰卡的政策降低了尿素或氮肥成本，因此农民滥

用尿素，导致养分失衡，土壤生产力下降。为了

促进肥料高效使用，斯里兰卡农业部通过了一项

政策来推动综合植物营养系统，并鼓励当地生产

磷肥，以平衡氮肥的过度使用（Wijewardena，

2006）。印度在 2016 年提交给农业部的一份报

告中承认，过度使用化肥会导致水污染、温室气

体排放增加、动物健康失调和作物生产力下降

（India Ministry of Agriculture，2016）。该报告

建议修订化肥补贴，以鼓励可持续利用，鼓励使

用生物肥料，推动综合营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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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侵物种政策、费用和收费

入侵物种指在新栖息地与本土物种争夺资源且获胜的外来物种（CBD，

2020b）。入侵物种消耗资源更多，繁殖迅速，使其成为生物多样性丧失

的重要驱动因素（IPBES，2018）。它们会对环境造成广泛的破坏，包括

但不限于生态系统服务、营养循环和本土动植物关系受到的负面影响。据

估计，入侵物种每年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USDA，2020）。仅在美国，

每年因入侵物种造成的作物生产和林业损失就达 400 亿美元，估计更多损

失来自基础设施的破坏和生态系统服务的损失（Paini等人，2016）。即使

在保护区，入侵物种也对生物多样性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目前只有不到

10% 的现有保护区是外来物种的家园，80% 以上的保护区易受入侵物种

的影响，至少拥有一个在其边界10公里内已经扎根的入侵物种（Liu等人，

2020）。此外，有证据表明，近几十年来，入侵物种的传播速度持续快速

上升，其主要原因是全球贸易大幅增长（Seebens等人，2018）。在预防

或根除入侵物种方面进行直接投资可以节省未来在食品、水、卫生和生态

系统领域的支出（美国内政部，2019）。

美国的几个州实施了在入境点阻止入侵物种的计划。斑马贻贝和斑驴

贻贝会附着在驶入加利福尼亚水域船只的底部，之后便在公共水域系统中

大量生长。为了应对这一问题，加利福尼亚州的一项法律规定，所有加州

水域以外的船只在抵达加州港口时要缴纳 1 000 美元的费用。这笔收入资

助了安全和管控措施项目的实施，以防止外来船舶带来贻贝等入侵物种

（CDTFA，2020）。此类项目有助于各辖区在入侵物种成为重大问题之前

采取措施，锁定并防止其扩散，从而避免未来进行广泛的追踪和清除行动。

国际倡议支持通过贸易或旅行措施来限制入侵物种入境。在国际海事组织

的帮助下，《国际船舶压载水和沉积物控制与管理公约》在 2017 年开始实

施。《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指南和《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的标准是大型机构

支持和提议入侵物种政策的范例（CBD，2020b）。其他项目则主要关注

入侵物种大规模蔓延情况下的恢复项目。

层级

    

直接或主流化

  

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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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拓展

非法野生动物贸易与
新冠疫情

2019 年 12 月出现首例新冠病例，随后全

球数百万人受到感染，新冠病毒传播速度极快，

死亡率相对较高（Davidson，2020）。新冠病

毒等人畜共患病在当今社会极为常见，占新发

传染病的 60%，占过去 30 年发现的新人类病

原体的 70%（Fine 和 Kang，2020；IPBES，

2020）。农业扩张和城市化导致土地用途改变，

自 1960 年以来，超过 30% 的新型疾病均由此引

发（IPBES，2020）。大规模的环境退化，如

亚马逊地区的森林砍伐，也与疟疾等传染病的传

播有关（MacDonald and Mordecai，2019）。

生态学家发现，当生物多样性减少、物种灭绝

时，存活下来的物种更有可能将病原体传播给人

类。众所周知，随着景观中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啮齿动物、蝙蝠和灵长类动物的数量反而会增加

（Tollefson，2020）。

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发现于武汉的一家海鲜市

场，这引起了国际社会对穿山甲贸易的关注。中

国的象牙市场崩溃以后，穿山甲已经成为全球贩

运量最大的动物。过去 10 年中，超过 100 万只

穿山甲被偷猎（Nuwer，2020）。此外，2019

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一年穿山甲的偷

猎量和查获量均破纪录（Bale，2020）。通过有

限的信息渠道显示，一些穿山甲体内被发现含有

与新冠病毒类似的毒株，穿山甲被怀疑是新冠病

毒的源头（Anderson 等人，2020）。这有待进

一步溯源和考证。

新冠疫情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成本，我们还尚

未完全了解产生的损失，各国经济被迫关闭，失

业率高企，许多企业倒闭，人们也遭受了痛苦。

据IPBES估计，人畜共患病造成的年度成本可能

超过 1 万亿美元。出台以生物多样性保护为重点

的全球战略可以大幅降低未来发生大流行病的风

险（IPBES，2020）。据估计，在未来10年内，

每年要花费 220 亿至 310 亿美元用于必要的生物

多样性保护措施和公共卫生监督措施，以防止未

来发生类似的疫情暴发（Dobson 等人，2020；

IPBES，2020）。但这笔花费与 2020 年新冠疫

情造成的约 8 万亿至 16 万亿美元的经济成本相

比，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Dobson 等人，

2020）。

在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市场的交易中，有超过

3.5万种是受《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保护的物种（UNODC，2020）。野生动物犯罪

还包括非法捕获和交易非保护物种，以及在国内

偷猎和出售保护物种。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

组估计，每年非法野生动物贸易的价值至少为70

亿至 230 亿美元，约为合法野生动物贸易规模的

四分之一（FATF，2020）。

打击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市场也是一个治理问

题，需要国家和国际层面上的高层政治承诺，因

为大部分贸易会跨越多个政治边界（世界银行，

2019b；FATF，2020）。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只

是人类通过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加速疾病传播的

诸多方式之一。其他方式包括开发以前未被开发

的土地，这会影响物种的栖息地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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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保险

近年来，得益于对栖息地退化和灾害风险之间关系的更深刻理解，私

营保险行业开始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发挥更大作用。从运营的角度来看，

保险公司开始将生物多样性纳入保险费的计算方法和保险产品类型的考量

和设计中。随着人们对生态系统服务丧失和气候变化的认识不断提高，他

们也开始认识到这些问题会带来可衡量的影响，而在计算保险费和开发新

保险产品的过程中应该反映这些影响。人们希望保险公司可以准确地为风

险定价，并向客户提供风险规避建议，因此，保险公司应提倡进行更好的

生物多样性保护，从而在风险防范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保险公司通常在资产受损或毁坏时提供保险赔付，因此从这一角度来

看，为环境资产（例如珊瑚礁）投保与为房屋或汽车投保并无区别。然而，

如果投资生物多样性保护可能会降低因资产受损而造成的保险预期赔付时，

保险公司也可以直接对生物多样性保护进行投资。大自然保护协会、安盛

信利和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最近评估了红树林提供的保护作用。他们发

现，引入保险产品来支付恢复的费用可以避免自然灾害中红树林损失产生

的相关成本（TNC，2020）。重新造林的修复费用会在风暴过后的10天内

汇入投保人的银行账户。

保险可以防范某些特定事件带来的下行风险，这要求保险产品的消费

者采取预防措施，参与或投资于当前的保护活动来限制灾害风险。

层级

  

直接或主流化

  

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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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中美洲大堡礁保险

珊瑚礁是抵御飓风的重要天然屏障，它们可

以把冲击海岸线的波浪降低97%。墨西哥的中美

洲大堡礁是世界上第二大堡礁，保护墨西哥的加

勒比海海岸线免受飓风等环境风险的影响，这条

海岸线支撑着价值 100 亿美元的旅游业。然而，

污染、珊瑚白化和其他环境退化问题以及极端风

暴使珊瑚礁处于危险之中。因此，墨西哥政府和

大自然保护协会联合其他机构建立了海岸带管理

信托基金，该基金除了已经建立的专注于珊瑚礁

和海滩的维护活动外，现在还会在发生风暴后向

受益人支付款项，以修复海岸线和破损的珊瑚

礁。该解决方案成本效益高，据大自然保护协会

估计，修复珊瑚礁的成本可能在5万至15万美元

之间，但修筑半英里像海堤这样的人工防护工事

很轻易就会花费100万美元（Smith，2018）。

海岸区管理信托基金的资金来源于目前对海

滨地产所有者征收的费用，以及部分来自坎昆和

莫雷洛斯港的地方政府税收和旅游营收。其中一

部分资金将作为保险费支付给墨西哥保险公司

Afirme Seguros。该保险产品规定，如果风暴

的风速超过了某一基准（从 100 海里 / 小时起算）

且经过了保险覆盖区域，则保险公司应立即向信

托基金支付最高达 380 万美元的赔付额。例如，

如果最大风速达到 110 海里 / 小时，保险公司将

交付最大赔付额的40%，而如果风速达到130海

里/小时或160海里/小时，则将分别交付最大赔

付额的80%或100%（Gonzalez，2019）。

保险赔付的资金将由海岸区管理信托基金管

理，支出将分配给多个项目。保险条款规定，赔

付资金的 50% 必须用于海滩的初步修复和恢复，

另外50%则必须用于修复和恢复珊瑚礁。首先将

优先评估损害情况，然后清除残渣，培育受损的

珊瑚，并重新种植珊瑚。

该保险产品是墨西哥几所大学、旅游企业、

大自然保护协会和瑞士再保险公司等各利益相关

方共同努力的结果。信托基金负责赔付的资金管

理和交付，中美洲大堡礁基金会提供总体支持，

该基金会是一个由保护机构组成的国际组织，各

组织合作筹集与分配资金，用于保护中美洲珊瑚

礁生态区。

如果这类保险产品能够成功地将公共和私人

行为者（及其资金）聚集在一起，保护自然资

产，使人类基础设施和相关经济活动受益，这种

类型的保险产品可能标志着一系列类似的气候韧

性措施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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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积极补贴

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积极补贴可以刺激经济活动，从而产生正向的生

物多样性成果。此类活动包括森林管理和再造林、有机或环境友好型农

业、无农药种植和土地培育（OECD，2020）。补贴可以为这些活动提供

经济支持，通过生态系统服务付费（PES）项目拨付活动资金，其中生态

系统服务的受益人或用户将向保护生态系统服务的人提供资金（OECD，

2020c）。从根本上说，成功的补贴政策能够将支付或经济支持与遵守环境

标准关联起来（IEEP，2009）。

经合组织的PINE数据库显示，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积极补贴每年为生

物多样性提供8.9亿美元融资（OECD，2019a）。其中一部分补贴是政府

对有益农业实践的支持（OECD，2019c）。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补贴占与

生物多样性相关的公共资金的很大一部分，用于可持续土地管理以及噪声

和水污染治理（OECD，2020c）。当然，与危害生物多样性的生产实践获

得的补贴相比，积极补贴的数量和规模微不足道。

即使一项补贴具有促进生物多样性的良好意图，但最近的案例表明，

结果可能事与愿违。例如智利的植树补贴，虽然森林面积在 1986 年至

2011 年间翻了一番多，但碳封存仅增加了 1.98%，原生森林面积减少了

13%（Lombrana，2020）。虽然重新造林可以带来一些生态系统效益，

但如果森林仅是单一品种的人工林，而不是原生的、本地树种的生物多样

性丰富的森林，那么重新造林本身没有任何好处。

层级

  

直接或主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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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拓展

绿色基础设施

全球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通过绿色基础设

施进行更高效的土地和资源管理是关键，可以降

低未来因严重气候变化影响和资源约束产生的成

本。绿色基础设施的典例包括生态湿地（雨水径

流的自然通道）、绿色和蓝色空间以及城市湿地。

绿色基础设施投资可以提供多种生态系统服务，

例如暴雨防护、传粉者保护和天然海岸屏障，这

些可以帮助城市避免或降低未来因气候事件或过

度开发产生的相关成本。为了避免不可持续增长

带来的支出，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应该考虑保护和/

或复制生态系统服务，防止城市化土地失去生物

多样性或自然栖息地提供的服务。

例如，屋顶绿化、多植树、天然的绿地、雨

水花园和透水路面等资产是城市气候适应规划的

关键组成部分（NRDC，2013）。一些城市向商

业地产商推广绿色基础设施投资，理由是更可持

续的地产开发可以带来更高的租金、零售额和房

地产价值，还可以降低公用设施的维护使用和开

发周期成本（NRDC，2013）。在促进生物多样

性方面，绿色基础设施可以为经过城市地区的传

粉者或物种创造迷你栖息地或走廊。 

市政当局提供税收抵免、退税和开发激励机

制，鼓励私营部门建设绿色基础设施（NRDC，

2013）。纽约市实施了绿屋顶减税计划，为每

平方英尺的绿屋顶空间提供 4.50 美元的税收减

免，上限为 10 万美元（NYC Department of 

Finance，2020）。绿屋顶基础设施能减缓暴雨

的影响，缓解城市热岛效应，加强住宅保温效果

（纽约市财政局，2020）。绿屋顶可以防止雨水

淹没不透水的街道和人行道，因此人们普遍认为

绿屋顶这样具有调节作用的生态系统服务可以避

免未来的成本。

为了扩大当前绿色基础设施规模，决策者和

私营开发公司应监测当前绿色基础设施资产在提

供生态系统服务和积极的生物多样性成果方面的

效度，以展示其投资潜力。地方政府必须确保

绿色基础设施得到公平分配，且其管辖范围内

的所有社区都能享受生态系统服务效益（Shi，

2020）。地方政府和工程师也应该详细了解绿色

基础设施资产的益处，使得附近社区和动植物物

种可以从这些资产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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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债券

环境影响债券（EIB）从国内市场的公共和私营资本中融资，资金将用

于环境项目，如开展森林修复项目以预防森林火灾或实施城市绿色基础设

施解决方案以加强雨洪管理，从而为公共和私营利益相关方避免未来成本。

与传统债券一样，EIB的本金和利息需要在规定期限内偿还。EIB与普通债

券的不同之处在于，EIB的发行收益用于资助能带来环境回报和资金收益的

“绿色”项目，且只有成功避免成本时才会进行支付（Gonnella，2017）。

EIB通常是投资风险资本的来源，这为政府或其他投资者提供了获取额外资

本的途径，用于降低与资源管理相关的未来成本（Herrera，2017）。节约

下来的成本最终使公共机构和投资者获益，因为投资者能够获得一部分节

约下来的资金。

EIB的还款取决于按效益付费（PFS）合同，该合同将提供服务后付款

与达成可衡量的结果关联起来。在 PFS 合同中，前期投资者通过购买债券

提供资金，根据项目的成功程度，公共实体将按照事先商定的不同利率向投

资者返还资金（Gonnella，2017）。将还款与项目成果挂钩，可以激励投

资者确保项目能够产生积极的环境影响（CPIC，2019）。若某些项目极其

成功，则投资者可能会获得溢价回报；若项目取得部分成功，则投资者将获

得较少的回报。但如果某些基准指标没有实现，则投资者将面临全部亏本

的风险。当前的几支EIB主要由慈善机构或商业机构的慈善部门提供资金，

这些商业机构愿意在追求环境或社会效益的过程中承担风险（Quantified 

Ventures，2018）。政府通常会与项目方合作，因为项目节约下来的成本

会让政府获益。商业机构未来也能从EIB中挖掘巨大的成长潜能。

EIB 通常用于能避免未来的支出同时又能产生短期回报的项目。尽管

EIB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应用尚待推广，但其结构非常适合应用于一系列

生物多样性项目，因为该工具鼓励项目节约成本支出，政府和投资者都能

从中受益。事实上，当前许多 EIB 都对生物多样性产生了间接或直接的积

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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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用于森林火灾管理的
森林韧性债券

森林修复通常指重新种植本地树种及增加植

物生物量和森林覆盖率。然而，在某些森林中，

包括美国西部的许多森林中，森林修复涉及移除

多余的植被，使森林恢复到更自然的状态。这些

地区通常天气干旱，而且定期发生自然火灾，这

导致当地森林较为稀疏，且森林中死亡植物的

腐殖质还未来得及堆积就被火灾全部烧毁。因

此清除枯枝败叶不但可以提高景观对火灾的抵

御能力，还能在必要时更容易控制火灾，以保

护人的生命和财产（Mandle 等人，2019）。其

他好处包括改善水量和水质、避免碳排放、保护

栖息地和物种以及提高社区复原力。森林韧性债

券（FRB）是蓝色森林保护组织与资本激励和

世界资源研究所合作提出的一项倡议，这一公私

伙伴关系使美国的私人资本能够资助森林修复活

动，尤其是可以预防森林火灾。FRB 将来自土

地管理者和其他受益人的私人资本与经过认证的

实施伙伴联系起来，提高森林恢复的速度和规

模，这一速度和规模是单纯利用政府资金无法达

到的。总体来说，FRB利用投资者资本减轻失控

火灾的影响，同时聚集多方受益人，如美国林业

局（USFS）、电力公司和水务公司，以共同分

担森林修复的成本。FRB允许各利益相关方从多

种生态系统服务和估值基准中进行选择，以计算

支出数额，包括水量增加、沉积减少、洪水造成

的损害减少、水电增多和野生动物栖息地改善等

（Blue Forest Conservation，2017）。

森林修复工作一旦完成，美国林业局、公用

事业公司和各州需按照预先商定的比例偿还修复

成本，公用事业公司根据取得的成果（如水量显

著增加）支付额外的付款，这就是FRB建立的现

实意义。2018 年 11 月，第一个 FRB 试点实施，

这是一笔总价 400 万美元的 5 年期融资，利率为

4%（Mandle 等人，2019）。该 FRB 主要针对

位于加州北部尤巴流域的塔霍湖国家森林地区进

行的修复活动。第一个FRB在发行时需要各领域

中代表不同利益的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具体包

括CSAA保险集团、卡尔弗特资本、洛克菲勒基

金会以及戈登和贝蒂摩尔基金会。美国林业局等

政府部门、国家森林基金会等非营利组织及当地

的水务和能源公共事务公司都是森林恢复措施的

受益者，他们同意给投资者提供回报。最后，项

目和相关干预措施的制定、实施和评估也涉及大

量利益相关方，如国家森林机构、研究伙伴和社

区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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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亚特兰大和华盛顿特
区的雨洪管理

雨洪管理对于那些经常遭受强降雨但却缺乏

相应排水设施的城市来说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问

题。系统溢流可对城市和河岸系统产生一系列负

面影响，如城市洪涝和环境退化。若某地区的雨

洪管理不善，可能会导致污水流入附近水体，可

能会对流域造成严重污染并破坏当地生态系统健

康（Quantified Ventures，n.d.）。

绿色基础设施可以用于雨洪管理，同时还具

备传统（“灰色”）基础设施无法提供的辅助效

益。例如雨水花园、绿色屋顶和可渗透路面等，

为社区提供绿色空间，这既能固碳，又能吸收雨

水，防止城市污水排放系统失灵。为了给这些绿

色基础设施解决方案提供资金，哥伦比亚特区水

资源和下水道管理局（DC Water）以及亚特兰

大流域管理部门（DWM）联合发行了 EIB，投

资者获利多少将与基础设施在缓解暴雨水径流

方面的表现挂钩。DC Water 于 2016 年发行了

总价 2500 万美元的 30 年期私募 EIB，为华盛顿

特区暴雨水管理绿色基础设施的建设提供资金。

EIB向投资者支付3.43%的票面利率，这相当于

当局发行的市政债券的市场利率。

然而，投资者获得的实际回报取决于乘数或

贴现系数，这是指暴雨高峰期时流经污水系统的

暴雨水量函数。在这种三层的绩效支付结构下，

如果发现雨水流量高于某一阈值（即绿色基础设

施的绩效低于预期），则投资者需要向DC water

额外支付 330 万美元，这实际上减少了投资者获

得的回报，同时也降低了DC Water的成本支出。

相反，如果绿色基础设施在减少水流量方面的表

现超出预期，则 DC water 将向投资者额外支付

330 万美元，这样投资者能够获得高于市场的回

报率（Quantified Ventures，2018）。

亚特兰大水资源管理部门（DWM）在2019

年发行了 1400 万美元的 EIB，这笔债券使用了

类似的结构为六个绿色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

回报将基于一个两层的绩效支付体系，即基准情

景和高绩效情景，这两种情景均根据截存的雨水

量进行定义。在基准情景下，亚特兰大 DWM 将

向投资者支付低于市场的回报；而在高绩效情景

中，投资者将获得额外 100 万美元回报。在这种

情况下，只有当亚特兰大 DWM 从基础设施投资

中获得比预期更大的经济价值（通过吸纳截流的

多余暴雨的水量来衡量）时，投资者才能获得高

于市场的回报（Quantified Ventures，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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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评价

环境影响评价（EIA）是一种监管工具，要求开发商评估项目可

能对附近环境造成的潜在人为影响或者是项目开发过程中产生的影响

（Komnikova，2016）。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的基本步骤是，开发商先描述

整个项目及项目可能带来的全部影响（负面或正面），然后对这些影响的严

重程度进行分类，确定可产生最佳环境和社会效益的替代施工程序，依据

某种类型的排序标准，对所有可能的替代施工方案进行排序。EIA 在项目

的开始阶段至关重要，这可以防止产生后果不可逆转的开发活动。EIA 还

强调了项目的潜在有害影响，开发商和公共机构可以据此采取预防措施，

从而避免未来的成本。

项目的行业跨度可能比较大，涉及多种生态系统，因此 EIA 采用了一

系列不同的方法。所以很难在国家或国际范围内实现环境影响评估的标准

化，每种环评方法和团队都是根据具体情况量身定制。一些机构，如美国

国家环保局（EPA），仍然可以坚持使用一些基本的要求和程序，但EIA最

终成效取决于项目开发商收集的数据质量、所用方法的透明度、开发商所

做的假设和预测的准确性以及工作人员的资质。EIA 在评估影响时还必须

考虑项目期限，无论是 10 年以上或是 50 年，以及可能造成什么样的累计

影响（Singh等人，2020）。最后，EIA的有用性取决于能否最终影响开发

商的决策。若某项目被证明对自然有害，则执行方或管理当局将决定重组

或废弃项目。政府必须发布并实施法规，责令各方遵守环境标准，从而使

EIA能够影响开发过程。

为了确保项目在进行期间遵守 EIA 要求，一些机构使用 EIA 保函作为

担保（BIOFIN，n.d.）。EIA 保函由项目开发商提供，旨在确保若其未能

遵守商定好的EIA规定，将会提供经济补偿。假设EIA规定真的没有满足，

即使在开发商破产的情况下，保函保证金依然可用于支付环境影响费用

（BIOFIN，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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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社区的保护

据估计，若当地社区和业主能够参与保护活动，防止生态系统崩溃所

需的全球保护地覆盖率将增加30%（Waldron等人，2020）。生态旅游费

用、生态系统服务付费、慈善事业、国家预算或社区众筹都可以为社区保

护活动提供资金（WWF，2017）。最近的空间分析表明，原住民人口目前

占总人口的比例不到5%，他们管理着那些人烟稀少的地区，却保护了全球

80%的生物多样性（IUCN，2019b）。社区参与可以使政府和社会避免市

场成本和非市场成本，这两种成本要么与社区知识和文化的侵蚀有关，特

别是原住民群体中社区知识和文化逐渐消失，要么与附近社区对环保的长

期承诺力度下降有关（Waldron等人，2020；WWF，2017）。

土地信托基金和社区保护地可以结合以实现长期保护，因为它们将社

区利益与生态系统健康挂钩。如此一来，所有利益相关方都会参与到生态

系统保护中。政府和社区必须了解地方产权以及长期融资来源，以保证土

地信托基金和社区保护地的效力。土地信托基金是非营利组织，负责协助

征收土地或保护地役权。这些组织大多以社区为基础，因此能够根据当地

的社会和环境背景，确定具有重大保护价值的土地（Finger Lakes Land 

Trust， n.d.）。他们还受益于私人捐赠的土地、资金以及与当地业主签订的

自愿保护协议。

社区保护地不太常见，但却是政府让原住民群体参与国家保护工作的

有效手段。社区保护地不是国家公园，而是政府为了保护某些特定群体而

管理的土地。纳米比亚的社区保护地就是在 WWF 的支持下建立的，这可

以说是此种模式下的一个典型案例。这里的社区保护地通常有双重目标，

即保护当地的土地权，并为社区提供一种能够贡献于提升环保意识和推动

野生动物监测工作的方式（Potgieter，2019）。社区有权规定分区或预定

狩猎配额的使用范围，此外还要与环境和旅游部门合作吸引生态旅游，提

高收入。2017 年，该项目为纳米比亚贡献了 5 400 万美元的国民净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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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偏远农村地区创造了 5 000 个就业岗位（Potgieter，2019）。该计划

也取得了成功的野生动物保护成果，自1996年项目启动以来，狮子、大象

和黑犀牛的数量不断增加（Potgieter，2019）。

基于社区的保护取得成功的关键是明确的土地权利。例如，利比里亚

土地管理局将该国西北部的六个社区正式认证为土地所有社区，以实施

2018 年出台的《土地权利法》，该法承认当地社区为土地所有者，并保证

私人土地所有者得到充分的法律保护。挪威政府为利比里亚的社区提供了

资金支持，这些社区在 IDH 的推动下，制定了自己的土地使用计划，划分

出农业生产用地，留出用于保护的森林，并吸引了新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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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为避免环境破坏及其相关社会影响导致未来不必要的支出，上述机制

中的投资人还可以调整原先并不相关的资本用于支持生物多样性。但如果

政府将避免成本所节约的资金用于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无关的目的，甚至是

对其造成损害的用途上，那么政府的行动将与本章所述的避免支出机制背

道而驰。

正如更好的交付和重新调整支出相关的机制一样，必须对避免未来支

出的这些机制实施监管，以确保其透明度，并对其进行监测，以核实相关

措施是否真正避免了未来支出。如果答案为否，则应修改这些措施，因为

如果不加修改，本来旨在保护环境的措施反而可能产生无法预见的后果，

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本书中的大多数机制都是为了缩小当前的生物多样性

资金缺口，但避免支出机制则是为了防止这一缺口扩大。通常来讲，现在

防止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和栖息地遭受破坏要比将来恢复原样或扭转这种

破坏更加容易、成本也更低。纳入这些措施有助于防止生物多样性丧失，

但政府和企业也应给予更多关注，以及时节约成本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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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化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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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探讨的现有催化因素和制度安排，以促进资金流向生物多样性并有

可能实现大规模融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可以使用这些催化因素支

持国际、国家和地方层面的生物多样性。

当前进展

生物多样性融资机制的效力因国家而异，国内优先事项和国情都会对此

产生影响。因此，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流的治理和协调对于优化资金的产

生、交付和重新配置至关重要。

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21 条，各缔约方必须审查生物多样性融资

机制的有效性，并通过加强现有财政资源来改进这些机制。缔约方应继续

增加来自国际社会和国内公私部门的生物多样性资金流，而恰当的催化因

素可以加快进程。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第6条，各国还必须制定用于生

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国家战略、计划或方案，并将其纳入相关的

部门或跨部门计划、方案和政策中。这些战略是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

键催化因素。

融资催化指南

虽然相关群体各自的工作很重要，但若能与其他群体相互借力，将发挥

巨大影响——填补全球生物多样性融资缺口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本章所

述的催化因素要求利益相关方就最佳实践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投资的长期利

益达成共识。催化因素的效力因不同司法辖区而异，取决于其生物多样性

需求和实施生物多样性金融解决方案的能力。下面根据不同结构和用途对

关键催化因素进行了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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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公共部门
主流

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和行动计划（NBSAP）是各国政府规划和

实施《生物多样性公约》目标的主要公共政策工具。NBSAP 向公民、企

业和地方政府发出一个重要信号，即出台此行动计划的国家视生物多样性

为优先事项。迄今为止，191 个国家，即 97% 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

方，已经制定了至少一项NBSAP，但很少有国家为其计划提供必要的资金

支持，有效贯彻 NBSAP 以及将其生物多样性与其他国家优先事项协调的

进度也相对滞后。事实上，对许多国家来说，NBSAP是一份雄心勃勃的文

件，可以用于解决生物多样性融资这一优先事项（UNDP，2018）。为了

使NBSAP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筹资的有效催化因素，各国政府在出台其

行动计划时要关注以下问题：

·  各国政府应出台国家生物多样性融资计划（NBFP），并将其纳入

NBSAP中。NBFP可以使各国确定相关的财务机制，并制定有助于实

现其保护目标的预算目标。这些计划有助于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不

同部门和不同地理区域的主流，且避免项目仅聚焦于某一种生态系统

或物种。NBSAP 和 NBFP 还应优先考虑与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利益

相关方合作。为此，两者需勾勒出政府可以在保护方面进行大规模投

资的方法。例如，政府可以制定适当的税收激励和/或担保，以降低生

物多样性保护投资的风险。

·  政府还应优先改革对生物多样性产生不利影响的经济政策。催化生物

多样性领域投资，推动政府进行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确保对生物多样

性产生净零或极小影响。了解生物多样性丧失带来的全部成本对于推

动上述变革转型至关重要，特别是在农业、林业、渔业和其他依赖健

康生态系统的部门。政府应考虑改革那些可能对生物多样性有害的补

贴。虽然一些国家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对有害补贴进行重大改革，但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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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并评估这些补贴至关重要，这有助于全球各国开始重新设计、绿化、

减少或调整可能对生物多样性造成危害的补贴，每年高达 6 700 亿至

1.02万亿美元，其中每年约2 740亿至5 420亿美元的补贴流入农业、

林业和渔业部门（Deutz等人，2020）。

·  各国政府还应加强其监管，执行环境标准，通过实施保护地和 / 或其

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确保陆地、淡水和海洋生物多样性关键区

域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从而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做出重大贡献

（UNEP-WCMC、IUCN和NGS，2020）。

·  政府在实施政策中应要求公私部门遵守相应环境标准。世界经济论坛

指出，当前需要两类法规：第一类是防止商品和原材料领域资源管理

不善的法规，第二类是要求将生物多样性风险纳入财务金融决策的法

规（WEF and AlphaBeta，2020）。通过制定基于特定栖息地或生

态系统的合规标准，政府可以鼓励环境市场将那些对周围环境产生重

大负面影响的行业驱逐出场。实际操作中，政府可以考虑加强碳市场、

基于自然的气候解决方案、自然基础设施、生物多样性补偿和缓解等

级政策的设计和实施，将本来用于基础设施或能源等对环境影响较大

的领域的资金转而用于保护活动。

·  各国政府制定了新的政策和方案，以支持国家自主贡献中制定的2020

年后国家气候目标的实现，各国应评估机会，借助自然气候解决方

案和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提升其气候雄心，并将这些政策和方案与

国家气候行动计划相结合（UNDP，2019；Seddon 等人，2019；

Beasley 等人，2019）。政府就业计划和发展项目也是经济复苏计划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些情况下使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既可以支持

经济，也有助于将替代解决方案变为常规方案（Lieuw-Kie-Song 和

Pérez-Cicera，2020）。例如，最近的估算表明，以重新造林和植树

造林为重点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到2050年每年可产生8 000亿美元

的收入（Vivid Economics，2020）。

·  在可能的情况下，政府还应在基础设施采购和开发项目中默认使用自

然基础设施解决方案，并且在考虑进行基础设施投资时，应始终对灰

色的基础设施解决方案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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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金融机构和开发商应加大零净损失政策的执行力度和透明度，

规定所有开发项目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应用生物多样性补偿。具

体来讲，只有在开发项目严格实施缓解等级（避免未来支出、最大限

度降低不利影响、恢复原状和生物多样性补偿），并且提供大量的技术

证据证明造成生物多样性损害的原因极难或不可能消除，才能选择对

生物多样性造成的不可避免的损害进行经济补偿。

• 

利用 NBSAP 等政策规划可以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国家层面主流，

也可将其纳入超国家或次国家层面主流。例如，《欧盟 2030 年生物多样性

战略》提议至少将欧盟30%的陆地和海洋划为保护地，恢复30%的退化生

态系统，并将10%的欧盟长期预算投资于生物多样性。在地方层面，加利

福尼亚州州长加文·纽瑟姆积极响应该州的“30/30”呼吁，即到 2030 年

保护加州30%的陆地和海洋（CA Office of the Governor，2020）。

催化组织

许多关于生物多样性融资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的技术援助和知识交流

是由类似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和

经合组织等国际机构负责完成的。例如，经合组织国家层级的“识别和评

估对生物多样性有害补贴的指南”和 UNDP BIOFIN 生物多样性融资政策

和机构回顾（PIR）有助于各国进行国家层级的评估，以确定和评估对生物

多样性有害的补贴。在过去 10 年中，IUCN 和 UNDP 向超过 36 个国家提

供了重要的技术援助，以改进其NBSAP的制定、评估和监测流程。此外，

UNDP BIOFIN、IUCN等组织以及双边和多边的财政援助可以帮助弥补能

力差距，这些能力差距阻碍了 NBSAP 和 NBFP 的制定、监测和实施，特

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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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生物多样性金
融倡议

 

生物多样性金融倡议（BIOFIN）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起，旨在指导

各国如何利用循证框架为其生物多样性目标融资。超过35个国家已经实施

BIOFIN 方法，且根据其不同国家的国情进行了方法的调整。在贯彻落实

BIOFIN方法的过程中，各国与其财政部联合实行自下而上的五步方法：

1.  建立现有生物多样性融资政策和机制的数据库

2.  衡量当前公私部门中生物多样性方面的支出水平

3.  估算实现国家生物多样性目标的未来资金需求

4.  根据各国的融资潜力、生物多样性影响和措施可行性制定战略规划，优

先安排和部署恰当的金融解决方案组合

5.  使用多种融资机制实施金融解决方案

本书根据BIOFIN方法中已确定的前四步的结果，来探讨最后一步，即

融资机制。BIOFIN提供了一系列金融解决方案，详细说明了各国可以根据

本国财政需求和优先事项制定的机制和方法。

BIOFIN方法已经在许多国家取得了积极成果，例如：

·  古巴政府参考该国《生物多样性支出回顾》的成果，首次批准了财政

和物价部出台的《环境核算特定标准》（NEC第11号）。

·  斯里兰卡中央银行在国际金融公司和 BIOFIN 的技术援助下制定了

《可持续金融路线图》。两者为生物多样性友好型开发项目奠定了软信

贷融通的基础，并鼓励实施对生物多样性敏感的发展倡议。在此路线

图的指导下，四家商业银行已经启动了可持续融资计划。

·  在菲律宾，BIOFIN 帮助填补了菲律宾保护地立法的空白。2018 年，

该国正式将 94 个保护地纳入法律保护范围，使总保护地数量达 107

个。随后，又支持制定了保护地基本法规，并起草了2020年4 000万

美元的保护地预算提案。

·  在2018年至2019年间，危地马拉的五个沿海城市使用基于绩效的预

算编制过程，将用于沿海和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管理的资金增加了

50%以上。

·  格鲁吉亚环境部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预算从3万美元增加到27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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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西哥成功地重新设计了两个主要的环境基金：第一个是国家气候基

金，重新设计后其资金周转量超过 300 万美元，其中 200 万美元直接

用于实施保持生态系统韧性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第二个是墨西哥

城绿色基金，重新设计后每年可节约 300 万美元，且更加鲜明地聚焦

于生物多样性。

·  塞舌尔议会正式通过了其融资规划中的所有金融解决方案，且于2019

年成立了该国第一个生物多样性融资部门，以领导该国的生物多样性

融资计划。

·  印度尼西亚利用现有的伊斯兰金融模式，即绿色债券或伊斯兰债券或

慈善救济，并扩大了模式的适用范围，以解决生物多样性融资问题。

2021年以来，生物多样性投资额超过200万美元。

图9 BIOFIN方法

生物多样性融资规划/计划
·哪些金融解决方案对国家最为有利？

·为什么国家应采取此方案？是否有成功商业案例？
·如何逐步成功落实这些最优金融解决方案？

落实金融解决方案
落实方案，达成目标，监测财务成果：

·创造收入
·达成更优结果
·避免未来支出
·重新调整支出

生物多样性
支出回顾（BER）

生物多样性的支出
是多少？

政策与
机制回顾（PIR）

影响生物多样性融资
的驱动因素、政策、
主体和当前机制

有哪些？

融资需求
评估（FNA）

达成国家生物多样性
目标需要多少

资金？

资料来源：
UNDP（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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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私营部门
主流

 

尽管近年来取得了重大进展，金融行业和实体经济中的企业会评估其

运营带来的生物多样性风险，以及评估实行更可持续的经济模式能带来的

机遇。金融行业和企业不断加深对相关风险和机遇的理解，政府监管也变

得日益严格，这都会让企业在评估生物多样性丧失时更加审慎，同时也会

披露更加详细的环境影响。为此，自然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NFD）

正在制定识别生物多样性相关风险的指导原则和标准化方法，使用户能够

更好地了解生物多样性丧失给公司带来的转型风险、物理风险、法律风险

和系统性风险。

在披露这些信息的同时，非金融公司和金融公司应增加对可持续供应

链的投资，并改进金融风险管理流程。各公司应采取气候和自然的科学碳

目标（SBTs）来指导相关工作，从而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和生物多样

性损失。同时，SBT 要与实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

样性公约》目标所需的现有科学证据保持一致。已有 1 000 多家公司承诺

制定气候 SBT。开云集团和葛兰素史克等几家公司已开始设计生物多样性

投资战略、政策和计划，并将其与 SBT 框架进行对接（Science Based 

Targets Initiative，2020；Kering，2020；Segal，2020）。企业不仅

应该投资于供应链转型，使其更可持续，还应与政府和民间社会组织合作，

向消费者宣传更可持续的供应链的好处。

各国政府应建立监管框架，促进以可持续林业和农业等领域为重点的

基金和其他金融产品及服务的发展，大力支持主流化进程。可以通过出台

税收激励机制、开发降低风险的工具、减少对生物多样性有害的补贴或将

生物多样性效益货币化帮助实现这一目标（Deutz 等人，2020）。这些资

产管理公司害怕违背自己的受托责任，因此避免任何可能被视为牺牲财务

回报以换取更广泛的社会效益的投资。政府可以通过立法，为这些资产管

理人提供避风港，以促进生物多样性投资活动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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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拓展

发展机构和银行的
潜在作用

2019 年，IPBES 发布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全球评估报告，警告生物多样性保护是需要“跨

越经济、社会、政治和技术因素的颠覆性变革”

（IPBES，2019）。这种主流化范式为金融部门整

合各经济领域中的社会经济和生物多样性协同效

益提供了众多机遇。发展机构、多边开发银行和

开发银行等超过539个发展金融机构（DFI）在这

项任务中将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这些颠

覆性变革所需的资金在这些DFI的融资范畴内。

2019 年，在价值 11.2 万亿美元的 DFI 投资 

中，至少有 28% 的投资面临其投资的项目存

在高度的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退化风险

（Jessop，2020）。例如，国际开发性金融俱乐

部是全球最大的公共发展和气候资金提供商，其

总资产为4万亿美元，年度承诺出资额超过8 500

亿美元。另外 200 家到 500 家开发银行会在全球

范围内进一步扩大融资力量。他们的贡献可以用

两种相互补充的方法加以概括。开发银行约占全

球投资总额的10%，因此在领导生物多样性融资

和设定生物多样性具体目标方面具有很大的影响

力（Mrema and Rodriguez，2020）。

第一种方法是采取措施避免对关键生态系统

或关键种群造成负面影响，此方法已经使用了几

十年。这需要实施明确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排除

清单”，例如在亚马逊地区投入的资金适用“零

森林砍伐清单”（PRI，2020b）。承诺实施此方

法的机构还必须在落实环境和社会保障措施的同

时实施生物多样性保障措施和尽职调查。

第二种更具创新性的方法是采用选择性投资

战略，即针对那些通过设计将颠覆性变革和生物

多样性主流化及生物多样性协同效益融合的项

目。机构选择项目时需要一个选择标准和筛选方

法，例如IUCN制定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标准。

这种方法还要求改进对这些生物多样性投资的报

告，并建立一个用于资金追踪的全球共同框架。

为此可以采用《生物多样性公约》里的“里约标

识”，使用简单的评分标准来判断某一投资是否

针对生物多样性成果。多边开发银行、发展机构

和银行也可以针对上述项目实施事后生物多样性

影响监测和评估。

最后，开发银行应努力增加其客户对颠覆性

变革的需求和支持，这是将生物多样性融资纳入

主流的关键所在。为此，开发银行可以帮助国

家、地方当局或公司识别生态脆弱区，并建立自

己的主流化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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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墨西哥的政策性贷款

法国开发署（AFD）利用政策性贷款（PBL）

支持墨西哥改善其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的政策。

PBL为借款成员国提供灵活的流动资金，以支持其

政策改革和体制转型。发展机构利用PBL，通过以

下方式促进借款国公共政策的设计和实施：（1） 增

加资金的可用性，（2）提供技术援助，（3）根据关

键业绩指标实施政策改革（AFD，2019）。

例如，在2012年，墨西哥投资了一个7 200

万美元的政策性贷款，以支持墨西哥国家保护地

委员会（CONANP）实施的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

政策。因此在2016年，CONANP与墨西哥联邦

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合作，实施了新的生态

及景观管理地方治理机制。 

2017年，墨西哥签订了一项新的PBL合同，

以促进其农村发展政策实施过程中的生态和生物

多样性保护。此PBL改进并加强了墨西哥国土规

划政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如自然保护地）

之间的协调。此外，它还推广了可持续商品生产

实践，促进了政策经济工具（如环境税）的改

革，旨在减少生物多样性可能遭受的负面影响。

未来，墨西哥的新一期政策性贷款可能会支

持将生物多样性纳入生态农业和可持续渔业等部

门的主流（AFD，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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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化基金
 

若想降低其投资模式中生物多样性损失的风险，投资者可以利用绿色

金融产品，或者与政府或多边发展机构共同投资混合金融基金（如Agri3基

金和Mirova的土地退化中和基金），从而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所需资金。

在某些情况下，双边和多边组织可以管理这些资金，并可以通过项目设计、

监测、数据收集和项目管理能力建设等形式提供技术支持。全球环境基金

（GEF）或绿色气候基金等组织在扩大生物多样性保护投资方面发挥了巨大

作用。不仅因为它们提供了赠款或优惠贷款，还因为它们可以将国家保护

战略与相关的技术支持结合起来。除了共同投资外，双边和多边基金还提

供优惠资本和担保，以鼓励私营部门进一步增加保护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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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土地退化中和基金

土地退化中性（LDN）是指土地资源在数量

和质量上足以支持生态系统的功能和服务的状态。

但由于追求短期经济利益导致土地管理不善，在

过去 20 年里失去了世界上 25% 的可耕地。全世

界有20亿公顷的土地退化，每年还有1 200万公

顷的生产性土地陆续流失。《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

约》启动了土地退化中和基金，并指定Mirova对

该基金进行组织和管理。该基金由欧洲投资银行

和法国开发署赞助设立，旨在恢复退化土地的生

产力，以缓解气候变化和改善生计。基金最初的

投资期限为15年，目标规模为3亿美元。为实现

这一目标，该基金主要投资于可持续农林业以及

其他与 LDN 相关的部门，并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如投资于绿色基础设施或生态旅游等。

该基金的结构即是混合融资结构，利用公共

资金增加私营部门投资。让步型资本扮演着初级

投资者的角色，在基金中承担先行赔付的责任，

为私人投资者提供保障。这种资本通常由国家发

展投资机构、气候基金或私人基金会等公共组织

提供。私人投资者通常是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和

开发银行等机构投资者。这些投资者需要低风险

的财务回报，而土地退化中立基金的多层结构恰

好降低了投资风险。

此外，土地退化中和基金与荷兰可持续贸易

倡议组织 IDH 的协作支持技术援助基金。IDH 可

持续贸易倡议是一家专门致力于提高供应链可持

续性的国际非政府组织。该技术援助基金旨在最

大限度发挥积极影响，降低商业和 ESG 风险。

在土地退化中和基金中寻求投资的项目会获得技

术援助基金的赠款，并由捐助方提供资金，捐款

的目标规模为基金规模的 5%。目前法国开发署

和全球环境基金是该技术援助基金的捐助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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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拓展

技术援助如何加速
对自然的投资

利用技术援助基金（TAF）支持公私混合

融资可以大幅增加资本流动，以促进包容性与可

持续土地利用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近年来，为基

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和可持续土地管理量身定制的

影响力基金数量有所增加。但投资资本仍需克服

某些瓶颈才能流动。首先，保护项目需要满足基

金的财务和影响目标。其次，项目开发者提供的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应产生积极的生物多样性

成果，并与地方政府和社区等诸多利益相关方合

作。然而，让利益相关方参与进来并与其展开合

作需要花费时间。因此，项目开发商会制定特殊

的财务和技术能力需求，必须在保护投资之前或

与保护投资同时解决。

TAF在缩小投资者和保护项目开发商之间的

差距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TAF是一种能力解决

方案，主要为潜在被投资方和关键利益相关方调

动赠款及提供建议和培训。例如，IDH 可持续贸

易倡议管理了三个TAF，均与可持续土地利用投

资基金相关。这些 TAF 主要针对三个成果。首

先，TAF旨在提高对更多高影响力项目的投资意

愿，这通常会促使潜在被投资方完善其商业模式

及运营和财务结构，从而有可能满足各项 ESG

标准。其次，TAF还可以与被投资方合作，增强

项目产生的积极环境影响和社会影响，如支持土

地权利和土地治理，改进农林系统中收获的“附

加”产品的价值链和市场，以及与地方政府合作

制定有利于带来积极生物多样性成果的政策。此

外，TAF 还可以启用并帮助实现基于数据的方

法，构建概念验证并允许实践自适应管理。最

后，TAF可分析交易的可复制性，并发布从投资

基金中获得的见解，促进学习和知识分享，了解

如何为自然调动资金。

通过上述行动，有针对性的技术援助可以降

低总体投资风险，并促成更多高质量的项目，从

而在可持续土地利用及整个生物多样性领域产生

更大的环境和社会影响。当前涌现越来越多更大

规模的投资机遇，其投资特征也日益透明，因此

更多投资者有意愿并且有能力增加自然资本投资

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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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AGRI3基金 

AGRI3基金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荷兰合作

银行与荷兰可持续贸易倡议组织（IDH）合作伙

伴共同创建，荷兰创业发展银行提供相关支持，

旨在缓解气候变化，促进私人金融资源用于森林

保护和可持续农业，为零毁林、可持续农业和可

持续土地利用提供至少 10 亿美元的资金。该基

金为粮食价值链参与主体，尤其是农民，提供去

风险金融工具和技术援助赠款。AGRI3基金可以

为银行等金融机构树立参考榜样。该基金最初由

荷兰政府拨款资助，Mirova自然资本、FOUNT

和Cardano开发公司担任基金顾问。IDH管理了

一个与之关联的技术援助基金（TAF），该基金

于2020年年中开始运营。

符合 AGRI3 基金援助要求的项目侧重于森

林保护、重新造林或可持续农业领域，同时还有

助于改善农村生计。该基金关注那些具有长期可

行性的倡议和交易，并针对多种作物、国家和货

币及其组合进行交易，以保持投资多样性。该基

金是一种公私伙伴关系，具有相关的多层次融资

结构，其中不同级别的工具（初级、中级和高

级）承担不同的角色、面临不同的风险，其资金

也由不同类型的利益相关方提供。捐助方为TAF

提供赠款，投资者则向其金融基金提供初级资

本。商业银行和开发银行向金融基金提供优先权

债务和夹层资本。最终受益方将获得技术援助和

软贷款，而银行和执行合伙人则获得自己的担保

和贷款。商业债务会提供给执行合伙人或最终受

益方。

该基金的目标资本总额为 1.5 亿美元，在此

基础上，其担保敞口将高达 3 亿美元。这种双重

混合融资结构随后发掘了商业银行的投资潜力，

如最初的荷兰合作银行，旨在将总融资额增至 

10亿美元。该基金的关键创新之处在于与商业银

行建立了伙伴关系并且为常青基金，其开放式架

构允许该基金未来与荷兰合作银行以外的商业银

行建立伙伴关系，且该基金还能进行混合融资，

让商业投资者参与风险更高的交易。IDH 负责管

理 AGRI3 基金的 TAF，为项目提供支持，以促

成交易、降低风险并提高开发项目的影响。TAF

为投资前后两阶段的项目提供可偿还补助金，以

提高技术质量并加强环境和社会影响。技术援助

基金还会促进数据方法的实施，支持影响跟踪

和适应性管理，并促进 AGRI3 基金的知识共享。

技术援助预计将帮助 AGRI3 基金中的项目降低

风险、增加项目数量和提高项目质量、扩大环境

和可持续影响，并将可持续土地利用领域发展成

为新的资产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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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目标联合基金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联合基金由联合国大

会设立，旨在支持各国加快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的进程。该基金成立于2014年，与联合

国系统内 14 个负责执行 SDG 项目的独立机构展

开合作。该基金致力于激活 SDG 政策变革，增

强 SDG 融资的生态系统，并促进 SDG 投资规

模。因此，该基金借助国际社会的系统性行动填

补了实现SDG的资金缺口。

该基金通过公开募资运作。2020 年 3 月，

基金完成了首轮总计 1 亿美元的 SDG 融资，批

准了 62 项总计 8 000 万美元的联合方案（组成

部分 1 —— SDG 投资的有利环境）。催化投资

通过向 28 份概念书提供筹备经费来实现，从而

实现组成部分 2 ——催化投资。第二部分的明

确侧重点是投资利用公共和私人资源为 SDG 提

供额外资金的举措。这提高了资本配置的效率，

减少了实现 SDG 所需的资本总量（Joint SDG  

Fund，n.d.）。

两个组成部分将通过实现 SDG14（水下生

物）和 SDG15（陆地生物）为生物多样性提供

充足资金。将制定国家综合融资框架，为可持续

发展目标投资制定新一代融资战略和赋能框架。

其基本理念是创新和调整融资方案以适应可持续

发展目标，并通过混合公共和私人资源来复制和

提升这些方案。

该基金的催化投资渠道之后可能会支持那些

将公私部门资金用于环保的倡议。28项有关催化

投资的入选提案被分为五个专题组，其中的“自

然生态系统和气候行动”及“蓝色经济”专题与

生物多样性相关。例如，小岛屿国家的建议书旨

在建立基金，以识别项目、策划项目并资助企业

和基础设施发展，从而保护关键的珊瑚礁。其他

建议书则鼓励建立一套新的金融工具，通过大规

模使用伊斯兰债券和其他贷款产品，为国家公园

系统提供资金。还有一些建议书指出利用私人投

资支持小企业投资废弃物管理，并建设沼气、绿

色肥料和堆肥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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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拓展

全球环境基金

全球环境基金（GEF）成立于 1991 年，是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环境项目的最大筹资机

构。截至 2018 年，该基金已提供了约 205 亿美

元的赠款，从政府、民间社会和其他双边或多边

机构筹集了 1 120 亿美元的配套资金，并支持了

170 个国家的 4 800 个项目（GEF，2018a）。

GEF 是包括《生物多样性公约》和《联合国气

候变化框架公约》在内主要国际环境公约的融资

机制。

GEF独特的治理结构提供了制度保障，使其

能够监督自身运营，在各机构间输送资金，并向

资金接受方提供技术援助。GEF理事会是基金主

管部门，负责评估其政策和项目。大会由 183 个

成员国组成，每 3～４年举行一次会议，以审查

一般政策、运营和成员资格（GEF，2018d）。

GEF 下设 18 个执行机构，负责与项目利益相

关方合作设计并实施 GEF 资助的项目（GEF，

2018d）。GEF 的科学和技术咨询小组及独立评

估办公室为资金接受方提供政策和业务方面的技

术支持，并监测 GEF 赠款产生的影响（GEF，

2018d）。

在GEF第七次增资会议期间，与会各方还商

定了一项新的投资战略，将GEF的资助重点放在

以下方面：（a）向导致环境损失的关键系统（能

源、城市和粮食）投入催化变革的资金；（b）优

先考虑同时关注多个全球问题的项目；（c）在战

略层面加强与私营部门、原住民群体和民间社会

等利益相关方的接触（GEF，2018c）。为了执

行上述举措，GEF会向发展中国家或正处于向国

际环境标准转型的国家分配资金，涉及五个主要

重点领域：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土地退化、

国际水域以及化学品和废物（GEF，2018c）。

GEF 最新出台的生物多样性重点领域战略

旨在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各部门的主流，解决生

物多样性丧失的驱动因素，以保护栖息地和物

种，并制定相关的政策和体制框架，维持对全

球具有重要意义的陆地和海洋景观中的生物多样

性（GEF，2018b）。GEF计划通过在受援国投

资以下关键切入点来实现目标，例如将生物多样

性纳入重要部门的主流、全球野生动物项目、自

然资本评估和核算、动植物遗传资源的可持续利

用、包容性保护、粮食系统和土地利用等。GEF

第七次增资还制定了新的监测准则，对一系列核

心指标和次级指标的成果进行标准化监测。核心

指标力求收集有关改善海洋和陆地生态管理成果

的定量和定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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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利益相关方联盟
 

诸如环境保护私人投资联盟（CPIC）这样的组织和倡议促进了保护项

目管理者和投资者之间的对话与协作，也促进了私营部门和政府战略的协

调。“自然+加速基金”由CPIC、IUCN、Mirova和GEF共同建立，通过

严格的技术援助选择要融资的项目（IUCN，n.d.）。大自然保护协会的自

然资本加速器计划同样为保护专家和投资者提供了一个平台，以参与和开

发创新型的解决方案（Schwelder，2020）。自2018年以来，该计划已向

全美国基于自然的气候项目提供了25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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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拓展

环境保护私人投资
联盟

环境保护私人投资联盟（CPIC）集思广益

开发出具有合理风险和回报的可持续产品。此前

在保护投资方面所做的工作，特别是瑞士信贷、

世界自然基金会和麦肯锡公司在 2014 年联合发

布的报告显示，对于希望投资环保型金融产品并

提供可观回报的投资者来说，这是一个尚未开发

的市场。但目前还没有一个中央层面的机构专门

致力于开发和促进以自然保护为重点的可持续金

融产品。为此，康奈尔大学、瑞士信贷、IUCN

和大自然保护协会于 2016 年成立了 CPIC。

CPIC 现在大约有 80 个合作伙伴，如 Mirova、

保护国际和世界自然基金会，遍布保护领域，其

他合作伙伴包括国际机构、非政府组织及影响力

与可持续投资机构（CPIC，n.d.）。

CPIC 的目标是成为知识宝库和参与平台，

促进保护投资产品的开发，供投资者购买或投

资，以鼓励私营投资进入保护领域。CPIC 通过

多种方式努力实现这一目标。首先，CPIC 为如

何创建、交付和扩展指导可投资的保护项目制定

了蓝图。其次，CPIC 聚集了必要的投资者、金

融结构专家和保护专家，共同创造和实施创新型

金融产品。最后，CPIC 还充当了放大信息和建

立联系的网络，从而加速从概念到可投资产品的

转变。CPIC 在一系列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的

领域进行了投资，还在多个领域制定了计划，以

阐明如何创建和扩大新的保护投资。森林韧性债

券（FRB）便是蓝色森林保护组织创建的第一个

范例（CPIC，n.d.）。CPIC 的方案描述了 FRB

的覆盖范围和作用机理，还解释了各机构应如何

跟随蓝森林保护组织的脚步。对海洋保护区域公

私伙伴关系的描述、对小农户可可农场的恢复和

改造的描述以及绿色基础设施和流域的环境影响

债券都是 CPIC 方案的具体范例。CPIC 自成立

以来获得了巨大的支持和认可，GEF、洛克菲勒

基金会和康奈尔大学为其提供了 1 000 万美元的

专项资助，以支持上述产品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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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在何方？
 

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两大危机相互交织，成为当今人类面临的

最大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讲，生物多样性危机更为棘手。相较之下，气候

变化领域因为有着更利于沟通的通用度量标准（吨二氧化碳当量），使谈判

者有共同语言。因此，人们怀抱着极大的热情，尤其是年青一代，渴望将

经济发展与可持续性结合起来。当前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为其融资。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长期成本可能远高于政府在

未来几年内的承受能力，这听起来很容易让人感到绝望。然而，在实施创

新的解决方案时，私营部门可以调动的资本比公共部门多得多，而且至关

重要的是，每年通过投资市场流动的新资本和再投资资本的数量远远超过

解决生物多样性危机所需的成本。这为生物多样性危机提出了一种可能的

解决方案，即主要由私人投资提供资金，既能带来经济回报，又能带来生

物多样性的共同利益。

目前尚不清楚新冠疫情及随之而来的全球经济衰退是否会让实现这一

愿景雪上加霜。尽管 2020 年有超过 10 万亿美元用于政府政策刺激和复苏

措施，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生物多样性保护并不是应对新冠疫情政策的核

心（OECD，2020；Finance for Biodiversity，2020）。虽然个别国家政

府削减了用于保护地或保护项目的资金，但也有一些政府采取了“绿色刺

激复苏”，即使这一政策主要用于应对气候变化的风险。这些经济刺激计划

在实施过程中是否会走形变样尚不可知。不过，新冠疫情等人畜共患疾病

暴发的部分原因，是我们对生物多样性的管理不当，这一事实有力地支持

了保护所带来的经济意义。决策者在制定疫情后经济复苏计划以及实施举

措时，需要牢记这一点，不仅要加强经济，还要通过保护来预防下一次的

大流行。

截至本书完稿时，人们对于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后新冠疫情复苏计划

的呼声愈发高涨，意在增强经济体的韧性，从而抵御系统性风险，并预防未

来的大流行病（OECD，2020）。人们也逐渐意识到，保护自然不仅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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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内在价值，更是因为一条显而易见的理由：每个国家都建立在自然资本的

基础上，且依靠生态系统服务获取食物、空气、气候、干净的水源等。

既然大自然如此重要，那么保护活动就可以将财政资金和非财政资助

纳入当前计划。实际的市场收益得益于成熟的资本监管和配置能力，也受

益于现有的监管要求、企业行为、导向性的融资机制的结合，以确保资本

从资产中获得预期的收益。与传统资产类似，现存的一系列机制和金融行

为主体创建了这套体系，为社会创新提供资金，如出台经济适用住房解决

方案或实施可再生能源转型等。今后的目标是评估上述系统在落实的过程

中，能否提供可持续的资金，并将其应用到生物多样性领域。

因此，本书中提到的工具可以作为现有金融和监管结构的补充，还应

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投资和决策过程主流。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各界都

能为建设生物多样性金融体系做出贡献，在该系统中，每个机构和参与主

体都能明确并发挥各自的独特作用，从而确保自然保护可以得到源源不断

的资金支持。目前，探寻真正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道路显得愈发迫切，公共

部门、私营部门、民间社会开展合作的必要性也日趋明朗。这种跨部门协

作应形成金融生态系统，在计算风险和回报指标的同时考虑对生物多样性

产生的影响，而且在该系统下，业务活动的非财务性回报和长期影响力应

成为决策的重要依据。

国际社会要朝着可持续金融生态系统的目标迈进，达到总体大于各部

分之和的效果，就需要在以下八个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

1.  风险评估与信息披露：公共和私营部门应了解并量化各自面临的与生

物多样性丧失相关的风险，以及其活动和业务带来的负面影响。这将

包括改进生物多样性资金的披露、跟踪和报告流程。自然相关财务信

息披露工作组（TNFD）为政府和企业提供了一个披露其自然相关风

险的框架。

2.  投资影响指标：除了要了解某个交易或项目的财务回报外，至关重要

的是，明确其在生物多样性金融领域的进展，并使用与特定投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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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广泛适用的非财务影响指标。

3.  完善 NBSAP 和 NBFP：各国政府将根据自身资金需求制定国家生

物多样性保护战略和行动计划（NBSAP）和国家生物多样性融资计划

（NBFP）。

4.  有害补贴改革：各国政府应通过改革对生物多样性有害的农业、渔业、

林业和化石燃料补贴，转变当前对生物多样性产生负面影响的政策。

5.  可持续供应链转型与投资风险管理：私营机构应制定政策，支持可持

续的商品生产，并根据科学碳目标改革其供应链和投资实践。投资者

应了解其投资和放贷决策产生的影响，并在决策时综合考虑上述信息。

6.  能力建设和金融支持：国际组织和各国机构在必要时应继续支持那些

向更可持续经济转型的国家，为制定融资政策以及针对保护项目的实

施、监测、报告开展培训等方面提供技术援助。发展机构应与政府和

私营部门合作开发优惠融资或混合融资基金，助力提高地方能力。

7.  改革阻碍ESG投资的法律法规：负责监管投资行为的各国和国际机构

应重新评估阻碍投资者开展三重底线投资的法律法规，并在合适情况

下对其进行改革。具体来讲，应当采用更加广义的信托责任概念，以

要求考虑投资行为对环境和社会附带的远期损益。

8.  将投资组合与个人和机构价值对接：投资经理应使投资组合与不断变

化的价值相匹配，以反映客户防止自然损失的需求。为了更好地促进

ESG 投资的法律和法规改革，投资者将开发新的投资产品，使其客户

从该投资组合中获得回报的同时，最大限度减少对生物多样性的损害

或者从保护活动中获得收入。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的设计、监测、评

估和投资管理环节涌现了诸多新技术，如卫星成像、机器学习和基于

自然解决方案的投资担保，这些技术领域获得的民间信贷和股权投资

将催化更多更优的生物多样性融资。

为了恰当应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带来的风险，公共和私营部门必须

首先了解自身面临的风险，并采取相应措施减缓或消除这些风险。公共部

门应评估每个经济部门对生物多样性的依赖程度，以及生态系统退化可能

造成的潜在经济损失。各国政府还必须识别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面临

的障碍，以及国际社会和民间社会可以采取哪些措施帮助克服这些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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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部门将需要承担起责任，通过供应链转型变革、摒弃不利于生物多样

性的投资活动、引入风险缓解工具，确保投于生物多样性的资金实现更佳

交付，并建设新的金融体系，把握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的长期商业机遇。

私营部门应与各国政府合作共同采取这些行动。

发展这一金融生态系统需要同时进行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巨大转变。

一方面，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需要改变其在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的现行实

践；另一方面，国内外的民间社会组织将继续在增加保护领域投资方面发

挥重要作用，如加强技术和政策能力，支持实施进程，面向公众宣传，并

协助当地的公私部门确保资金投向预期领域。

为实现国家生物多样性目标进行的转型不仅是为了实现经济利益和环

境健康，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组织也需要考虑如何利用生物多样性

主流化来解决不平等问题。可持续的金融体系还应帮助社区获得清洁空气

和健康食品的机会，尤其是原住民社区可以借助此体系，使他们能够以符

合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方式管理自己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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